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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與回應，

並分析影響教師對於該制度之認識與回應的關聯因素。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本研

究共訪談 38位教育學門教師，其中教授 17人，副教授 10人，助理教授 11人。

本研究兼採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Burawoy 的志願性順服理論，以及目前全球

高等教育改革盛行之新自由主義觀點，用以詮釋相關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不同層級教師的共同認識，表現在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形成

過程充滿學科權力運作痕跡；運作管道存在資源越多越好的循環邏輯；制度優點

在於其相對客觀公平性，缺失則是造成迷思、投機行為與教學價值日受忽視；未

來改進之道在於透過公開討論凝聚共識，找出客觀多元的指標，透過領域專業的

判斷，落實專業的同儕審查。 

    就不同層級教師的衝擊與回應言之，助理教授層級作為國際化績效指標的第

一線衝擊者，有升等限期者主要採取新自由主義取向的回應，無升等限期者則可

轉移重心。副教授層級的主要衝擊在於契約性績效表現的約束，在灰色為主調的

回應方式下，多採被動、冷漠、低調的消極應付，但也存在想要積極武裝自己以

累積改變能量者。教授層級鑒於學術評鑑的制度化過程及跨領域的學科權力競逐，

憂心學術長遠的發展，故有人採取新管理主義以鞏固制度，更有人期望多些公共

討論，促成改變。在各層級內的回應方式，亦存在性別與公私立學校別的差異。 

    影響教師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產生共同認識與瞭解之關聯因素，包含制度

安排所蘊含的訊息，及學術審查的潛規則。影響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產

生不同回應方式的關聯因素，則在於行動者的身分位置與社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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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第二節為研究目的與待答問

題，第三節為名詞釋義，第四節為研究方法與步驟，第五節為研究範圍與限制。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研究背景 

一、國際間以高等教育競爭力回應全球化市場 

延續二十世紀末以來全球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層面造成的影響，當全

球作為一自由市場開放各國參與其中時，新自由主義此一強調最小化國家、市

場法則、客觀標準，與個人選擇的思維，儼然成為主導全球經濟的意識型態，

並型塑新的世界秩序（Turner & Gamble, 2007）。如何在全球競爭的市場機制中，

以卓越之姿佔取資源，於是成為共同的國際運動。加上資訊科技高度發展所成

就的知識經濟潮流，高等教育成為各國爭相挹注資源，以厚植人力資本和產出

知識來提昇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工具，已是不爭的事實。 

面對因全球經濟危機而影響各國日漸緊縮的財政經費，及逐年遞降的學生

入學人數，以績效責任（accountability）來檢視高等教育經費支出的呼聲沛然

成形，以表現指標（performance indicator），及品質保證（quality assurance）來

檢視高等教育的資源使用及成效表現於是成為各國政府採行的方式（Cave & 

Hanny, 1992; Sizer, 1992）。或採國際層級的外部排名，競逐國際大學排名，建

立學術聲望作為「品牌」，吸引國際人才來貢獻知識以提昇經濟。或以國家主辦

的機構認可（accreditation），都在確保各大學能藉由自我審核（audit）的過程

達到內部的品質保證（Dills, 2010）。換言之，評鑑國家（evaluative state）

（Neave, 1988）的興起，已然成為核心與學術主流的西方國家，與半邊陲亞洲

國家共有的高等教育政策現象。 

二、學術生產力作為高等教育績效的評鑑指標 

        評鑑國家所描述的景象，乃在於透過表現指標，以客觀理性之名，輔以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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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經濟學對於數量的算計，特別重視學術產出而非過程的控制，凸顯以學術生

產力來回應市場的高等教育政策。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Social Science Citation, 

SCI）等帶起的書目計量技術，則更是促成評鑑國家興起的重要因素（Cave & 

Hanny, 1992, p.1413）。在此背景下，對於學術生產力的重視及如何評鑑其成效，

進而落實在相關政策上，如兼採多元研究作品形式的英國學術評鑑（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與相對重視專書著作的澳洲的高等教育研究資料庫

等，用以評鑑高等教育機構的研究績效，做為經費分配之參考（王如哲，2008：

40、96），或也採記 SCI與 SSCI文章篇數的中國大陸之教育評估 （楊瑩，2010：

455），甚至世界大學排名系統的上海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y, ARWU），及英國時報高等教育增刊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QS）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戴曉霞，2006：213、

215），均顯示學術生產力作為高等教育績效指標的關鍵性。 

        大學教師除了直接承擔各大學生產力的重責外，也因上述背景而面對變動

的教師評鑑內容。教師評鑑反應的是對於大學教師工作內容的界定，通常包含

研究、教學，及服務，其目的則是在於續聘、升等，以及專業發展上的考量。

在前述趨勢下，政策制訂者日益重視教師的績效責任，以證據導向的評鑑來確

認教師在時間的使用上的確能產出可欲的成果（del Favero, 2003），而通常是以

量化數據如發表篇數來呈現。於是，機構如何監督與評估教師之產出，教師如

何安排其學術工作，也進而受到影響。 

三、「追求卓越」和「邁向國際」作為臺灣的高等教育政策發展的方針 

        面對這一波追求卓越與國際競爭力的全球高等教育運動，臺灣當然不能也

無法置身事外。2001 年《大學教育政策白皮書》揭示新時代大學教育改革的開

始，旨在以「追求卓越」和「邁向國際」來回應國際競爭。延續 2000 年由教育

部和國科會共同推動的「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對於學術研究產出的重

視，教育部從 2006 年開始推動一連串以卓越和國際化作為契約條件來交換經費

補助、招生規模，甚至攸關各系所存廢與否的政策，從「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大學校院系所評鑑」，乃至「大學院校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計」，

無不強調市場機制的競爭法則和績效責任。重視大學在學術成果的產出，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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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英語期刊為主的 SCI 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 的發表量，更曾拿來做為國內大學的排名用，引起相當風波。在

此般規定與風潮下，各大學紛紛朝標準靠攏，不論學術地位高低，均想提高研

究水準，為爭取經費就得向卓越看齊，朝國際競爭力邁進。加上國科會專題計

畫審查辦法中對於過去學術成果的重視，各校於是制訂服膺上述政策與辦法之

教師評鑑、升等，與科研績效獎勵辦法，要求大學教師承擔學術生產力的勞動

要求，進而形成一套綿密的學術評鑑制度。 

貳、研究動機 

一、對於臺灣學術評鑑的反思已存在多時，教師如何看待？ 

相關政策實施數年後，學者們反思與抨擊的聲音已然出現。從 2004 年「反

思臺灣（人文與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的主張與聲明，如不應獨尊

T/SSCI 期刊論文、英文，推動學術的在地國際化，回歸華文寫作的優先權、學

生受教權不應因研究而被犧牲等（陳伯璋，2005；葉啟政，2005；陳光興、錢

永祥，2005）。然而，問題的嚴重性不減反增，2011 年臺灣教育評論月刊，更

聚集多位學者抨擊重視英語國際期刊扼殺本土研究、國際化等於英語化、重研

究輕教學、教師淪為生產論文的工具等（吳清山，2011b；黃政傑，2011；林明

地，2011）。然是否妥協屈服的問題，一直存在於學界（陳光興、錢永祥，2005；

戴伯芬，2012），為何為數眾多的博學之士，仍然任憑上述現象繼續存在（白亦

方，2011），似乎真正的抗議或反抗從來沒有真正產生過（徐進鈺，2011）。 

朱敬一、賀陳弘、牟中原、孫以瀚（2012）在中國時報社論發表我們該如

何看待科研指標一文，希望國科會的評鑑自 2012 年 7 月起能夠超脫指標的束縛，

邁向真正提昇學術卓越的境界。有些學者（如戴伯芬，2012）認為，國科會主

委們也一併反省與批判目前以研究論文生產為績效評量指標的風氣，但有些學

者（如彭明輝，2012）則認為這份聲明中，國科會換湯不換藥，以評審討論過

程取代原先的指標計算，仍舊看重期刊論文發表和對國際學界的影響力，忽略

本土社會需要而進行「學術殖民」政策，對此感到失望。一方面來說，國科會

的評審過程如何「超越指標的束縛」，仍待觀察；同時，這樣的「美意」為什麼

不以政策方式訂之而以社論發表，是否真有效力？最後，儘管國科會主委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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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如此聲明，但常此以來存在的科研指標換點數的認知，以及普遍存在外國月

亮比較圓的風氣，大學教師如何詮釋這樣的訊息，仍舊未知。  

二、大學教師如何回應？  

        現行的學術評鑑制度反應出學術工作環境的變動，並與高等教育政策方針

密切相關。而在全球性高等教育強調品質、評鑑、競爭、績效、排名、市場化

等新自由主義或管理主義的影響下，大學教師究竟如何回應，也引起諸多關注。 

  有些研究認為由上而下的政策直接規範大學教師，教師於是成為新自由主

義下消極的主體，或將績效責任內化為自身價值之餘，亦以此判斷其他同儕的

舉動，共同營造社會達爾文式的競爭氛圍；加上學術審查的表現指標所強調之

量化生產，為求快速而經濟的產出符合評鑑市場之作，累積自身的學術資本，

若否，輕則缺乏經費，重則丟其飯碗，教師於是終日惶惶，對自身處境深感不

安，但又沒有時間進行批判，因深怕一旦停下生產的腳步，就成為落後的那一

位，於是在這一波強調表現、證據本位的學術評鑑下，教師僅能採取順服的回

應（Ball, 2003; Ball, 2012; 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 B. Davies & 

Bansel, 2010; B. Davies & Petersen, 2005; Deem & Brehony, 2005; Slaughter & 

Leslie, 1997）。 

  有些研究則主張大學教師儘管面對諸多政策面與意識型態面的束縛，但在

現場的每日實踐中，教師在既有的架構下，仍有意的採取策略，或保護自己免

於意識型態束縛，或轉向自己更有意義的規劃以抵抗現行政策，或有技巧的善

用學科知識上的優勢，虛與委蛇的重構辦法規定，或直接對抗，或創造彼此協

力的支持團體等，教師可以展現自主性的程度或因職級、終身職與否、行政職

位等而有程度上的不同，但都凸顯全球趨勢於在地經驗的差異（Clegg, 2005; 

Clegg, 2008; Deem & Lucas, 2008; L. Archer, 2008a, 2008b; Trowler, 1997）。 

  國內在大學教師對於目前學術評鑑制度如何回應的現有研究中，或以問卷

調查英語教學領域教師對 SSCI 現象的看法（孫于智，2012），或以訪談方式瞭

解新進教師的工作經驗（林昱瑄，2011；陳怡如，2009），或個案訪談單一學校

不同領域教師在學術評鑑制度下的學術勞動情形（郭育誠，2010）。一方面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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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大學教師如何回應的重要性，一方面國內現有研究或侷限於助理教授層級，

或單一學校，而無從勾勒不同職級教師的回應樣貌及影響因素。 

三、學術評鑑制度對教育學門影響如何？ 

        教育學門因為本身領域的學科性質廣泛，從偏於人文性質的教育哲史，到

具有量化屬性的教育經濟、測驗統計，以及靠近理工類科的教育科技、科學教

育等，教育學門內的多樣性或可部分反應人文社會學科教師對於這套制度的看

法。其次，過去發起反對獨尊 SSCI 連署的教授，與臺灣發表最多 SSCI 文章而

出版如何撰寫社會科學研究論文之書的教授，亦來自教育學門之內，或可反應

學門內教師立場之多元。對於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反思與批評中，不論是指稱

重研究而輕教學的單一卓越模式（吳清山，2011a；陳伯璋，2012；侯永祺，

2006），造成教師在時間與心力的考量下，出現以研究為主，應付教學的態度

（方永泉、張天泰，2011；李崗，2011；陳麗華，2011），使得學生作為教育主

體的權力受到損害（彭森明，2012）；或是指稱重視英文為主的 SSCI 期刊文章，

可能降低國內學術研究對於本土重要議題的關懷與深化，使得本地問題的改進

與啟示難收推廣之效等（游家政，2011；周祝瑛，2012）；這些指稱，都衝擊著

重視本土脈絡、教學實務的教育學門。是故，以教育學門作為研究對象自是有

其重要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 

依據上述研究背景與動機，本研究之目的與待答問題如下： 

壹、研究目的 

一、瞭解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 

二、瞭解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回應。 

三、分析影響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之認識與回應的關聯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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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待答問題 

一、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為何？ 

（一）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形成過程認識為何？ 

（二）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運作管道認識為何？ 

（三）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優點與缺失認識為何？ 

（四）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未來改進認識為何？ 

二、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回應為何？ 

（一）SSCI學術評鑑制度對於不同職級與立場之教育學門大學教師產生哪些衝

擊？ 

（二）不同職級與立場之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如何回應上述的衝擊？ 

三、影響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之認識與回應的關聯因素為

何？ 

（一）影響教育學門大學教師之認識的關聯因素為何？ 

（二）影響教育學門大學教師之回應的關聯因素為何？ 

第三節 名詞釋義 

一、學術評鑑制度 

        高等教育評鑑的用語因國情而有不同，或為認可（accreditation）、評量

（assessment），或評鑑（evaluation），在臺灣，「評鑑」一詞依據《大學法》及

《大學評鑑辦法》之頒訂而成為官方文件使用之正式名詞，亦為學術研究常見

之術語（楊瑩，2010）。 

        本研究之學術評鑑制度，是指《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臺灣學術評鑑》

（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2005）書中所反思之臺灣學術評鑑制度，聚焦在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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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學者研究成果的評鑑制度，主要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獎助辦法，以及各

大學校院之教師升等、評鑑、科研績效獎勵等辦法，並專指目前強調以英文資

料庫如 SCI、SSCI、A&HCI 等所收錄之期刊論文作為指標的制度。惟本研究以

教育學門為例，故英文資料庫以 SSCI 為主，本研究中，因受訪對象並未提及

SCI 資料庫，故不列本研究之中。而由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成立之臺灣

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TSSCI），因部

分受訪對象提及，將於文中出現，但在本研究的訪談題綱中，並未以 TSSCI 為

相關題項。 

二、SSCI指標 

       SSCI 是指由美國的科學資訊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

稱 ISI）於 1973年所出版之「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簡稱 SSCI）。ISI 在 1988 年被 JPT 出版社併購為旗下子公司，將原先以紙本形

式出刊的引文索引資料進行數位化並建置資料庫，1992 年 JPT 出版社再被加拿

大的 Thomson 公司併購，1即為目前論及 SSCI 資料庫時，一般所熟知的湯森路

透（Thomson Reuters）公司。據其網頁公告，該資料庫共涵蓋社會科學類 50個

學科，2至 2013 年 7 月底，共收錄 3124 本期刊，3其中教育類（Education & 

educational research）有 220本期刊，4涵蓋教學論、方法論、教育史、閱讀、課

程研究、教育政策、教育社會學、教育經濟學，以及資訊融入教學等主題，5並

以英語期刊為大宗。 

        在本研究中，SSCI 是指湯森路透公司的 SSCI 資料庫，並泛指目前收錄於

該資料庫的期刊，與發表於該期刊的文章。SSCI 指標即是在各學術評鑑辦法中，

以發表在 SSCI資料庫所收錄期刊中的文章，作為研究產出成果的標準，並據以

為學術評價、積分，與酬賞依據。 

 

                                                      
1
 取自〈Thomson Corporation acquired ISI〉，http://www.highbeam.com/doc/1G1-12394745.html 

2
 取自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tw/productsservices/wos/ 

3
 取自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SS 

4
 取自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SS&SC=HA 

5
 取自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scope/scope_ssci/#HA 

http://www.highbeam.com/doc/1G1-12394745.html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tw/productsservices/wos/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SS
htt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cgi-bin/jrnlst/jlresults.cgi?PC=SS&SC=HA
http://ip-science.thomsonreuters.com/mjl/scope/scope_ssci/#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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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學門 

本研究所指稱之教育學門，是以教育部大學院校學門分類為劃分，顧及訪

談對象能涵蓋系所的多樣性，乃選就教育學門中的「綜合教育學類」，考量研究

者之時間與人力因素，故以其中的公立、私立大學中之教育學系（所）為主要

範圍，惟為瞭解相關政策之原委，本研究亦納入曾任中央相關部會業務主管之

人員為訪談對象。 

四、大學教師 

        本研究所指之大學教師，係以 1994 年修正之大學法第十八條中，對於大學

院校教師之分級界定，包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排除講師之因在於本研究所指之個別學者的學術評鑑制度，如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獎助、升等辦法、教師評鑑，及科研績效獎勵辦法等，多不含括講師；

甚且，一般大學與師範校院的教育學系（所）中，講師人數相對稀少。考量研

究範圍的適用性與研究對象的代表性，故排除之。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 

為達研究目的，回答前述研究問題，本研究擇取訪談法為研究方法，希冀

透過豐富語料的蒐集，從中分析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如何覺知並回應目前的學術

評鑑制度。本節首先說明研究方法，其次敘述本研究之研究步驟。 

壹、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半結構式訪談，輔以事先擬定之訪談題綱，藉由開放式問題來蒐

集受訪對象對於目前廣受爭議的學術評鑑制度的認知、對該制度實際運作及影

響的看法，以及對於既有反思行動的評價等，以深入分析教師的認知與回應，

從而分析影響教師如何回應的因素。 

        選取半結構式訪談之因，首先在於考量訪談的進行雖由研究者想探索的問

題主導，但藉由彈性的問題順序，研究者得以回應訪談時的現場狀況以及產生

訪談主題的新想法（Patton, 2002; Seidman, 2006）。其次，就大學教師對於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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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評鑑制度的回應，涉及研究者無法直接觀察到的行為與詮釋，及受訪者如

何賦予發生事件的意義，因此以蒐集受訪者獨特與深入之個人主觀理解為主要

目的的半結構式訪談（姚美華、胡幼慧，2008；Merriam, 2009），甚能達成本研

究目的。最後，藉由研究者與受訪者在情境化的訪談過程中，得以進行互為主

體的意義解釋與建構，研究者從而能適切地理解受訪者對於社會事實的認知

（陳向明，2002），此為原因之三。 

貳、研究步驟 

        以下分就計畫與實施階段說明本研究進行的步驟。 

一、計畫階段 

（一）研究提問 

        研究之初，研究者的原始謎題（originating puzzle）（謝國雄，2007：11）

來自於對學術場域的觀察，大學教師對於目前的學術評鑑制度多有不滿，並表

達出深受其害之感。如此批評與感慨，實自 2004 年的「反思臺灣的（人文及社

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當時業已存在。然而，學術評鑑制度造成的壓迫景

況於今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套受人詬病的制度，何以能夠運行至今，身處

其中的大學教師何以接受不利於自身之制度而似乎未有反抗，是研究者最開始

之疑問。 

（二）文獻閱讀與分析 

        對於研究提問的深化，須進一步透過理論方能達成；亦即藉由與理論世界

的連結，賦予研究問題意義（Willis, 2000, p.113）。因此，研究者著手閱讀與分

析和學術評鑑制度相關的反思文獻與實徵研究，並閱讀高等教育與社會學領域

中，對於大學教師處境的相關研究，與影響大學教師如何對於制度產生回應的

相關理論，從而確立本研究之切入點。 

（三）確定研究目的 

        在文獻閱讀與分析後，研究者發現，對於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反思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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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持續皆有，對於學術評鑑制度已造成或將造成的負面影響多有指陳，且近

幾年也出現若干連署或抗爭行動。在此爭議不斷的背景下，重視 SSCI指標的學

術評鑑制度自 2004 年的反思會議後卻依舊運作至今。然而，若此學術評鑑制度

之壓迫與負面影響如此之重，學術場域中的大學教師，作為直接承受的主體，

究竟如何看待與作為，又存在怎樣的因素，使得他們採取或不同或相同的回應，

乃具深究的意義，是為本研究欲達成的目的。 

（四）選定研究方法 

        為回答上述研究問題，研究者擇定訪談法以瞭解學術場域中，不同職級與

立場之大學教師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學術評鑑制度，並擬定據以訪談之取樣對象

架構。不同立場者，主要包含推動 SSCI學術評鑑制度相關政策的部會首長與學

門召集人，因學科性質與理工相近及因研究績效獲得彈性薪資補助的相對獲益

者，以及明確反對 SSCI 學術評鑑制度者，包含參與反對獨尊 SSCI 連署行動的

教師，以及參與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的教師。透過蒐集研究對象對於現行學術評

鑑制度的主觀理解及詮釋意義，以形構研究對象眼中的學術場域真實，及運作

其中的規則，進而分析影響教師如何回應的因素。 

二、實施階段 

（一）進行訪談 

        依據研究目的與方法，研究者以訪談大綱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實施訪談的

研究過程中，研究者也依訪談研究結果初步所得，調整研究大綱之問題比重，

並檢驗現有訪談之結果是否普遍存在其他受訪者的回答中。如，對於 SSCI指標

所帶來的相對公平性、對於學術評鑑制度審查過程的認知，以及對於學術社群

其他成員的詮釋，乃是本研究訪談後期的關注焦點。 

（二）分析訪談語料 

        資料分析是一持續不斷的過程，研究者在繕打每次逐字稿與訪談筆記的同

時即開始進行初步資料分析。同步進行資料蒐集與初步資料分析的原因，即在

於透過不斷檢視與反思資料的過程，方能深入地挖掘訪談資料傳達的訊息。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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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資料分析的過程裡，研究者也將資料分析的反思筆記以不同顏色註記於逐字

稿上，透過對資料與研究過程的不斷反思，研究者能在研究進行的過程中，不

斷調整研究焦點及研究提問的方向，使研究主題更加聚焦（Merriam, 1998; 

Strauss & Corbin, 1998）。 

（三）持續與文獻對話 

        本研究在實施階段的進行，乃是在研究問題、現場資料，及文獻閱讀中，

不斷循環與反覆修正的探究歷程，期能達到概念多樣性和厚實飽滿的資料 （胡

幼慧，2008；黃瑞琴，1994）。同時，在分析語料的同時，更需輔以文獻、理論，

進行詮釋，方能賦予語料所反映之社會實體的意義（Denzin, 1994），期能修正、

擴充既有文獻之發現。 

（四）撰寫研究報告 

        綜合上述之過程，研究者依據研究發現所得，撰寫研究報告，總結本研究

之結論，並據此提出建議，供相關單位與後續研究者參考。 

        茲將研究步驟整理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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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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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壹、研究範圍 

一、議題 

        本研究之議題焦點為自 2004 年「反思臺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

研討會」舉行至今，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學術評鑑制度的認知，及此認知與

學術評鑑制度持續運作的關聯。主要聚焦於對於個別學者研究成果的學術評鑑，

包括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獎助審查、各校教師升等辦法、教師評鑑辦法，及科

研績效獎勵辦法。 

        惟個人層次的學術評鑑制度仍受到機構層次的學術評鑑制度之影響，因此，

本研究亦觸及第一期與第二期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及大

學校院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計分析。 

二、對象 

        本研究訪談之對象為教育學門內綜合教育學類的大學教師，主要以公、私

立大學的教育學系（所）為主，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及教授。另外，亦訪

問對於學術評鑑制度持不同立場者，包含部會首長、學門召集人、參與反對獨

尊 SSCI連署者，以及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者 

貳、研究限制 

一、議題 

        本研究所界定之議題範圍為自 2004 年「反思臺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

術評鑑研討會」舉行之後，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個別學者研究成果的學術評

鑑制度之認知，主要包括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獎助、各校之升等辦法、教師評

鑑及科研績效獎勵辦法，並旁及機構層級的學術評鑑制度。 

二、對象 

        雖然本研究對象之選取係以公、私立一般大學及師範校院的教育學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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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並顧及對於學術評鑑制度持不同立場者。故本研究所呈現之認知，及其

與學術評鑑制度運作之關聯，乃是以教育學系（所）為主，無法代表其他學門；

惟教育學系（所）因為具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科性質，因此在研究發現上

仍可期待有部分相似性。其次，囿於研究者之能力與時間，及某些重要人員不

便受訪之故，因此目前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校級制訂者，不在本次訪談對象中。 

三、方法 

        本研究以訪談法進行，進行訪談時，受訪者可能因社會期待或問題敏感性，

未必如實回答心中所想與實際作為，為避免發生此情形，在訪談題綱的設計上

即需準備重複性問題，以透過訪談技巧再次詢問這些重要問題，檢證資料的一

致性。也可能因為研究者身份的關係，而有所保留，則受訪時的言語行為與非

言語行為，研究者都將納入資料真實性與否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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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首先說明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法理脈絡，其次探討 SSCI學術評鑑制

度造成的衝擊與大學教師的回應，最後則提供可能的理論詮釋觀點。 

第一節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法理脈絡 

      本節分就國科會推動的相關措施、教育部推動的相關措施、財團法人高教評

鑑中心推動的相關措施肆、大學校院推動的相關措施，說明 SSCI學術評鑑制度

的法理脈絡。 

壹、國科會推動的相關措施 

        現有文獻可追查到之 SSCI 體制化的共識，學者們認為可能是在 1999 年的

全國人文社會科學會議中形成（陳光興，錢永祥，2005：12-14），陳光興和錢

永祥（2005）在文章中指出，杜正勝先生在〈全國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學術及教

學評鑑〉文中希望建立期刊論文、出版專書，和會議論文的三級學術秩序，並

在期刊部分進一步肯定當時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為求國際化程度，多有加入 SSCI，

只是他認為 SSCI為英文著作而設，因此根本之道應該在於仿效他們的辦法，籌

辦以中文為主體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徵引引得」，於是 TSSCI 制度因此誕生

（陳光興，錢永祥，2005：14）。 

        由於國科會網頁上無法尋得任何往年的「專題計畫審查須知」，因此僅能就

最新年度資料來做判斷。在 101 年度國科會專題計畫審查須知中，並未明列

SSCI 文字。就審查學術著作研究表現部分，僅區分「已出版」與否，該規定內

以「優良學術期刊」為評比範圍，只是何謂「優良」「學術」，則未明說，文末

附上之「各學門期刊排序報告」、「社科中心 TSSCI 資料庫」之參考，或可略窺

對於期刊排序之重視。然而，在審查注意事項之二，也特別說明「同儕審查」

的重要性，請審查人提供「具體、詳細」的審查意見，以增加學術對話的功能，

並降低後續申覆之困擾。並且以紅色加粗體，特別標明請審查者「勿僅以評分

參考原則對申請者過去研究表現進行量的形式計算」，應從「內容品質考量甚於

量的比重」。對照國科會主委與主委等人在 2012 年 6月 27日於中國時報社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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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我們該如何看待科研指標一文》，希望能夠「超脫指標的束縛」，是否反有

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暗示過去有此現象存在？ 

        對於審查原則注重 SSCI 的痕跡，可在國科會 2002 年《人文與社會科學簡

訊》第四卷三期的〈人文社會學門的評審原則〉一文中發現，當時文中列出

「國外的 SSCI 指標（或影響加權的 SSCI 指標），國科會的期刊排序，以及國

內的 TSSCI 指標等，都是對期刊品質的某種評定，可以提供評審者事後的參考，

也可以提高受評審人事前投稿目標選擇的參考」（朱敬一，王汎森，2002：9）。

這項記載，可看出 SSCI在國科會審查原則中，的確曾經佔有一席之地。 

        事實上，雖然 SSCI的文字未列於當前的審查原則中，但是當送審人要建置

國科會的個人資料時，必須進入「學術著作」維護的線上表格 C302 表6，填寫

「學術著作資料」，若著作種類為期刊論文，則須進一步選擇「收錄資訊」的所

屬資料庫，在國科會線上系統所列選項裡，依序分別為 SCI、EI、SSCI、

A&HCI、TSSCI、Scopus、THCI Core、SCIE，以及其他。收錄資訊中，並包含

影響係數、引用次數，以及 Ranking/Category 領域。若發表期刊未列於上述資

料庫，在勾選「其他」時，則必須自行填寫「資料庫名稱」，或者「無」，方能

儲存檔案。 

        據此，可知儘管國科會在目前形諸文字的審查原則中，或未提及 SSCI，但

在過去的確曾在審查原則的共識中提及。同時，目前在申請國科會補助專題計

畫的過程中，透過系統設計，傳達哪些資料庫是受到「認可」的特定訊息。 

貳、教育部推動的相關措施 

        2003 年教育部使用 SCI、SSCI 及 EI 來評估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的學術表

現，並依資料庫收錄的論文數將各校加總並排序，以此作為評鑑學校學術成果

的量化指標。排名結果公布之後，引起軒然大波，新聞不斷，最後以部長跟當

時排名第 48 的政治大學道歉收場7。然而此項以英文期刊索引資料庫做為大學

學術成果排序的資料公布之後，實則陸續造成國內大專院校紛紛要求教師以發

                                                      
6
 自 101年度起，C302表已改由系統自動產生，不再開放研究人員自行上傳，因此研究者無法

附上表格檔案於此。 
7
 取自 http://www.nownews.com/2003/10/30/326-1535874.htm 

http://www.nownews.com/2003/10/30/326-15358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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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SCI、SSCI、EI 等資料庫收錄的期刊論文，以此提高學校評鑑成績，並作為

教師升等的依據之一（陳光華，2009）。最明顯的證據，即是國內大學以實質經

費獎勵教師發表該資料庫文章，或在升等上以較高點數採計之（賴鼎銘，2005：

16），在 TSSCI 成立後，各校也以經費獎勵的方式，惟除了少數學校外，SSCI

的金額明顯高於 TSSCI（H-M. Huang, 2009, p.285）。由此可知，SSCI指標對於

各大學之影響，其來有據。 

        教育部並在 2004 年委託臺灣評鑑協會辦理的「大學校務評鑑」，其評鑑表

格即是要求統計專任教師發表於 SCI、SSCI、A&HCI、EI、TSSCI 期刊論文總

數、平均數以及平均被引用次數（郭明政，2005：154）。研究者進一步檢視該

網站，然而，在下載「評鑑資料部分」8，目前僅存標題，而無法下載當時評鑑

表格。 

（一）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此計畫的第一期為 2006 年 1 月至 2011 年 3 月的「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

尖研究中心計畫」，第二期為更名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期程為 2011 年 4 月

至 2016 年 3 月。以下分就計畫目標、審議標準，與預期效益面進行說明（發展

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教育部，2011）。 

1.目標 

 該計畫在第一期的目標乃是為因應全球知識經濟時代的競爭趨勢，藉由發

展國際一流大學及設置以優異領域為導向之頂尖研究中心，透過競爭性經費的

機制，一以補助其提升基礎設施，二則輔以聘請國外優秀教師及參與國際學術

合作，責成其教研水準、產學績效，確與國外一流大學相匹敵，進而發展國際

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希望達到 5 年內至少 10 個頂尖研究中心或領域居亞

洲一流，10 年內至少 1 所大學躋身國際一流大學之列為目標（如居全世界大學

排名前 100 名，或比照美國大學排名則應居前 80 名），希冀以大學學術卓越和

菁英人才的培育來強化國家競爭力。 

                                                      
8
 取自 http://ua.twaea.org.tw/data/data1.htm 

http://ua.twaea.org.tw/data/data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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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的目標則是在第一期的成果上，明列「強化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力及

能見度」為該計畫的重要目標，其中並提到各大學對於學術論文品質及重要性

的強調，「希望未來在 Nature、Science 等代表性頂尖期刊發表的重要論文數預

期將能穩定成長」。 

2.審議標準 

        在第一期的審議標準上，不論是國際一流大學或頂尖研究中心部分，在強

調學術卓越的具體成果上，都重視在著名國際期刊論文發表及引用數、影響指

數（Impact Factor），包含 SCI、EI、SSCI、A＆HCI。 

        第二期的審議指標分成質化面與量化面，但量化面仍不脫國內外重要期刊

論文發表數及被引用數、論文受高度引用率之篇數，惟已增加學術性專書數的

重視。 

3.預期效益 

        教育部希望藉由推動本計畫，能夠促進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與卓越化，得以

提昇大學創新研發能力及國際的學術影響力，並明確訂立量化的預期標準，在

文章發表上，設定「國際論文發表篇數平均每校增加至 3000 篇」，和「論文被

引用指數平均每年得以百分之十比例遞增」等。 

第二期的預期績效指標主要以上一期的項目「成長」作為評估基準，如近 

10 年論文受高度引用率之篇數平均每年成長約 10％等。 

（二）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 

        在此作業要點中，教育部明列申請設立博士班的條件之一，即是「人文、

教育、社會及管理領域之相關學系(所)，其近五年該系(所) 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

必須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六篇以上，且其中應有三篇以

上發表於 SSCI、TSSCI、SCI、EI或 A&HCI等學術期刊論文，或出版經學校送

外部專業審查之專書論著二本以上。 

         據此，各單位若有意申請博士班，不論是對現任專任教師的要求，或在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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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人上，相信都難以避免 SSCI指標的要求。 

参、財團法人高教評鑑中心推動的相關措施 

（一）大學校院系所與校務評鑑 

         依據 2005 年修訂後的《大學法》第五條9， 「大學應定期對教學、研究、

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事項，進行自我評鑑；其評鑑規定，由各

大學定之。」而「教育部為促進各大學之發展，應組成評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

團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定期辦理大學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政府教育經費

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其評鑑辦法，由教育部定之」。同年「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應運而生，並自 2006 年開始進行為期五年的第一

週期系所評鑑，於 2011 年開始進行校務評鑑，配合國際趨勢採認可制（財團法

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11：2）。也因為評鑑結果「作為政府教育經費

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參考」，評鑑項目與指標因此成為各大學戮力遵從的

指導規則。分析其評鑑計畫內容（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06，

2011），可看出其中對於卓越、品質保證、國際化，以及國際競爭力的強調，茲

分析如下： 

1.目標 

        系所評鑑的目的之一在於「判斷大學各系所品質的認可地位」，並「協助各

大學系所發展辦學特色，邁向卓越」。而校務評鑑的目的更直指「促使大學從世

界大學競局中，檢視競爭態勢」，並「評定教研績效」，「獎勵優質建立標竿校

院」，同時「匡正發展偏差」。因此，最終目的在於「持續改善品質，提供品質

保證，並邁向卓越」（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11：2）。 

2.各評鑑項目之內涵與參考效標 

        進一步檢視如何準備評鑑資料的具體指引，可從各評鑑項目的內涵與參考

效標中看出對於「卓越」與「競爭力」的重視。 

                                                      
9取自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03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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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評鑑的部分，就項目一的學校自我定位，是為了「符合教育國際化與

市場化之趨勢，強化學校之競爭力」（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11：

8），而與教師學術生產力最直接相關者則在項目三的教學與學習資源上，學校

「能建立明確之教師學術表現評核機制，同時獎勵教師卓越表現，以促進學術

活動與教師專業發展」，以及「提升教師學術品質與學校學術聲望」（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11：13）。因而在項目四的績效與社會責任上，希

望「在學校提供教師一個完善之教學與研究環境下，學校也應相對地要求教師

展現卓越之學術表現」（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11：17）。 

        在系所與校務評鑑辦法中，並未明訂 SSCI 文字。然而，辦法中所界定之

「卓越」，及「建立明確之教師學術表現評核機制」、「獎勵教師卓越表現」，則

可能進一步引導各校在教師評鑑辦法、升等辦法，及獎勵學術卓越辦法上的訂

立。 

（二）「大學校院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計分析」與「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 

        為了加入世界大學排名系統競局，積極推動高等教育績效責任，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在其辦理的「大學校院績效統計」項目裡，納入各校

發表的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計分析，以及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 

        2006 年先推動為期五年的「大學校院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計分析」，主要

依據各學門之別，分析各大學在 WOS 和 ESI 資料庫中（包含 SCIE、SCI、

SSCI 和 A＆HCI）所收錄期刊的發表文章，及文章被引用的影響係數，作為排

序之用（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2009）。 

       在當時，人文與社會領域並不納入此績效評鑑中，因為對人文與社會領域

學術評鑑指標尚未建立共識，因此將先成立人文與社會領域學術評鑑指標推動

小組，以利爾後辦理人文與社會領域學術評鑑工作之用（蕭如容，2007）。加上

人文社會科學有地域屬性和語文限制等獨特發表特性，不見得適合直接以國際

期刊評量（黃慕萱，2007），故後續的「大學校院科學期刊論文質量統計分析」

並未包含人文與社會領域。 

        而「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則是以科學研究論文表現為依據，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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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界大學排名系統競局，成為世界大學排名系統之一。「大學校院科學期刊論

文質量統計分析」已於 2010 年結束計畫執行。「世界大學科研論文質量評比」

在 2011年起轉由國立臺灣大學獨自執行與公布，並將名稱由 HEEACT Ranking

改為 Taiwan Ranking。10
 

        綜上所述，可發現近年來國科會在相關計畫審查辦法上雖未出現 SSCI的文

字，僅以「重要」或「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並能提昇我國「國際」學術地位為

準，但是在申請計畫的資料準備過程中，即透過線上系統傳遞對於特定資料庫

的重視，包含 SSCI。甚且，在 2004 年當時的〈人文社會學門評審原則〉的會

議紀錄中，的確出現 SSCI 的說明。最後，近年將 SSCI 具體行諸於政策辦法規

定中者，則主要來自教育部，及高教評鑑中心。透過競爭型的經費補助，以及

員額管控下的博士班成立辦法，教育部以 SSCI指標作為交換契約，雖主張大學

自主，實則透過經費補助，管控各大學在論文產出的表現指標。 

肆、大學校院推動的相關措施 

        針對各校自訂的教師升等、評鑑、獎勵辦法，茲舉若干大學對於教育學門

教師之 SSCI指標規定為例，說明如下。 

表 2-1各校教師升等、獎勵、評鑑辦法（研究者自行整理） 

學校 升等採計 研究獎勵 教師評鑑 

臺灣大學 兩篇 SSCI才可提 有 無 

政治大學 有 無 無 

暨南國際大學 兩篇 I才可提，包含 TSSCI 有 有 

嘉義大學 有 有 有 

臺灣師範大學 相當於 SSCI、TSSCI至少三篇 有 有 

新竹教育大學 參考但不計分，但點數可免教師

評鑑 

有 有 

東華大學花師

教育學院 

累積達分數才可申請，採計 SSCI 有 參酌績效獎

勵可加分 

文化大學 SSCI為認定之學術性刊物之一 有 有 

淡江大學 無 有 有 

南華大學 無 有 無 

輔仁大學 無 有 無 

 

                                                      
10

 取自 http://taiwanranking.lis.ntu.edu.tw/ 

http://taiwanranking.lis.n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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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例子看來，除了新竹教大與大部分私立學校在升等辦法上未明列

SSCI，多數學校都將 SSCI訂入升等辦法中，有些更作為提出升等的門檻。 

        其次，若進一步閱讀辦法細節，可知 SSCI 之比重分數，仍舊明顯高於

TSSCI，並且多用於學術績效獎勵，換取實質金額用。如臺灣大學的學術研究

績效獎勵辦法中，即明列 SSCI 的點數高於 TSSCI 點數，並據以換取獎勵經費；

嘉義大學的教師升等辦法相關規定，則明列學術研究成果 SSCI高於 TSSCI；又

如新竹教育大學的系所學術發展獎勵中，以 SSCI點數為獎勵；東華大學花師教

育學院在升等辦法中的學術研究表現計分，及學術研究績效獎勵的點數計算上，

SSCI 在點數計算上明顯高過 TSSCI；及淡江大學的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中，

獎助 SSCI的金額亦高於 TSSCI。自東華大學以下，似乎沒講清楚細節，或話沒

講完，請補正。 

        最後，在教師評鑑部分，有些學校未採用 SSCI，有些學校則可累積點數免

評鑑，或者相較於其他形式之學術出版，分數較高。同時，如東華大學花師教

育學院，教師評鑑實則與績效獎勵辦法配合，因此仍然存在鼓勵 SSCI的趨勢。 

         需說明的是，各校的教師升等辦法多經過多次修改，SSCI 的相關規定存在

多久，何時出現，無法從中看出。惟可明顯感受各校修訂動作頻頻，目前的結

果則多是明訂 SSCI。其中的轉變，或可從部分教師的反思文章中看出，如李崗

（2009）與劉蔚之（2013），凸顯各校在 SSCI的制度化。 

        本節旨在說明制度面規定，下節探討 SSCI學術評鑑制度對大學教師之衝擊

與教師之回應的相關研究。 

第二節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衝擊與回應 

        本節旨在說明 SSCI學術評鑑制度對大學教師之衝擊與教師之回應，衝擊主

要以國內相關評論、反思文章為主，教師的回應策略，則以國內外相關實徵研

究發現為主，理出策略類型，作為本研究進行詮釋參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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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衝擊 

一、重研究而輕教學的單一卓越模式 

        由於我國希望透過學術卓越來增加國際學術能見度及國家競爭力，加上對

於世界大學排名系統的重視，因此，在學術文章的發表上，強調 SSCI指標使得

各大學因此在競爭性經費的條件下，從頂大計畫、系所評鑑、教師升等，乃至

於新人聘任，無不要求大學教師們朝著學術成果量化指標邁進。 

        然而，一味強調世界一流大學及其排名，僅偏重學術成就，而忽略教學甚

至社會責任的功能（吳清山，2011a；陳伯璋，2012；侯永琪，2006）。此外，

原先規劃的大學功能分化與多元發展的理想，也因為政策與評比指標的同質性：

學術卓越，使得各大學皆以研究型大學的標準來要求教師，大學少願自貶為教

學型大學，多想加入研究之列（黃嘉雄，2011）。即使教育部政策上已有所調整，

各大學內部規章依然受到先前政策效果的影響，於是從教師評鑑、升等、績效

考核，乃至個人在學術圈的聲望及權力，都緊扣論文及研究計畫「數量」，在時

間、心力、重要性的權衡比重下，恐將造成以研究為主，應付教學的態度，忽

略教育的實踐性與社會改革的實際行動不說（方永泉、張天泰，2011；李崗，

2011；陳麗華，2011），更遑論大學是學生求學的地方，學生作為教育主體的權

利也受到損害（彭森明，2012）。同樣的反思聲也見於韓國，因為經費補助與資

源分配，各大學都想成為研究型的大學，加上大學分類並未實現，教師聘用與

升等都以單一的英文期刊發表為絕對重要性的指標（Shin, 2009）。 

二、學術資本主義強調績效表現 

        透過英文資料庫的期刊論文發表以擠進世界大學排名，藉此提升國際競爭

力，短時間裡見具體成效的思維，並不利於人文社會領域的發展。競爭性補助

經費的市場機制與大學評鑑和教師升等獎勵辦法掛勾，於是使得教師們在績效

的要求下，偏重特定目的、商業性或策略性的應用研究，形成趨利傾向的學術

資本主義（陳伯璋，2012；甄曉蘭，2011），學術自由因此轉向市場的呼喚，藉

由稱斤論兩的論文價目表來換取論文成長率（王明珂，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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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績效表現的意識型態除了讓教師只重升等，寫論文也非促進社會發展或

研究興趣之用，追求產量的同時卻少顧學術品質（黃政傑，2011）。近年來同樣

追求世界大學排名以提昇其高等教育在全球的能見度，並以發表國際期刊數量

作為評鑑指標的韓國，也出現反思聲音（Byun, Jon, & Kim, 2013）。以經濟誘因

鼓勵大學教師極盡可能發表英文期刊，學者們也擔憂長遠來說，會造成研究者

日益商業導向，取代原來的學術研究熱忱，並為了追求短期的具體成效，而放

棄需要投注長時間的研究。甚至，在此商業導向的氣氛下，乃是變相的鼓勵投

機、欺騙的行為，對於真正的學術研究其實並非好事。如此所造成社會正義的

錯落，也日益浮現，不論是重理工輕人文（Byun, Jon, & Kim, 2013），或重應用

研究輕基礎研究，皆造成學術資源集中在 I 級期刊論文上的不公平對待（吳靖

國，2011；吳清山，2011a）。 

三、狹義的國際化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 

        以大學教師的研究產能促進我國高等教育的學術地位與能見度的提升，這

些要求顯然都反應在大學教師的學術評鑑上。對於教師們而言，具體指標即是

國際英文期刊的論文索引。然而，把國際化等於英語化的美國霸權（Mok, 

2007, p.438），不但忽略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窄化國際化的視野，更忽略人文社

會科學領域的本土性與社會關懷，過份看重以英語世界國際期刊 SCI和 SSCI的

發表數作為評比標準，使得原先作為溝通表達工具的語言，反成為判定優劣高

低的指標。在英語發表的出版物凌駕中文發表內容的思維與政策，重形式而輕

實質，當然招致教師們的批評（李崗，2011；周祝瑛，2012；張茂桂，2003）。 

為了換取點數，讓文章刊登於國外期刊，學者們認為這將造成國內研究或

在研究議題上轉向國際潮流，或在文章形式上鑽研美式模版，偏好英語，將讓

國內學術圈成為英美代工，忽略臺灣本土重要議題的關懷與深入研究，研究成

果對於本地問題的改進與啟示也難收推廣之效（王明珂，2011；周祝瑛，2012；

游家政，2011；陳麗華，2011；甄曉蘭，2011）。該如何融入自身優勢、特色與

文化底蘊，實是重要課題（姜麗娟，2012；張小虹，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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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調的學術價值 

        在上述種種的社會條件下，學者們更深刻指責為發表而發表（游家政，

2011）造成學術倫理的失落（黃政傑，2011），學術血汗工廠的形成（方永泉、

張天泰，2011），更影響教師教學與專業發展，讓投入教學的教師感到挫折（吳

清山，2011a）。這樣的學術發表生態，不僅忽略大學教育該有的長遠視野與穩

固根基，對於臺灣整體學術知識的傳承累積與全球競爭力也無太大助益，只顧

數字績效而忽略實質品質。如韓國的學者也指出，在此般風氣下，雖然文章發

表數暴增，但在全球學術界中，文章實質的引用率上並未有同等效果（Byun & 

Kim, 2011）。學者們因而呼籲要有更多的省思、自覺與行動（邱天助，2007；

甄曉蘭，2011）。 

貳、回應 

一、回應策略 

        目前有關大學教師與 T/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文章，多為反思與倡議層面，

實徵研究較少。若將研究主題擴大為大學教師對於重視學術文章產出績效的品

質保證、學術評鑑，與競爭經費等為因應全球性高等教育現象的回應，則國、

內相關研究結果，可作為本節探討內容。 

       探討教師如何回應之研究，量化取向較少（吳明鋗、李隆盛，2009；孫于

智，2012；Shin, 2011），多採訪談進行，或關注年資較淺之大學教師（林昱瑄，

2011； Archer, 2008a, 2008b）、或關注大學新進女性教師（陳怡如，2009；

Chen, 2008）、或關注兼任行政職者（Deem & Brehony, 2005）、或以個案學校內

的多領域教師為研究對象（郭育誠，2010；Lin, 2009），更多是跨校多領域進行

訪談（Clegg, 2008; B. 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 B. B. Davies,, & 

Bansel, 2010; B. B. Davies,, & Petersen, 2005），或輔以觀察方法也有之（Deem & 

Lucas, 2008）。在分析角度上，則多以全球化、新管理主義、新自由主義，或制

度變革為主。 

        就國內兩篇量化調查之研究觀之，吳明鋗和李隆盛（2009）指出對大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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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來說，研究與授課的投入時間為負相關，這樣的研究結果也同見於韓國的研

究型大學，Shin（2011）進一步發現，特別是對新進教師而言，相較於發表在

地期刊或專書，發表國際期刊（SCI、SSCI、A&HCI）對於教學品質亦為負面

成效。究其原因，作者解釋為因為國內期刊與書籍的發表，脈絡性、整體性強，

也具應用性，較容易轉化為大學階段的教學內容；國際期刊因為語言及特定議

題的要求，耗費教師較多時間，因而無暇備課，同時，發表資料也難轉化為大

學階段的課堂知識用。這樣的研究發現，在臺灣現場亦有其相通性。而教師對

於 SSCI的態度，孫于智（2012）以國內英語教學領域教師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

整體而言，研究發現受訪的臺灣英語教學領域學者對於 SSCI現象，普遍保持正

面的看法，包含在提升國際能見度、促進學術國際化、提升學術水準，並提供

較為客觀的學術評鑑標準等面向。英語教學領域學者普遍認為，SSCI 期刊無論

就品質、審查委員素質、審查流程等方面，皆普遍優於非 SSCI期刊或國內期刊。

就此研究發現，研究者認為或許就英語教學領域的屬性，閱讀與發表英語文章

頗為合理，同樣的態度是否見於其他領域，如教育學門，則有待本研究進一步

檢視。 

        質性取向的研究結果，均凸顯今日教師面臨學術工作時的沈重壓力。有些

研究視教師主體較為悲觀，或形勢比人強僅能順從面對，或意識型態之滲透難

以察覺，甚而被收編，遑論改變（林昱瑄，2011；陳怡如， 2009；Chen, 2008; 

B. 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 B. Davies, & Bansel, 2010; B. Davies, & 

Petersen, 2005; Deem & Brehony, 2005）。有些研究強調教師主體性，儘管制度束

縛，教師仍能於其中做出對應策略（Clegg, 2008; Deem & Lucas, 2008; Archer, 

2008a），有些研究則認為抵抗的作為實則在鞏固制度，展現順從（郭育誠，

2010）。這些研究發現分別來自澳洲、英國、香港，與臺灣地區。在政策制度面

與意識型態面的規範下，目前大學教師所採取的回應策略，依據現有研究發現，

研究者將其分為共謀、妥協、應付、抵抗等四項策略，而在各大項底下，又存

在多種的實踐方式，以下說明之。 

（一）共謀 

        這樣的策略之所以出現，主要在於意識型態的宰制，行動者並不自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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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成制度合理推行的共謀力量之一，而是將新自由主義或新管理主義的論述

內化為自己的言語，如績效要求，透過監視與審核的技術，使得教師在論述的

過程中成為自我負責與自我監視的主體。因此，教師對於成效產出感到焦慮，

並歸因於自己的責任。同時，商業利益的考量，如換取外部經費補助、個人研

究經費等，也成為道德的判準。受限於政府經費補助之掌控，為求整個機構生

存，教師一方面受迫於產出績效的壓力，一方面又效忠於任職機構，與之生死

與共，形成本該如此的合理化，並進一步以此彼此監督、評價，造成同儕壓力，

共同營造競爭的氣氛，實踐研究產出（B. 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 B. 

Davies, & Bansel, 2010; B. Davies, & Petersen, 2005）。 

        其次，管理階層則是成為督促同儕遵守學術產出績效的規定者，擔任行政

職的大學教師或為自己的升遷之故，或為整體單位利益之故，或為面對外部的

系所評鑑，因此使用管理思維與權力，要求單位內的同儕搶進研究，為大局著

想（Deem & Brehony, 2005）。 

（二）妥協 

        在研究發表的壓力下，多數教師為了升等或評鑑，發表期刊文章與申請國

科會計畫都成了必須的規定。教師或因為面對不升等就解聘的壓力，為滿足學

校的績效需求而非出自個人研究需要，於是只好「做個樣子」（陳怡如，2009）。

同時，教師面對壓力多感到焦慮與不安，只是為了升等，還是只能埋頭做研究

（Chen, 2008）。這種妥協的姿態，有些教師選擇坦然以對，正面回應來面對現

實；有些則是欲迎還拒，以曖昧的言語來批評，但關起門來還是繼續寫文章，

或以國際化此主流論述為由，考量現實狀況後，還是得妥協寫文章（郭育誠，

2010）。有些妥協是透過「玩遊戲」的心態，來確保自己得以在學術圈內立足，

與人交善，保持低調，把遊戲玩好便是（Archer, 2008a; Lin, 2009）。 

（三）轉移重心 

       採用此策略的教師，或不想為發表而發表，不認同現有目標，在目前強調

表現性的政策要求下，儘管感受研究產出的績效壓力，或仍執著於自己的研究

興趣，或認為自己該做更有意義之事，「作自己想做的事」於是成為其中一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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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有人轉向教學，有人則自我要求，希望達到一定品質後，才願意提升等，

因此目前只想作自己的事（陳怡如，2009; Chen, 2008）。而堅持自己的原則與

學術工作規劃，即是開創緩衝的空間（Archer, 2008a; Clegg, 2008）。有些選擇

「轉移生活重心，預備離開」這項策略的教師，類型繁多，包括：或為成功的

一級主管但不想一直都在學術界，試圖往金融業發展，或因為家庭因素想要轉

往離家近一點的機構服務，或因為任職路上的不順遂，或因為同事氣氛等等

（陳怡如，2009; Archer, 2008a; Chen, 2008）。 

（四）抵抗 

        郭育誠（2009）研究中的政大教師們，採取的抵抗策略，包括主動要求校

方取消以英文期刊資料庫作為研究獎酬制度，政大校方也的確於其後的校務會

議上，宣布該制度於 2008 年底取消。除了直接對立的激烈方式，「不予理會」

也是教師採取來抵抗制度的策略之一。該研究中的教師為了表達反對發表於

T/SSCI 的規定，而故意轉投其他非英語系期刊，或以自身擅長的學術產出形式，

改以專書出版。抵抗的策略或為會議場上直接發聲表達不滿，但後果可能受到

標籤（Archer, 2008a）。 

二、影響因素 

        上述研究，除直接以特定身分的大學教師為研究對象者，如女性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擔任行政職的大學教師，其他研究雖進行多領域訪談，但研究者在

呈現策略之餘，多將受訪對象視為「大學教師」一整體，於不同策略間的身分

差異並未探究，或因採數字編碼，無法從中探查如學校、職級之別，故而在影

響因素的部分，從既有實徵研究結果能整理的不多。以下說明之。 

（一）性別 

        陳怡如（2009）的研究中指出傳統價值及家務負擔，是影響女性助理教授

在職業發展的重要因素，換言之，女性的家庭角色期待，常使得家庭與職業發

展難以兼顧。同時，她也指出職務較低、資源缺乏的女性助理教授，似乎難以

擺脫屈從的角色，使得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難以發揮。而在孫于智（2012）的



29 

 

研究中則發現，較之女性，英語教學領域中的男性教師對於 SSCI有較正面的看

法，原因為何，研究中並未交代。而在 Deem和 Brehony（2005）的研究中則發

現，女性教師對於自身學術工作的認同，較採取教學、研究、行政兼顧的方式，

相形之下，男教師則多以研究為關心的焦點。 

（二）大學類型 

        教師因為任職學校類型而在教學、研究、行政工作上投入的時間不同（吳

明鋗、李隆盛，2009），相較於私立大學與技職院校的教師，任教於國立大學的

英語教學領域教師，對於 SSCI現象有較正面的看法（孫于智，2012）。 

（三）年資或職級 

       相較於教授、助理教授與講師，副教授層級的英語教學領域教師，對於

SSCI 現象有較正面看法（孫于智，2012）。以助理教授為研究對象之相關研究，

多指出助理教授較容易受評鑑制度中的權力關係約限（林昱瑄，2011；陳怡如， 

2009；Archer, 2008a; Chen, 2008）。 

（四）發表經驗 

        在孫于智（2012）的研究中發現，英語教學領域教師曾否發表 SSCI期刊論

文，其對 SSCI 現象的整體態度，包含 SSCI 現象對於整體學術環境的影響、對

於個人研究的影響、對於 SSCI 期刊品質的評斷、對於 SSCI 期刊在學術評鑑上

的影響，相較沒有發表 SSCI期刊論文者，均持正面的態度。 

       由本節文獻探討可知，在既有研究中，教師對於學術評鑑制度的回應方式

可分為共謀、妥協、應付、抵抗四類，其中影響的因素可能有性別、大學類型、

年資或職級，以及發表經驗。本研究之發現，可參考既有文獻之面向，在研究

結果上做出對話。 

第三節 理論詮釋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可採取之理論取向，以幫助現場資料之詮釋，並以資

料向理論做對話、檢證，相互啟發。以下分就 SSCI作為象徵資本，以及制度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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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志願性順從兩觀點進行說明。此外，因目前全球性高等教育深受強調評鑑、

競爭、績效、市場化等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於此兩理論觀點中，亦融入新自由

主義之研究，期能提供更適切的理論詮釋觀點。 

壹、SSCI 作為「象徵資本」 

一、場域決定規則，資本決定動力 

    對於社會世界的分析，Bourdieu 從場域（field）開始，各個結構化的場域有

其相對自主性的規則，內在的邏輯，這些場域就如同市場一般進行多重資本的

競爭，包括經濟、文化、社會和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行動主體的目標

即在於各種不同資本的累積和獨佔，據以維護或提升行動者在場域中的地位

（Bourdieu, 1977b,1990）。因此，社會過程的動力即是持續的地位競逐，而資本

則決定社會過程的動力，不僅是勢力的來源，亦為競逐的標的（Bourdieu, 

1986）。場域乃成為衝突的地方，權力的分配場。 

    〔（習性）（資本）〕+場域=行動（Bourdieu, 1984:101）則進一步說明社會過

程如何發生。在不同的場域規則中，行動主體依其習性（habitus）和資本多寡，

及因資本量而決定的社會空間位置（position），來做出行動的決策（strategy），

進而採取立場（position-taking）。 

         面對新自由主義在今日高等教育場域中的運作，場域裡的管理層級，因職

位所具備之象徵資本及所處社會空間之文化關注，有關審核、管理、績效的意

識型態，恰恰符合其管理旨趣，因而採取督促同儕遵守學術產出績效的決策，

遂成為新自由主義的共謀者（Deem & Brehony, 2005）。對於非管理層級的大學

教師來說，面對績效責任、競爭的政策與意識型態的束縛，或轉向自己更有意

義的規劃以抵抗現行政策（Clegg, 2008），或有技巧的善用學科知識上的優勢，

虛與委蛇的重構辦法規定（Trowler, 1997），或直接對抗，或創造彼此協力的支

持團體等（Archer, 2008a,），其立場與策略的選擇，都因所處職級的社會空間而

定。 

 



31 

 

二、象徵權力運作「誤認」，進而「承認」社會秩序的合法性 

        而資本的最大效力則是彼此的可轉換性，藉以掩飾原資本的面貌，合法地

取得權力。因此在所有資本之中，最具曖昧特質而可模糊資本轉換過程的象徵

資本最為關鍵（Bourdieu, 1986），往往因其使用的脈絡而有不同詮釋，可以是

對社會世界的理解、認知，甚至指稱、區分不同團體地位的能力；也可以是在

文化上有顯著性的如名望、地位、權威，甚至穿著、說話方式與使用的語彙

（Bourdieu,1977b, 1990）。優勢階級為了鞏固與再製其地位，於是藉由象徵資本

所運作的象徵權力（symbolic power）來合法化其優勢地位，使得資本累積與地

位再製貌似客觀合理，讓原先存在其中的利益關係，看似無涉利益，這樣的誤

認（misrecognition）讓這些行動合法化，受支配者進而承認（recognition）其合

法性並視其為當然，進而再製，與維持社會秩序的不均等（Bourdieu, 1977a:4, 

1990:123）。 

        高等教育之管理階層為遂行其統治，或為自己的升遷考量，可能假託整體

單位利益之故，要求新進教師搶進研究，為大局著想。對新進教師來說，面對

管理階層提出的績效思維，通常會誤認新自由主義的象徵權力，將競爭、品質

的論述內化為自己的言語，成為自我負責與自我監視的主體。因此，教師對於

成效產出感到焦慮，並將之歸因為自己的責任（B. 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教師主體因而受迫於產出績效的壓力，將商業利益的考量，轉

變為效忠任職機構的合理性，甚至更成為道德的判準（B. Davies, & Bansel, 

2010），教師於是承認其合理化，透過監視與審核的技術，彼此監督、評價，造

成同儕壓力（B. Davies, & Petersen, 2005），共同營造競爭的氣氛，實踐研究產

出。 

三、學術場域中的資本運作邏輯 

        在高等教育這個相對自主的學術場域（academic field）裡，作為知識份子

的大學教師對 Bourdieu（1988）來說，是有別於社會階級類屬的學術人，既是

支配階級，同時也是被支配者。知識份子的權力與優勢地位，主要來自其擁有

的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或說，知識，進一步透過象徵權力的運作而享有權力。

只是，文化資本雖有相對自主性，但仍舊附屬於經濟資本之下，加上知識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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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位置實則難以擺脫經濟和政治權力擁有者的支配，因而處於此矛盾地位。

因此，學術場域有其特殊的運作邏輯，但同時也服膺並再製優勢階級既有的社

會關係。 

各學科領域也因擁有不同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而有不同的社會屬性，

處於不同的權力空間裡，服務其中的大學教師在面對支配階級時，也出現不同

知識生產態度：或為經濟、政治力量服務，或為求知而生產知識。即便在同一

領域內，也因為擁有資本的不同：因行政職位而握有人事組織機構掌握權的學

術權力（academic power）、因研究資源和學術社群聲望的科研權力（scientific 

power），以及因出版而獲得市場認同的智識地位（intellectual renown），而出現

對立的立場，加上入行時間長短所累積的權力，而佔據不同的空間位置

（Bourdieu, 1988:84-98）。也就是在學術場域中的空間位置，決定大學教師面對

政治性和學術性議題的立場，而非政治立場決定其在學術場域中的態度（1988: 

xvii-xviii）。因此，Bourdieu 認為學術場域中的衝突，是來自行動者在象徵性獲

益上的競逐，如界定知識生產合法形式的話事權，以及學術聲望。有些研究即

印證學術聲望乃是學術社群裡最有價值的商品，作為象徵資本，進一步轉為文

化資本和經濟資本（Mendoza, Kuntz, & Berger, 2012）。 

四、SSCI作為高等教育場域中的象徵資本 

因此，從 Bourdieu 對於學術場域的分析出發，若將「SSCI」視為象徵資本，

在台灣的高等教育環境裡，「SSCI」隱含的象徵權力為何，其意義和指稱究竟掩

蓋了怎樣的迷思與意圖，使得怎樣的意識型態成為正當，或隱而不見？繼而鞏

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間的關係，使一切看似自然、善意，且遵循功績主義

（Bourdieu, 1977a）。同時，SSCI指標在推行過程中，又是如何藉由誤認取得其

合理性而推行不悖？又，誤認了什麼？ 

而對大學教師來說，「SSCI」具備的象徵權力，是透過怎樣的機制，轉化為

文化資本、經濟資本，以及社會資本？因處於不同社會空間而擁有不同資本的

大學教師，會因為怎樣的習性採取如何的策略來回應，形成不同的立場？當高

等教育場域特有的邏輯結構與外在力量的交互作用，也可能出現重新轉化、抵

制，或反轉這些規則的可能（如 Mendoza et al., 2012; Naidoo,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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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故，處於不同社會位置的大學教師對於 SSCI指標在學術評鑑制度中的運

作所具有的共同意向，則可解釋為場域內特有的運作邏輯，而不同社會位置大

學教師所採取的策略也代表不同的立場選擇。 

然而，若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運作均有相

同的意向（或同樣抱怨）且（但）依然促成推動之，又該如何解釋？ 

貳、制度造就志願性順服 

當市場邏輯、學術資本主義、大學企業化滲入高等教育運作之時，國家又

以績效表現結合獎補助、人才聘用與升遷作為大學教師生存的外在結構，加上

目前的學術評鑑制度多以量化指標來測量教師的產出，大學也因此具有學術工

廠的意味，大學教師如學術勞工之說，也逐漸浮現。Marx 對勞動過程的分析，

是基於資本家對於勞工的高壓控制，因此不存在勞動過程中產生共識的可能與

相關活動。Burawoy（1979）則指出，不能忽視勞動過程中，管理者為了利益

而運用強制和營造共識的手段，誘使勞動階級合作的作法。他認為衝突

（conflict）與共識（consent）是在每日的生產活動中形成，並非一開始即設定

的條件，而是特定勞動過程的產物。 

一、制度設計轉嫁衝突 

同樣看待社會再製，Burawoy 區分自己與 Bourdieu 在分析立場上的不同，

在於 Bourdieu 認為象徵暴力造成的誤認，乃是透過行動者的習性起作用，除了

社會學家之外，行動主體如水中之魚，難以察覺外在環境，因為身處其中，習

性即是外在結構的內在展現。但 Burawoy 則主張在特定制度設計下所產生的社

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讓參與這套社會關係的行動主體，皆不察其主觀經驗

與社會真實的落差，一如迷思（mystification），於是未能發生改變（Burawoy, 

2012, p.176-181）。制度設計如何在衝突中產生共識的迷思，Burawoy 進一步說

明如下。 

Burawoy（1979:65-70）在研究中檢視工廠裡如何製造共識，如何讓工人成

為個體而非同階級的一員，讓原先該是員工與資本家的對立衝突，轉換為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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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間的衝突，繼而重新分配衝突與競爭。他在書中舉例說道，有天檢查員 A

被公司處罰無薪假三天，使得同部門的 B 必須分擔 A 的工作而負擔加重，B 不

願意領同樣的工資卻得加倍勞力，因此拖累的進度影響到操作員 C 的工作效率

變慢，原先是員工 A和公司的衝突，於是轉嫁成 B對 A的不滿，而這樣的不滿，

也引起 C 和 B 的不快。不同階層間的宰制於是成為水平的對立，透過特定的工

作運作方式，重新分配衝突的發生。 

由此可知，工人抱怨的真正原因，是工廠沒有提供有助於趕工遊戲的完善

機制，使得他們無法依照遊戲規則來達到趕工進度。這反映工人對於趕工遊戲

的態度，也強調規則的正當性與趕工的價值。在這樣的每日實作中，不僅產生

「同意」，且架構也一再被重建與強化。 

二、參與其中即捍衛規則 

Burawoy（1979:92-94）又以遊戲（game）來比喻勞動的過程，在他說明的

四項原因中，其中第二項特別值得一提。亦即行動者在參與遊戲的同時，即代

表參與者同意遊戲的規則，也就是參與資本主義之中的侷限與強迫的同時，行

動者必須做出選擇，而這個動作本身也就產出行動者對於規則、規範的同意。

因此，行動者的生活世界即是一連串有限的選擇，資本主義的關係也就不僅只

是同意的對象，更被視為理所當然且恆常不變。換句話說，行動者被迫參與遊

戲，而參與其中的同時也就進一步捍衛這些遊戲規則。 

趕工遊戲追求的表現性（performativity），一如新自由主義透過管理的技術，

重新界定行動者該怎麼做，及如何想。競爭與表現取代彼此合作的動機，重構

行動者間的社會關係，甚至成為自我規範的主體（Ball, 2003, p.217-218）。即便

一開始抗拒，行動者參與其中之時，遂拾起績效責任的表現性，進到行動者的

骨子裡，透過每日在實作中對於自身生產力與責任的不斷審核，或將績效責任

內化為自身價值之餘，自願地將效率、績效奉為圭臬，亦以此監督、判斷、要

求其他同儕的舉措， 共同營造社會達爾文式的競爭氛圍（Ball, 2012; B. Davies, 

& Bansel, 2006; B. Davies, & Peterse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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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首先說明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法理脈絡，分就國科會、教育部、財團

法人高教評鑑中心，以及大學校院推動的相關措施，指出國科會近年來雖已隱

匿 SSCI在書面文字上的說明，然而透過計畫申請過程中勾選學術著作發表收錄

資料庫的制度安排，傳遞重視 SSCI的標示與認可訊息。教育部與財團法人高教

評鑑中心，則是近年來具體落實 SSCI指標的推手，透過競爭性經費補助，和評

鑑進行員額控管，直接或間接影響各大學要求教師的學術論文生產力，從而顯

現在教師升等、績效獎勵辦法上的訂立。其次，本章分析國內外反思 SSCI學術

評鑑制度的衝擊，包含重研究而輕教學的單一卓越模式、學術資本主義強調績

效表現、狹義的國際化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發展，以及變調的學術價值。再則分

析大學教師可能因性別、大學類型、年資或職級，以及發表經驗，採取共謀、

妥協、轉移重心、或抵抗的回應。最後，本章從 Bourdieu 論點闡釋 SSCI 作為

「象徵資本」，和 Burawoy 主張制度造就志願性順服的理論觀點出發，融入新

自由主義之研究，作為本研究之理論詮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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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共七小節，第一節說明本研究之架構，

第二節說明訪談對象的選取、類型與編碼，第三節為研究工具，第四節描述研

究的實施程序，第五節說明資料的處理，第六節為研究倫理，第七節則說明研

究的信實度。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旨在瞭解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 SSCI 學術評鑑制度之認識與回應。本

研究所指之 SSCI學術評鑑制度，包含國科會相關規定、教育部相關規定，以及

大學院校之內規。教師對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則分從形成過程、運作管道、

優點與缺失，以及改善之道探討之。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攸關

教師所感受的衝擊與採取之回應，研究之分析，主要以 Bourdieu 的場域理論、

Burawoy 的志願性順服，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為主。而影響教師對制度之認

識與回應的關聯因素，包含制度場域以及行動者之身分位置。研究架構如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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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研究架構 

 

第二節 訪談對象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包含教育學門內不同身分與立場的大學教師，期望從

多樣觀點來瞭解教師對於學術評鑑制度的回應，以瞭解不同層級教師的認知與

回應策略。本節旨在說明訪談對象的選取、類型與編碼。 

壹、訪談對象的選取 

        研究的取樣，對研究結果與可信賴度（trustworthiness）影響甚深，而質性

研究最普遍的取樣即是立意取樣（purposeful sampling）（Merriam, 2009; Miles & 

Huberman, 1994）。11
Patton（2002, p.230-244）進一步提出立意取樣的十六種策

                                                      
11

 質性研究之所以不適用量化方法的隨機取樣之因，詳參 Merriam（2009）第四章中之樣本挑

選，Miles 和 Huberman（1994）第二章中之取樣，以及 Kuzel（1990）蒐集資料的策略。本研

究以採用 purposeful而非 purposive來指稱立意取樣，是因 Kuzel（1990, p.38-42）、Miles和

Huberman（1994, p.28-30）、Creswell（1998, p.118-120），以及 Merraim（2009, p.73-76）在其書

                     SSCI學術評鑑制度 

                        1.國科會相關規定 

                        2.教育部相關規定 

                        3.大學校院之內規 

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認

識 

1.形成過程 

2.運作管道 

3.優點與缺失 

4.改善之道 

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從 SSCI 

學術評鑑制度所感受的衝

擊 

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 SSCI 

學術評鑑制度之衝擊的回

應 

制度場域的關聯因素 跟行動者之身分位置有關

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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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廣為後續質性研究者引用（如 Creswell, 1998; Kuzel,1999; Merriam, 2009; 

Miles & Huberman, 1994），以下依據 Patton 的立意取樣分類策略，說明訪談對

象的選取過程。 

        質性研究中的樣本，通常並非一開始即預先擇定所有的研究對象，而是可

能在研究者進入現場之後陸續出現（Miles & Huberman, 1994, p.27）。在本研究

中，研究對象的選取，有一類別即是隨著訪談的進行而確認，但這並不代表研

究者沒有預先設定研究對象的判準。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以教育學門為例，瞭解學術評鑑制度對於大學教師的衝

擊與回應，為儘可能掌握不同身分教師的多樣觀點及其可能存在的共同模式，

研究者先設定研究對象的挑選須能反映研究場域中的多樣性，亦即涵蓋公、私

立大學內不同職級之教師，包含教授、副教授，以及助理教授；其次，就目前

的學術評鑑制度，具重要影響力者，包含部會首長與學門召集人，明確反對者

亦為場域內的重要聲音，須兼顧這兩類樣本，以廣泛蒐集研究對象的觀點，是

為 立 意取 樣中 的最 大 差異 取樣 （maximum variation），又 稱 異質 性

（heterogeneity）取樣（Patton, 2002, pp.234-235）。採用此一取樣方法的目的有

二，第一，可顧及真實場域中的紛雜性（messiness），避免將其過度化約為井然

有序（neat and tidy）之樣；第二，也在挑戰研究者對此研究主題的預先設想，

換言之，要以挑戰研究者進入現場前的立場，儘可能避免先入的主觀，以呈現

研究對象眼中的生活世界。12
 

        訪談進行之初，研究者先就上述判準，詢問符合判準之周遭教師的受訪意

願，尋得 17 位受訪者，是為方便取樣，主要為公、私立大學內的不同職級教師，

其中有 1 位是具重要影響力者。於此同時，研究者另以電子郵件或電話方式徵

得其他具重要影響力或明確反對立場的受訪對象共 5位。  

        隨著訪談的進行，研究者依據受訪者的回答，認為有需要再增補受訪者口

                                                                                                                                                        
中探討如何取樣時，均引用 Patton（1980, 1990, 2002）的取樣策略，Patton（1980, p.100）係以

purposeful sampling 稱之，並在 1990年的第二版中將原先立意取樣的六種策略增加為十六種，

包含為人熟知的同質取樣、異質取樣、典型取樣、滾雪球取樣、理論取樣、效標取樣、機會取

樣、方便取樣等，後廣為其他研究者引用。 
12

 研究者的立場詳見本章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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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相對受益的樣本對象，包含科學教育、教育科技，或獲得彈性薪資補助者，

以進一步確認此類研究對象的觀點，從而與其他受訪對象進行比對。研究者因

此上網搜尋各校教育系所內不同職級的教師，獲彈性薪資補助與/或教育科技類

者，並寄出邀請信，有些教師或不予回應或委婉拒絕，研究者陸續共再徵得 4

位受訪教師。在訪談此 26 位研究對象的同時，研究者繼續以最大差異的取樣，

上網搜尋不同大學類型及教師層級的研究對象，持續選取願意受訪的教師進行

訪談。 

        當研究者發現訪談內容的語料重複出現，不再出現新的分析意義，亦即達

到資料飽和（Bauer & Aarts, 2000; Seidman, 2006），研究者即結束訪談。至此，

本研究共訪談 38位受訪對象。 

貳、訪談對象類型與編碼 

        本研究之訪談對象類型，主要依據職級分為三類，包含教授、副教授，以

及助理教授，其任職單位分佈公立與私立大學。各職級的大學教師中，不僅涵

蓋在教育實務與學理方面資深具重要影響力者，包含部會首長與教育學門召集

人；亦包含在現行學術評鑑制度下之相對受益者及明確反對者。考量匿名性及

編碼後仍能透過訪談內容的比對，進而推測受訪對象身分之可能（Seidman, 

2006），本研究主要以職級為主，加註中央相關部會業務主管人員、相對獲益者、

明確反對者於其後。研究對象編碼說明如下。 

一、教授 

        第一類為教授，受訪對象之編碼為 F，依據類別內的受訪順序編碼為 F1，

並在字母之前加註公、私立大學之別，如公 F1，即為教授層級內，服務於公立

大學的第一位受訪者。在教育實務與學理方面資深具重要影響力者，或在現行

學術評鑑制度下相對受益者及明確反對者，主要出現在此類別內。並在受訪順

序後加註，以「益」表示相對受益者，「行」表示中央相關部會業務主管人員，

「反」表示明確反對者。 

        茲將受訪對象之相關資料，整理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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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教授層級受訪對象資料 

受訪對 

象編碼 

現任單位 備註 受訪對 

象編碼 

現任單位 備註 

公 F1  公立大學  公 F10行 師範校院  

公 F2行 師範校院 重要影響 公 F11 公立大學  

公 F3益 師範校院 相對受益 公 F12 公立大學  

公 F4 師範校院  公 F13 公立大學  

公 F5反 公立大學 明確反對 私 F1 私立大學  

公 F6 師範校院  私 F2反 私立大學 明確反對 

公 F7 公立大學  私 F3行 私立大學 重要影響 

公 F8益 師範校院 相對受益 私 F4 私立大學  

公 F9行 公立大學 重要影響    

 

二、副教授 

        第二類為副教授，受訪對象之編碼為 A，依據類別內的受訪順序編碼為 A1，

並在字母前加註公、私立大學之別。此類訪談對象中，包含三位相對受益者。 

        茲將受訪對象之相關資料，整理如表 3-2。 

表 3-2 副教授層級受訪對象資料 

受訪對 

象編碼 

現任單位 備註 受訪對 

象編碼 

現任單位 備註 

公 A1 師範校院  公 A7 公立大學  

公 A2 公立大學  私 A1 私立大學  

公 A3益 師範校院 相對受益 私 A2 私立大學  

公 A4 公立大學  私 A3益 私立大學 相對受益 

公 A5 公立大學  私 A4  私立大學  

公 A6益 公立大學 相對受益    

 

 

三、助理教授 

        第三類為助理教授，受訪對象之編碼為 J，依據類別內的受訪順序編碼為

C1，並同樣在字母之後加註公、私立大學之別。此類訪談對象相較於前兩類別，

並未包含相對受益者與重要影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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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將受訪對象之相關資料，整理如表 3-3。 

表 3-3助理教授層級受訪對象資料 

受訪對 

象編碼 

現任單位 備註 受訪對 

象編碼 

現任單位 備註 

公 J1 公立大學  公 J6 公立大學  

公 J2 公立大學  私 J1 私立大學  

公 J3 師範校院  私 J2 私立大學  

公 J4 公立大學  私 J3 私立大學  

公 J5 公立大學  私 J4 私立大學  

 

        本研究共訪談 38 位大學教師，任職於公立大學者 26位，私立大學者 12位，

其中教授 17位，副教授 10位，助理教授 11位。 

第三節 研究工具 

        本節進一步說明本研究所採用之研究工具，包含研究者本身，以及訪談題

綱，說明如下。 

壹、研究者本身 

        質性研究的進行過程中，研究者對研究品質與成果的影響深具關鍵，不僅

是研究者的學術訓練，更在於研究者帶著自身社會身分，如性別、族群、職位

等所具觀點，以其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立場來蒐集資料並進行詮釋與

分析（Denzin & Lincoln, 2005）。即便是同樣的資料，因研究者所持理論與自身

觀點之不同，也將產生不同的詮釋結果。但這並不代表否定研究者作為研究工

具的意義與價值，而是得隨時察覺並反思自身的社會位置，及研究的倫理議題

與政治意圖，透過不斷地自我批判與反思，以提昇研究品質（林昱瑄，2008；

畢恆達，2001）。 

        研究者作為研究工具的意涵，也指研究者在記錄、篩選研究資料的學術訓

練，以及具備對於訪談現場及訪談進行的社會關係的敏覺度（Kvale, 2007; 

Neuman, 2006）。在本研究中，研究者自大學以來在教育系所的求學經歷，能貼

近研究對象所處之文化脈絡，對於研究對象的思維與行為意義相信能有較貼近



43 

 

的理解，是研究者進行本研究的優勢之一。惟此同時，長期身為局內人也可能

帶來劣勢，如因失去距離感而忽略細微的線索，或將受訪對象的意義詮釋視為

理所當然，則是研究者必須隨時提醒自己之處。如何保持陌生的態度（attitude 

of strangeness）（Neuman, 2006）在局內與局外的觀點中進出（Mercer, 2007）以

幫助資料蒐集與深度詮釋，是研究者必須留意之處。而面對訪談過程中可能出

現的衝突與緊張關係，及因之帶來的挫折與焦慮等情緒，研究者則以務實與反

思的態度來看待，指出並記錄衝突，從而反思在研究過程中的得與失，提昇研

究者的研究能力（Luttrell, 2000）。 

貳、訪談題綱 

        配合本研究採用的半結構式訪談，訪談題綱則是確保以相同的訪談基準來

訪談每位受訪者，有方向地探究與詢問本研究主題。為避免訪談題項流於研究

者的主觀立場與預先決定的回應方式，訪談題綱以中立、明確的措辭，列下簡

短的開放性問題是較為理想的（deMarrais, 2004, pp.61-63; Patton, 2002, pp.353, 

361）。同時，為尊重受訪對象回答訪談問題時有其自身的闡釋架構，及研究者

進一步追問時仍可保持訪談節奏的流暢，本研究題綱中的問題順序因之可更動，

具有彈性（Marshall & Rossman, 2011, p.144; Kvale, 2007, p.65）。訪談題綱的編

製主要分為對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意見、制度得以持續運作的邏輯、SSCI 指標

的合理性，制度推行後的影響，以及對於改變行動的看法等五個層面，據以瞭

解大學教師之回應，及從中分析制度何以持續運行，每個層面並以兩個問題以

上涵蓋之。訪談問題並包含學術評鑑制度所指之科研績效、升等辦法、教師評

鑑辦法，及國科會計畫等類別。在儘量維持訪談題綱簡短的原則下，共編列 7

個問題，從普遍性問題開始，並輔以特定事件幫助受訪對象有確切回憶連結。

茲整理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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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訪談題綱架構 

題項 層面 

一、您對於教育學門實施 SSCI學術評鑑制度 

的看法如何，為什麼？  

 

1.對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意見 

二、您認為這套制度為何被推行？為何持續？ 2.制度得以持續運作的邏輯 

3.SSCI指標的合理性 

三、您對於目前科研績效獎補助辦法（如傑出

研究獎、彈性薪資補助等）的看法如何？ 

1.對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意見 

 

四、您的服務單位對於發表 SSCI文章的要求

如何？您在教學、研究、服務，和自己的職業

生涯上是怎麼規劃？ 

 

1.對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意見 

2.制度得以持續運作的邏輯 

4.制度推行後的影響 

 

五、您對於國科會朱敬一主委去年六月發表

「我們該如何看待科研指標」一文中指出，「希

望國科會的評鑑自 2012年 7月起能夠超脫指標

的束縛，邁向一個能真正提升學術卓越的境

界」的看法如何？ 

 

4.制度推行後的影響 

5.對於改變行動的看法 

 

六、您認為在推動 SSCI學術評鑑制度後，對

大學教師、我國的高等教育產生什麼樣的成效

或影響？ 

 

3.SSCI指標的合理性 

4.制度推行後的影響 

七、您對於高教產業工會或反對獨尊 SSCI連

署的這些行動及其意見之看法如何？ 

 

5.對於改變行動的看法 

 

 

       此外，訪談題綱作為訪談指引的同時，研究者未必需要逐一詢問每個題項，

因為一旦訪談開始，受訪者在回應問題時，若輔以研究者適時與關鍵的提問與

再追問，受訪者的回答則將涵蓋訪談題綱的所有範圍，故無須研究者再依據題

綱提問之（deMarrais, 2004）。 

第四節 實施程序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的實施程序，首先說明訪談的進行，呈現訪談的時間

與地點，再則說明研究進行過程中，研究焦點的調整 

壹、訪談的進行 

        進行訪談前，研究者會先將訪談大綱寄給受訪對象，在徵詢受訪意願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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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郵件中，研究者也會提及訪談時間為一小時左右。在所有訪談裡，有兩位受

訪對象因後續行程之故，受訪時間較短，均為 30 分鐘左右。第一位受訪對象為

重要影響者，究其受訪內容，主要重複出現相同意義單位，即「過猶不及」與

「學術國際化需求」，研究者於訪談結束後與其他重要層級者之內容進行比對後

確認資料的可信度，故保留之。另一位受訪教師則於事後以郵件聯繫，研究者

就有疑問處再進行補問。另有兩位受訪對象的訪談時間較長，分別是 2 小時多，

以及 3 小時多。訪談實際進行的時間主要為 50 分鐘至 1 小時 20 分鐘以內。此

外，有兩位訪談對象先以書面回答訪談題綱的方式，研究者視需追問處再進行

補訪。有些受訪者有兩次受訪日期，是因當次訪談未能完成，日後追加之故。 

  因受訪對象的訪談期程安排不易，為顧及訪談資料的確實性（credibility）

（Lincoln & Guba, 1985）， 研究者採用下述三角檢證的方式確保之。首先，在

每次訪談進行的過程中，以不同事件向受訪者詢問同樣主題的看法，例如，訪

談之初詢問受訪對象「對於實施 SSCI 學術評鑑的看法，及為何持有這樣的看

法」，在訪談中段時，詢問其服務單位在「發表 SSCI 文章的要求如何，及其感

受」，藉以檢核受訪者前後說辭的內部一致性；其次，透過同一身分群體內不同

成員的訪談資料進行比較，以對照比較其內容是否重複出現相同的意義單位，

並比較不同身分群體成員的觀點，其中可能存在的權力關係；最後，與相關研

究文獻進行比對，或印證或挑戰原有發現，從多種資料蒐集方法進行三角檢證

（Denzin, 1989, p.307; Patton, 2002, p.559-560）。 

        訪談開始前，研究者會先詢問受訪者對於訪談題綱是否有需要說明的部分，

接著徵得受訪者同意後才進行錄音，並告知會遵守匿名與保密原則。訪談進行

地點主要為受訪教師的研究室，另外也包含咖啡廳、系會議室、飯店大廳、高

鐵站，以及住家等，主要以受訪對象便利並能放心進行訪談的地點為主。 

        茲將各類別受訪對象的訪談日期與地點整理如表 3-5、3-6，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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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教授層級訪談日期與地點 

受訪對 

象編碼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受訪對 

象編碼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公 F1  0204 系交誼廳 公 F7 0314 系教室 

私 F1 0204, 0206 系交誼廳 公 F8益 0321 教師研究室 

公 F2行 0206 教師辦公室 私 F4 0328 教師辦公室 

私 F2反 0206 咖啡館 公 F7行 0402 咖啡館 

私 F3行 0207 咖啡館 公 F8行 0402 教師研究室 

公 F3益 0220 教師研究室 公 F9 0403 教師辦公室 

公 F4 0222 教師研究室 公 F10 0403 教師辦公室 

公 F5反 0227 教師研究室 公 F11 0410 教師辦公室 

公 F6 0313 系辦公室    

 

表 3-6副教授層級訪談日期與地點 

受訪對 

象編碼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受訪對 

象編碼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公 A1 0202 教師研究室 公 A7 0325 教師辦公室 

公 A2 0205, 0322 飯店大廳 

教師研究室 

私 A1 0326 教師研究室 

公 A3益 0206 教師研究室 私 A2 0326 教師辦公室 

公 A4 0325 系教室 私 A3益 0327 系教室 

公 A5 0322 系辦公室 私 A4  0409 系教室 

公 A6益 0322 教師研究室    

 

表 3-7 助理教授層級訪談日期與地點 

受訪對 

象編碼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受訪對 

象編碼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公 J1 0131, 0329 系教室 私 J3 0321 高鐵咖啡館 

私 J1 0207 咖啡館 公 J4 0315, 0323 住家 

公 J2 0220 教師研究室 公 J5 0329 系教室 

公 J3 0308, 0329 系辦公室 私 J4 0401 教師辦公室 

私 J2 0319 住家 私 J6 0408 系教室 

 

貳、研究焦點的調整 

        進行訪談之前，研究者依據既有文獻，認為除了官方政策以學術國際化、

國際競爭力之名合法化 SSCI指標的推行，現場大學教師對於現行學術評鑑制度

多存不滿，該制度帶來相當的負面影響，未有任何正面評價。並依據相關理論，

認為該制度得以運作之因，乃在於制度運作透過象徵暴力或自願性服從，使得

教師批判意識未察，抑或抗拒的結果仍落得再製。於其中，相對受益者運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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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權力，或壓迫或阻礙他人確保自身地位，進而鞏固制度運作。 

        而在開始訪談之後，研究者逐漸發現受訪對象對現有學術評鑑制度的態度，

實則批評有之，肯定亦有之，教師對於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關切處，更多在於

與過去學術評鑑制度的比較，及對於客觀性與公平性的介意。甚且，對於相對

受益者的定義，亦非僅如文獻所指的特定領域，而是依據職級存在不同的指稱

對象。因此，研究者依據現場資料浮現之線索，調整研究焦點，探究受訪對象

對於制度的肯定處為何，客觀性、公平性對受訪對象之意義，及其與學術社群

所處之制度、文化間的關聯，期能從現場教師如何回應，來分析影響其回應之

因。 

第五節  資料處理 

        本節旨在說明本研究的資料處理，分就資料蒐集、分析與資料詮釋說明之。 

壹、訪談資料的謄錄 

         每一次結束訪談後，研究者將口語訪談謄寫成書面文本的逐字稿，以進行

文本資料的初步分析。在轉錄的過程中，研究者與受訪者當下面對面互動的脈

絡、受訪者的表情及語調，也在文字化的轉錄過程中消失，而成為訪談的局部

再現（Mishler, 1986）。此時，研究者在結束訪談的當下所速寫的訪談札記—包

含當日印象深刻的主題，及受訪者留給研究者的特別印象，則可幫助研究者在

平面的文字之外，重回訪談當下的脈絡（Marshall, 1981, p.396）。         

        逐字稿的謄寫部分，研究者首先將訪談錄音檔全數轉謄為逐字稿，13而非

先從中挑選重要段落，再將該段落逐字謄寫，以避免研究者過早因個人先入為

主的想法而忽略其他資料可能蘊含的線索，如此方能從完整的資料中著手進行

分析（Briggs, 1986; Seidman, 2006）。 

 

 

                                                      
13

 研究者在時間的考量下，部分檔案僱用逐字稿謄寫人員，並在謄寫之前，與該名謄寫人員透

過信件往來確定謄寫準則，以提高謄寫過程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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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資料分析 

        在資料蒐集之後，如何對於龐大的現場資料進行敏銳、具意義性，且公允

的分析，才是挑戰的開始（Denzin & Lincoln, 2005）。研究者必須在敏覺自身對

於研究主題之立場與理論觀點所涉及的主觀判斷之情況下，儘可能讓現場資料

自然湧現其重要意義，進而歸納、濃縮，並精緻其中的語料意義（Glaser & 

Strauss, 1967; Seidman, 2006）。該如何對資料做出正確與條理性的處理，即是分

析的關鍵所在。分析為數眾多且龐雜的訪談文本時，研究者可能不知如何下手，

或不確定是否錯置分析重點而心生焦慮，惟此般焦慮是研究者無可迴避但須學

會與之共存的處境（Marshall,1981, p.399）。此時，研究者不妨肯定自己的判斷

力（Seidman, 2006），以學術訓練所培養的清晰觀念（張芬芬，2010），及研究

者與訪談資料朝夕共處而沈潛累積的領悟，據此所形成的個人判斷，方可作為

研究者在研究中的重要貢獻（Marshall, 1981）。 

        研究者的分析主要透過現場資料的歸納與比較，瞭解不同層級教師對於現

行學術評鑑制度看法的相異處與相同處。在逐一對逐字稿進行開放的意義編碼

後，研究者首先就各層級教師間的相異處，萃取出意義類別，包含制度推行的

合理性、如何談論制度對自身的影響、採取的策略、認為的壓迫者、制度未來

的想像、社群的想像。其次就各層級教師間的相同處，則萃取出對於學術評鑑

的合理性、運作邏輯、客觀與公平等類別，期能從中分析出影響教師回應的因

素。分析範本如附錄一。 

參、資料詮釋 

        研究結果的呈現，乃是建構與創造的過程，研究者並非受訪者價值觀的傳

聲筒（畢恆達，2001），而是在文本意義之上進行深層的詮釋，拆解研究對象的

「文化的意義之網」（張芬芬，2010），以揭露受訪者觀點中隱含的價值，比對

不同受訪者的多樣回應，及其中可能存在的共識、衝突，或權力運作的痕跡，

從而建構研究對象的社會實體中，主體、結構、文化作用力之間的連結關係。 

        研究者之資料詮釋，主要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所得，首先包含相關理論，

如 Bourdieu 對於場域之論點，與 Burawoy 對於制度造就順服之分析，並加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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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義對於主體之影響。其次，並與國內外相關在 SSCI學術評鑑制度所造成

的衝擊與教師回應之相關文獻，進行論證與對話。 

第六節 研究倫理 

        保護參與者不受任何傷害是研究倫理守則中最重要的部分，雖非易事，研

究者卻應竭力追求可行的措施。研究者無法預期執行研究時可能發生的一切，

但研究者必須展現對於研究倫理的敏覺、重視，以及承諾（Marshall & 

Rossman, 2011, p.122）。而研究倫理的實踐主要基於對人的尊重，意即不把研究

對象視為達成研究的工具，並尊重研究對象的隱私、匿名，及其參與和退出的

權力，確保研究對象在參與研究過程中不受傷害；甚且，研究者更需慎思在研

究中，誰從中獲益，及其中的權力與正義問題（Marshall & Rossman, 2011, 

p.47）。 

         以下分就匿名與保密（confidential）原則、互惠（reciprocity）原則與權力

關係，及研究者立場說明之。 

壹、匿名與保密原則 

       匿名意指研究對象的姓名不和個人資料連結，保密則是研究者如何處理資

料，以控制其他人獲得資訊的機會（畢恆達，2001：52）。惟有時即使以編碼處

理，透過前後資料與訪談內容的連結，有心人仍可能推論出研究對象的真實身

分（Seidman, 2006），因此研究者不可不慎。 

        在本研究中，研究者是以受訪日期與順序來命名錄音檔案及逐字稿檔案，

確實作到逐字稿繕打過程中的匿名，也避免檔案傳輸過程中引起受訪者資料公

開的可能。同時，研究者也將訪談的錄音檔與逐字稿另外存於外接硬碟，避免

他人有獲取檔案的機會。在語料的引用上，若涉及學校、個人職位，與可辨別

受訪對象之事件，研究者則刪減或以「XX」處理，儘可能避免訪談內容與研究

對象個人身分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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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互惠原則與權力關係 

        訪談是一特定的專業對話，如何確保研究過程的平等，讓訪談不致淪為剝

削的工具，互惠原則與權力關係的檢視於是顯得重要。研究者意識到訪談的進

行，是由研究者決定訪談主題、提出問題、決定追問的方向，並進行最後的詮

釋，這樣的過程勢必存在不對稱的權力關係（Kvale, 2007）。換言之，訪談為誰

而做、由誰而做，以及為何而做，多是基於研究者的立場（Seidman, 2006）。 

        因此，當受訪者特意安排受訪時間，讓研究得以進行，研究者就必須敏覺

至此，在研究倫理及研究者的角色範圍內，適度的表達象徵或實質上的感謝

（Marshall & Rossman, 2011, p.121）。研究者在訪談結束後，也據此備有簡單的

伴手禮表達謝意。此外，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對於受訪對象的個人經驗所抱

持的真摯興趣，專著而投入地傾聽，在此過程中，訪談對象受到認真的對待，

其個人所訴說的經驗受到尊重與重視，亦可能是受訪者無形的收穫（deMarrais, 

2004; Marshall & Rossman, 2011; Seidman, 2006），研究者也循此做到訪談的互惠

關係。 

       在研究者與研究對象間的權力關係，也會因受訪者的性別、年齡與職位，

出現如嚴祥鸞（1997：208）借用 Herz 所描述的經驗所言，研究者時而是訪談

者，時而是受訪者。換言之，受訪者在過程中反而扮演訪談者，甚或質詢者的

角色，直到「妳的回答令他們滿意」，訪談的過程才進入共同參與的對話。這樣

的經驗，也出現在本研究中，此時，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權力反而產生反轉，

訪談過程的權力關係因此是流動的，研究對象也握有部分的權力。惟訪談結束

後資料詮釋與研究結果呈現的決定權，仍落於研究者。 

參、研究者立場 

        研究者本身的理論觀點或立場，勢必影響資料的蒐集與詮釋（張芬芬，

2002），一如 Denzin和 Lincoln（2005, p.21）所言，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中，並不

存在客觀的觀察，任何對於研究對象內在世界的探索，皆帶有語言、性別、階

級、族群等色彩，且須置於觀察者與被觀察者間的社會情境，及兩者身處之社

會世界中，方能較為適切地詮釋該現象。換言之，從研究理論的選取，資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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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乃至研究結果的產出，都帶有研究者的意識型態（嚴祥鸞，1997），且具

有個殊的社會脈絡性。換言之，不論是對於理論的敏銳度、看待社會真實的角

度，以及個人經驗等，都將影響資料蒐集的結果，因此有必要說明之，並作為

研究信實度（truthworthiness）的依據之一。 

        研究者對於本研究之立場，認為現行學術評鑑制度得以運行，乃在於場域

中的權力運作，或為政策面的主流論述，或為制度設計對教師的侷限，致使某

些相對受益者得以運用其資源、權力，或壓迫或阻礙他人確保自身地位；有些

教師或未有批判意識，從而在面對制度規定時僅能服從；有些教師或進行抗拒

行動，但人單勢薄，無以成為集體行動，進而使得現況如此。研究者並認為大

學教師作為知識份子，應當具有相對較高的自主性與促成改變的力量。這些立

場，將影響本研究之訪談進行與詮釋角度。 

第七節 研究的信實度 

        本研究以信實度作為研究品質的評估規準。對於信實度的內涵，從最早類

似實證主義典範中的內部效度、外部效度、信度、客觀性，而對應之確實性、

轉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與確認性（dependability）

（Lincoln & Guba, 1985），再修正為對於真實性（authenticity）與倫理議題的重

視，進而強調對於公平性（fairness）、研究者立場、知識共享，及促發社會行動

的反思與重視（Lincoln, 1995, p.277）。如此的轉變過程顯示的即為對研究倫理

的強調，其後更作為研究品質的判準之一（Guba & Lincoln, 2005, pp.199, 209）。 

        茲說明本研究採取促進信實度的具體策略如下（潘慧玲，2003；張芬芬，

2002；Kvale, 2007; Maxwell, 2005, p.108; Merriam, 2009; Seidman, 2006）： 

壹、說明並反思研究者的背景與立場 

       在本章第三節與第六節中，研究者說明自身的經驗與對於研究的假設，使

讀者能理解研究者如何可能出現對於資料的特殊詮釋。如此之目的，在於讓讀

者理解研究過程將如何因研究者自身的價值觀與對研究的期待，影響研究的進

行與結論。在過程中研究者亦加以反思自身的背景與立場，對於研究者自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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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觀想與詮釋現場資料，儘可能對不當預設適時調整，以提昇研究進行的品質。 

貳、謹慎並落實研究倫理 

        研究者在本章第六節中說明本研究在倫理議題上的考量與執行，讓讀者瞭

解研究者與受訪對象間的關係，因為研究者與受訪對象間的關係也將影響資料

蒐集的品質，同時，倫理議題的考量，如研究者與受訪者間的權力關係考量，

也將影響資料分析與詮釋。 

參、使用三角檢證方法 

        本研究所採之三角檢證，如本章第四節訪談進行中所提及，透過多種資料

蒐集方法進行之，包含在每此訪談進行過程中，以不同切入角度詢問受訪者同

樣的主題，藉以檢核受訪者前後說辭的內部一致性；其次，透過群體間與群體

內的語料與觀點比較，以檢核其內容是否重複出現相同的意義單位；最後，與

相關研究文獻進行比對，或印證或挑戰原有發現，從多種資料蒐集方法進行三

角檢證。 

肆、同儕審核 

        本研究透過與同領域及跨領域的學術同儕，進行資料分析與詮釋的討論與

審視進行同儕審核。研究者請同儕針對過程中，研究者訪談題綱的設計及訪談

的進行提出問題，以評估依據現場資料，研究者所詮釋之研究結果是否合理，

同儕審核之範例，如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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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章分就三節，首先說明教育學門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其

次說明不同層級教師的回應策略，最後分析影響教師認知與回應的關聯因素。 

第一節 不同層級教師的共同認識 

        本節旨在分析面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時，不同層級教師的共同認識，分就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形成過程、運作管道、優點與缺失，以及未來改進四層面

說明之。    

壹、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形成過程：充滿學科權力運作痕跡 

受訪教師對於目前教育學門採取重視 SSCI指標的學術評鑑運作，即便不熟

知詳細具體的來龍去脈，也多明瞭此「學術的壓迫」（公 F9 行-0402）在於採用

類 SCI的 SSCI指標，實則以自然科學思維來看待人文社會學科，無視教育學門

的學科屬性，使之在「one fits all」（公 J4-0323）的情況下成為這套指標的受害

者。因為「two cultures」（公 F7-0314）的差異不僅反映知識生產方式與領域目

標的不同（Becher, 1984），在學術社群發表的模式，如頻率、速度與文字長短

（Becher, 1993），均存在不同文化。對於兩種文化（Snow, 1959）當受到不同重

視此議題，實已紛擾多時。 

有的時候不是那麼容易發展出一篇 paper…很多時候你是用書，會花很長的

時間在做這件事情，你不可能像理工一有結果就可以投稿…而且，通常那

個學術領域的差異就會造成你帶研究生都不一樣，你看，理工的研究生其

實很多的研究都是碩博士生在做的，特別是博士生，然後就老師一堆人掛

名……好，然後在於，在社會科學裡面…通常都是自己做…要聯名都有點

困難，有的時候是你的指導學生做了，然後你等於你有直接指導你就掛個

名…（私 F4-0328） 

相對於自然科學多以實驗室團隊進行研究與發表的知識產出方式，及科技

發展上求速效的知識價值判準，對教育學門內多數領域來說，書才是「具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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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重要的」、「保存了更多」長期累積的思想與知識（公 A6 益-0322），應該

要發展不同的指標。如此以來，即是以自然學科的「科學性」強迫「歷史學、

哲學、語言學，教育學…要去服膺這些強勢學科的標準」，教師們多深刻感受

「不同學科之間權力邏輯的運作」（公 F6-0303）。而人文社會學科相較於自然

科學在高等教育場域中的地位，一直處於相對弱勢的情景也是不爭的事實，從

國科會的專題研究補助經費，到掌握學術權力的機關主管要職，都在在凸顯人

文社會科學處於邊陲、隸屬的地位（邱天助，2007）。高等教育場域中的資本分

配邏輯，實則再製政治領域中的政策意識型態，Bourdieu（1988）在《學術人》

一書中對大學場域的描寫，如今看來也就格外貼切。 

貳、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運作管道：存在資源越多越好的循環邏輯 

        目前對於 SSCI指標的重視，不論是在制度設計上，或是學術圈的氛圍，都

讓受訪教師明確感受到 SSCI 越多越好的循環邏輯，讓持有者「要什麼有什麼」

（公 A6 益-0322）。在制度設計上，「現實的利益」不僅「有錢」、「有積點」、

「有減授時數」，又「有助於自己的評鑑」（公 F6-0303），同時又存在可「重複

領獎」的情況，「你只要躋身有一篇兩篇三篇的 SSCI 的話，你幾乎所有的獎通

通都有可能拿到」(公 F5反-0227)。猶如自然科學實驗室的「信用循環」運作邏

輯（credibility cycle）一般（Latour & Woolgar, 1979），研究累積的資本換取升

等條件後，又因研究與教學負擔上的比例調整，有更多時間作研究，投資論文

的生產，進而換得更多資源。 

實際上是一個良性循環，你有 I 容易申請到國科會，申請到國科會你有資

源去生產 I，所以就會是一個良性循環。那你沒有 I 你沒有發表，你的國

科會那個分數會不夠高（公 J5-0329） 

         於是教師們不斷口耳相傳，「最重要的就是 paper，而且妳一定要投 SSCI

的 journal，不是，沒有 SSCI 就不要，妳就浪費掉了」（私 A3 益-0327）。即便

是還沒有太多經驗的新進教師，也會被告知多發表 I 文章，因為整體的學術評

鑑制度是扣連一起的。教師們的考量一如學術資本主義運作中的描述，學術工

作者猶如公家單位內的資本家，以及由國家機器（如國科會）資助的企業家，

以其人力資本作為知識競爭環境中特定的商品：「學術」資本，來促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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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並換取象徵回饋。當學術工作者以學術資本投入生產時，他們即是以其

專業知識的生產勞動來幫個人，及其任職學校獲益。或者，在政策論述上，美

化成幫整個社會甚至國家，在全球的市場上換取競爭力（Slaughter & Lesile, 

1997）。 

參、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優點與缺失 

一、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優點：具相對客觀公平性 

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批評儘管不斷，在不同層級的教師們看來，現行

制度在不同面向上有其相對的客觀、公平性，或至少可以讓大家放在同一標準

下來討論比較，獲彌補過去因人治色彩所可能造成的不公，因為「我們好像期

待找到一個所謂的客觀的標準來評判一個人的學術的水準…就相對性來講，它

似乎有比較高的合法性，正當性…」（私 A4-0409）。 

它（SSCI指標）也是目前相較之下，比較客觀的方法…不會因人而異，先

見為主，就說我們中國人還是會情理法，他還是比較屬於客觀的，一個指

標。（公F3益-0220） 

在上述語料中，凸顯出如吳泉源（2003：10）所描述，臺灣社會存在深層的政

治與學術文化危機：客觀的政治學（politics of objectivity）。在教師們的言談中，

對現今學術評鑑制度的評價，似乎是植基於「指標」與「講究人際關係、漫無

標準的人治系統」兩個極端中的比較，而將學術該有的評價：學術原創性與同

儕社群的判斷，交給 SSCI指標。而「人情」作為臺灣社會權力遊戲的社會機制，

在黃光國（1989）的研究中也描繪深刻，加上學術社群規模，使得同儕審查時

面對公私分明、公平原則與人情困境時的兩難情況下，難免使得原先為了保障

客觀的匿名審查不能真正發揮作用（何明修，2009：57）。 

        在教師的言談中，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相對客觀公平性的描述，多以

不公平的經驗來說明。對於學門內或者國科會在資源分配上出現的「權力集團」

（葉啟政，2003），以及社群內的人際政治問題（黃厚銘，2005），都凸顯因為

社群規模太小而難免滋生的恩怨（何明修，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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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相較於學門過去的背景是「誰也不服誰」，「很難在一個框架下面彼此

去比較」，「大老說了就算」的情況，引入 SSCI的系統後，至少「新的一些研究

人員的東西，比較容易被看見」（公 F9 行-0402）。國科會中的「山頭」，「大頭

掌握」資源之說（私 A4-0409），讓受訪教師覺得其中「有人在玩學術遊戲」

（私 F4-0328），也因為「研究要談到這個客觀標準的時候，有時候事實上不容

易拿捏」，於是有 SSCI指標的索引期刊來，也就「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雖然

「對社會科學是比較不利的」（公 F11-1-0403），但是相較於過去的「那一群人

把持」（私 J4-0401），其實是相對公平。 

…這種山頭這種東西，只要有人的世界…資源，就一定存在。那你現在，

你說 I跟國科會計畫兩個來比，我還是比較喜歡 I阿…就某個程度上來看到

給我的評審意見…你無法說服我…你（指國科會審查者）退回來的意見竟

然跟我講說你不是這個領域的人那這是什麼意見呢？所以就這兩個意見來

比，你覺得我相信誰？我會相信 I 還是相信國科會？你說，這是不是也是

被玩壞了。（私 A4-0409） 

又或者教師們意識到「早期呢，（升等）這種很主觀的東西，就很難說了啦，學

門裡面也有學閥、學派阿」，所以有 SSCI指標的審查方法，「對年輕學者來講，

他有一個比較就是說客觀的公定標準」（公 F11-0403），為的就是避免審查者的

主觀，以及人際互動上可能存在上對下的權力關係。 

因為沒有這一套（學術評鑑制度）的話…因為變成都是說都是依賴同儕評

鑑，沒有一個標準…就是依賴學者累積的名聲嘛，那你一個年輕的學者怎

麼可能跟大老級的比名聲呢？可是因為有這一套，讓一些在發表上有能力

的年輕學者可以很快的就往上爬…比如說你如果想像一下，今天如果沒有

這套制度，那有些學門底下，也許聘新老師或是升等的時候，可能就是完

全按照評審老師的喜好，這時候他會發生什麼事？它可能就變成這個人跟

他要不要好熟不熟，或你平常有沒有乖乖聽他的話，那有這套制度反而，

讓一些比較，有辦法在這套制度底下做得很好的年輕人往上走阿，這是我

觀察到的。（公 J1-0131） 

這樣的景況，一方面如葉啟政（2003）所描述派閥的存在，若說為千古不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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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定律並不過份，且通常是與社會資源分配現象相依附，因而存在競爭、衝

突、合作與妥協的社會互動。同時，審查品質的議題亦須考量。一方面如前所

述，因為社群規模之故，要保持審查制度中的公正性，審查人保持完全客觀中

立態度，並非容易，加上情感性因素—人情的介入，對派閥的歸屬認定起了作

用，也就無可避免。當然並非所有審查者總是「舞權弄利」，其中「公益服務」

的精神仍是有的（張笠雲，2003），只是違反學術倫理的「惡質評審」（黃毅志、

曾世杰，2008）難免讓人擔憂。 

        因為國內 TSSCI 期刊在審查流程與評審意見上，讓部分教師覺得已經到

「走火入魔」（公 J5-0329）的情況，或讓投稿者覺得受到「踐踏」「對你生產文

章的知識勞動過程不尊重，然後編委會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態度」（私 J3-0321），

於是「如果兩相權衡之下，那可能還是要投國外的」（公 A3 益-0206）。甚且，

國外期刊給的評審意見「比較會是說你的論證過程有什麼樣的缺失…但是國內

的審查意見有時候會比較情緒性，或是比較強制性，就是你非這樣改不可…用

字遣詞會讓你有不舒服的感覺」（公 J2-0220）。一如何明修（2009）所提到投稿

英文學刊的好處之一，回饋意見較具建設性。這並不是說 TSSCI 的審查過程不

比 SSCI 嚴謹，只是審查過程的學術倫理議題，讓教師們覺得 SSCI 反而相對客

觀。也因此在實際上還沒有出現另一個替代方案時，「大家還是覺得這個

（SSCI指標）比較有它的公正性和客觀性」（公 F7-0314）。而對於 SSCI指標有

助於學術評鑑的客觀性，亦見於孫于智（2012）對臺灣英語教學領域大學教師

的調查研究中。 

二、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缺失：造成迷思、投機行為與教學價值日受忽視 

        首先，對於現行學術評鑑制度，「所有的老師都知道制度是壓迫的」（私 F2

反-0206），並且，受訪教師也熟悉 SSCI症候群（Chou & Ching, 2012, p.237）實

則反映如「過份迷信……自我殖民」（公 F1-0204）的迷思，而 SSCI 高於

TSSCI 也反映「英語霸權」（公 A6 益-0322）及「國際化的迷思」（公 A1-0202）。 

        其次，教師間知道在 SSCI 資料庫裡，「哪些是好丟的，哪些是品質沒

那麼那個的，哪些是很好的」（私 J3-0321），而因為目前大環境如此，多少

出現「你要去找那個多爛的期刊那你的事情，你只要有就好了」（公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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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4）的心態，但同樣的，在這套制度下投機或鑽營，「挑容易上的期刊發

表」（公 J3-0308）、「掛名」（公 J3-0308）的行為大家也多有察覺。因為出

現這類玩弄制度（gaming the system）（Dworkin, 2013）的人，讓教師深感

不平。 

最後，SSCI 學術評鑑在制度設計上，不僅凸顯長期以來重研究輕教學的價

值取向，透過「制度性的推力」，給予教師「教學的成就很低」，另一端「研究

作得好…很大的拉力」（私 F2 反-0206）。這樣的現象不僅存在臺灣，教學卓越

的成就，多半鮮少帶給教師在整個學術圈上的聲譽（Blackburn & Lawrence, 

1995），國外的研究也發現研究與發表所受的獎勵超過教學，並且日漸取代教學

成為教授們的主要角色（Blackburn & Lawrence, 1995; Rice, 1986），當然，這也

因為研究在升等與學術成就上是關鍵的標準。Park（1996）指出研究的重要性

在於，其一，研究是升等的必要條件，換言之，若是研究表現不佳，無論再多

的教學與服務都無法彌補。第二，研究也就足夠讓人升等成功，也就是說只要

研究作得夠好，就能夠彌補其他的缺失。這樣的現象的確存在國內目前的大學

現場。 

肆、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未來改進之道 

一、兼顧客觀與多元的指標 

SSCI 做為教師升等、評鑑、國科會計畫審查，以及教育部競爭型經費補助

申請的倚重指標，造成不公平與負面影響的批評聲浪，在這樣的狀況下，問及

教師對教育學門受 SSCI學術評鑑制度影響的看法時，受訪教師普遍均認同學術

評鑑是「必要的」（公 J6-0408），惟此同時，也必須先確認評鑑的目的為何，使

用「工具」和達成「目的」之間究竟是否適切（私 J3-0321）。若為「提升學術

的品質」（公 F5 反-0227），則「合理公平又能兼顧領域多元性」（公 J1-0131）

是教師認可的方向。受訪教師同意學術評鑑的同時，在他們的言談中反覆出現

的則是對於「客觀評鑑標準」（公 F6-0303）的強調。而台灣學界亟需建立一套

「客觀公正」的學術評鑑準則的需求，實已存在多時（張小虹，2003）。時至今

日，更凸顯教師對於學術績效公共性的重視（林永豐，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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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們對於現行學術制度的抨擊處，主要在於過度、單一的使用 SSCI指標

的部分。 

這個批判並不是說 SSCI不應該用來做為學術評鑑的指標，而是說，不應該

只以 SSCI 當作單一指標。我想先澄清這個問題。就是說，SSCI 是其中一

項參考指標，我想大多數學界的人是不會反對…（私 F2反-0206） 

在必須存在「公認的標準」的前提下，以 SSCI 為「參考的指標之一」，至此是

可以接受的，SSCI 若成為「最具權威性的評鑑指標」，對於人文社會科學的發

展，反而會是「戕害」（公 A1-0202）。該如何採納哪些指標，教師們建議或由

學門「負責召開公聽會」，「凝聚學門共識」（公 A1-0202），最主要是要有「開

放的空間」（公 F3益-0220）可以聚集更多教師來討論。 

二、回歸領域專業 

因為受訪教師也都知道 SSCI 資料庫裡「有很好的期刊也有很差的期刊」

（公 F1-0204），「你不要以為 SSCI就是很好……它的 impact factor不錯的，那

代表他期刊還不錯」（公 F11-0403）。只是，以影響係數來評價期刊的優劣，其

中也可能存在問題與迷思（黃毅志、曾世杰，2008）。教師對於 SSCI 期刊排名

順序的「信號」，實則存在矛盾的態度， 

…第一個如果他排在前面一點，引用率比較高、曝光率比較高的，我們會

覺得說要去搶那種期刊發表比較難，而你能夠進去表示什麼，表示你比較

行。進了前幾名的 SSCI…那是不是這個期刊本身就真的很優秀嗎？我們不

曉得阿，但是這個期刊很多人投阿、退稿率高阿，某個程度上他有一種信

號存在…優或是劣這種信號，但是他未必真的能夠反映事實。（私 A4-0409） 

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師們在言談中透露，其實應該要回歸領域專業，「是去確認

說各領域比較重要的期刊，不是單純講 SSCI」（公 F1-0204）。教師們知道有些

「好的期刊不是 SSCI，那我們領域會知道，我們會覺得沒有關係就是我們還是

會想要去投」（私 J1-0207）。各領域的專業期刊，不應只是以 SSCI 為主，教師

們認為應超越「英語霸權」（私 J2-0319），或請「駐外單位」諮詢各國「當地學

者」（公 F1-0204），或讓各領域發揮領域專業以提供「更多好的學術期刊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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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家學術表現」（私 J-0207）。 

三、落實專業的同儕審查 

對於目前學術評鑑制度「填滿點數」（公F9行-0402）行為的批評，即是因

為有些價值是沒有辦法量化，對於社會科學來說，「你可以寫很多，可是完全沒

有貢獻，可是你也可能只寫一篇…可是開拓新領域」（公A2-0205）。如何「更尊

重老師們的同儕評鑑的專業性」（公J1-0131）是教師的心聲。 

論及學術評鑑制度時，其關鍵過程即是同儕審查的手續，亦即「經過學術

同儕的認可」才是學術評鑑制度「最基本的精神」（公A5-0322）。透過「符合學

術規範的」（公F7-0314）同儕審查機制，教師們覺得有其合理性，一方面與完

全沒有審查機制者相比，「客觀性」較高（私A3益-0409），一方面能夠提昇文章

品質，在投稿與退稿的往來修正過程中，教師們「獲得回饋」（公J2-0220），也

承認「幫助很大」（公A6益，0322）。透過同儕審查而獲得「公正」與「專業」

的意見，有助於研究水準的提昇，這也是學界共同理解的（黃毅志，2010）。而

「專業外審的品質」決定「審查過的公共與否」，故而「加強審查委員的素質」

與「共識」（公J1-0321），是讓這套制度運作的更好的未來方向，而這樣的呼籲，

也見於國內學者的文章（王如哲，2011；湯志傑，2003）。 

小結 

       本節旨在分析面對 SSCI 學術評鑑制度時，不同層級的大學教師存在哪些共

同的認識與了解，本研究發現，這些共同的認知出現在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形

成過程、運作管道、利弊得失，以及未來改進四層面。首先，對於 SSCI學術評

鑑制度的形成過程，教師均感受到自然科學權力運作的衝擊及其中的權力運作

痕跡，教育學門因為學科文化不同於理工科學，卻必須面對同樣的學術評鑑標

準，罔顧學科不同的知識生產方式，使得教育學門成為受害者。其次，在運作

管道上，教師均理解 SSCI學術評鑑制度存在資源越多越好的運作邏輯，特別是

教師共同面對的升等與國科會計畫審查，均與 SSCI文章發表的累積密切相關。

再則，SSCI 學術評鑑推行的優點與缺失，教師認為其正面衝擊在於相對的客觀

公平性，負面衝擊則在於制度本身具有的迷思、造成的投機行為，以及對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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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學門所重視之教學價值造成忽視。最後，在未來改進上，教師們認為若能透

過公開的討論凝聚共識，找出客觀與多元的指標，透過領域專業的判斷，並落

實專業的同儕審查，將可改善 SSCI制度在未來的運作。 

第二節 不同層級教師的衝擊與回應 

       本節旨在分析不同層級教師面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時的衝擊與回應，分就

助理教授、副教授，與教授三層級分析之。 

壹、助理教授： 有升等限期者照遊戲規則去玩 vs.無升等限期者轉移重心 

一、衝擊 

        助理教授層級剛踏進學術場域，面對學術評鑑制度，他們是國際化競爭指

標最直接的第一線衝擊者。面對文章發表指標，教師一方面認為是前輩教授訂

給後面人玩的規則，另方面也不免覺得教育部的管控太多，甚且，這套制度也

影響教育本質與教育實務的真正價值，而為了發表 I 級文章，TSSCI 期刊跟著

水漲船高之際，也讓他們感受衝擊。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邁向國際化的績效指標 

       SSCI 學術評鑑制度帶來的衝擊之一，有受訪教師認為這是「走國際化的傾

向非常明顯」，在這套制度下，可「帶動國內學者養成習慣去看國外的期刊」

（公 J2-0220）。認為現行制度的推動可促進國際化的教師，主要是認為因臺灣

的學術發展，「某些領域本來就是跟著國外去跑」，因為學科屬性，當教師閱讀

西方的文獻時，「對國內來講就是很新的資料，對國外來講就是過時的資料」。

因此，在投稿過程中「不管有沒有被接受，你好像都獲得一些回饋」；若被接受，

對教師來說像是「做了個了不起的事情，做了個突破」，而即便沒有被接受，但

是從審查者的「回饋意見」，也會讓教師覺得「好像做了一些跟本土學者不一樣

的事情」（公 J2-0220）。 

        而 SSCI 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連結，則是因為臺灣處於「小型島國」，面臨

目前「全球化的時代」，各國「高等教育面對一個很重要的分水嶺」，就是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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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走向國際化的時代」。在這樣的情勢下，受訪教師認為「學者很敏銳」，這

套價值也將深入「進到骨頭裡面去」，因此在「無形當中」，「審查行為不自覺的

會偏好國際期刊」。加上國際化的策略實則可回應「少子化」的危機，為了「國

際競爭國際接軌」，教師即是承擔此重要責任的「引擎」（公 J1-0321），因此，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具體影響力也就在要求教師的學術產出，進而促成臺灣高

等教育的國際化，與國際競爭力。 

        因此，SSCI 某種程度上提供學術表現的「參考」（私 J1-0207）與「標準」

（公 J5-0329）。有些教師認為「學術就是要精進」，在現行制度下，為了跨越

「門檻」，的確讓教師因此戮力為之，作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比較原則」，的確

可以讓大家判斷什麼是「研究很不錯」（公 J5-0329）。 

（二）遊戲規則是訂給後面的人玩 

        在受訪的助理教授言談中，有人提及國科會為目前重視 SSCI學術評鑑制度

的「始作俑者」（私 J3-0321），一方面因為計畫補助經費，對於教師跟學校都有

實質的經濟收入，另一方面則在於獲得計畫補助所具之「象徵資本」的意義：

「對於學術能力的肯定」（私 J3-0321）。而申請國科會計畫的「學術著作資料」

（C302）表格中，因為得在「收錄資訊」的欄位，依據國科會線上表格所提供

的資料庫中，包含 SCI、EI、SSCI、A&HCI、TSSCI、Scopus、THCI core、

SCIE，以及其他，拉選「是不是 I的期刊」，讓教師覺得國科會「本身就是用 I

這件事做規準」（私 J3-0321），進而推測著作的表格會讓「評審委員都知道」

（公 J5-0329）。如此的制度設計，無不傳遞重視 I 的訊息，教師因而覺得會

「間接」影響學校的評鑑辦法與用人標準（私 J3-0321）。 

        只是更多時候，教師在意的更是每日學術勞動的生活中，最切身的「遊戲

規則」是誰訂的，換言之，也就是「利害關係在於升等這件事」（公 J5-0329）。

當遊戲規則其實是「各個學校去訂，回到各個學校那些掌權的」（私 J3-0321）

情況下，身處學術圈底層結構的助理教授，對於「辦法都訂給後面的玩」這樣

的情況，認為「有一些老師就是覺得要 I」（公 J5-0329），在「系級規定上」或

認為產出論文篇數的「數據都是為了評鑑用」（公 J6-0408），於是將矛頭指向訂

立規則的「教授級」教師（公 J3-0329）。面對這樣的情況，助理教授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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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無奈，或將之以務實的角度自我合理化，惟在描述的過程中，受訪對象表達

困擾的同時，也小心翼翼的說出其中的權力關係。 

         你目前訪問過幾個人了？你可以這樣想，誰會去推 I？是助理教授還是副

教授還是正教授？如果說，有些學校沒有幾年條款，或者說有些學校說你

已經升等過一次…或者舊制的…那些人，就算制訂再多 I，也跟他無關。

加害者喔？有些他其實是好意啦…你有 I 絕對是加分不是扣分…系上大家

都可以達到就是好阿…（公 J3-0329） 

今天眼下你就有升等的關卡…你發言了，你覺得誰會不贊成？除非教授幫

你說不贊成，除非教授幫你發言，除非是一個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回來體諒

這個媳婦的苦，否則的話，他們只會說恨鐵不成鋼，或者是我們希望你們

成龍成鳳…我相信所有的學門都有這樣子的現象，這樣子的宰制，你即便

發言了，你自己的同事也不會支持你阿，因為支持你就叫做示弱嘛，然後

再來就是說，支持你的人擺明就是跟所有教授作對阿。（公 J6-0408） 

在上述的訪談資料中，第一位受訪對象將 I 的規則合理化，面對升等或國科會

計畫申請，擁有 T/SSCI 的象徵資本，的確有較高的機會可以進一步兌換國科會

計畫的經濟資本，或作為提出升等的入場券（Bourdieu & Wacquant, 1992），為

了生存，的確得務實。然而以符合組織的規範而出現的自我理性化，也造成助

理教授只能出現如前述照著遊戲玩的盡人事（Mills, 1959: 188）。而對照所謂制

訂規則者的善意這樣的說辭，第二位受訪者的說法，應該才比較是多數人真正

的心聲：為了避免被標示（Archer, 2008），為了在目前主流的「競爭」氛圍下

不顯自己脆弱（B. Davies, & Petersen, 2005），只好選擇同意。 

（三）教育部越管越多 

       不同於其他受訪教師，一位不受限期升等條款限制的助理教授，直指目前

的學術評鑑制度是「教育部」對「學校行政單位」的壓迫（私 J5-0401）。因為

學校本身經費「就是差一些」，教育部的補助款項顯得特別重要，透過「你（學

校）聽我（教育部）的，我就給你錢」這樣「最簡單」的方法，以及「員額控

管」的手段，讓他覺得「教授自主的時代」已經過去，目前教育部「無所不用



64 

 

其極在管控每個大學」「越管越多」，以要求你要「SSCI，作為補助你（大學）

的條件」（私 J5-0401）。 

（四）影響教育本質與教育實務的真正價值 

        SSCI 學術評鑑制度對於「教育人，我們這些教育出身的老師」（公 J6-0408）

最深刻的衝擊，即是在於對「教育本質」以及「教育實務」核心價值的破壞。

此一衝擊，已是許多學者共同批評反思之要點（陳伯璋，2012；陳麗華，2011）。 

        推行 SSCI 學術評鑑制度是以「資料庫」來「評鑑一個活生生的人」，這樣

的做法在教師看來，是違背「真正的教育精神」。不僅因為「人是非常多元多面

向」，更在於「教育」應該是要「教導一個人」（私 J5-0401）。有些教師質疑，

評鑑對於教師本身的作用在於獲獎或升等之外，這樣的評鑑對教師本身的專業

發展「有什麼用」？（公 J6-0408） 

         其次，因現行制度相當程度看重研究，對教師來說，不僅「影響我教學部

分的熱情」，因為教師教學的職責與貢獻，並沒有「受到學校的重視」（公 J1-

0131），學校在各方面的獎勵上，都還是偏重研究。因此，若有「自私的老師」

「只做研究」「影響教學」，那「萬一他 I 很多…可能可以活得很好」（公 J5-

0329），於是出現「只在乎 SSCI 上幾篇，要提升等」的大學教師，在「沒人認

真教學」的情況下，不僅「師生關係轉變」，長遠來看，更將因為疏於教學而影

響「臺灣的國力」（公 J4-0323）。教師因此提出質問，在這樣的學術評鑑價值下，

究竟獲益了誰？損失是誰？ 

         …給學生看什麼，我要給現場老師看什麼？我做的研究通通都往國外送，

這篇文章的 KPI，它的 impact factor是影響誰？是讓國外的人來看臺灣的

現狀，還是我們真正去改善教育的現狀，哪個重要？（公 J6-0408） 

因此，對教師來說，所謂「具國際性、流通性較廣」，都是「話說的好聽」，事

實上對於臺灣教育「實務性議題與改革」（公 J3-0308）的忽略，才是真的。 

（五）TSSCI變成強勢刊物 

       有部分受訪教師提及，目前學術評鑑制度對他們的衝擊是在於 TSSCI 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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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點走火入魔」（公 J5-0329）、「很強勢的一種刊物」（私 J3-0321）。在現行學

術評鑑制度的計分方式下，TSSCI 也是教師的兵家必爭之地。然而，為了符合

國科會對於 TSSCI 期刊的審查規定，「編審流程」於是變得「冗長」，加上審查

過程中要求作者「改怎樣」，讓教師覺得「知識勞動過程」受「踐踏」，這種

「很高級的不知道是什麼標準」也讓教師質疑究竟是「提高期刊的品質還是降

低」（私 J3-0321）。「TSSCI太難投」（公 J5-0329）、「國內越來越嚴，反而 SSCI

比較容易」（私 J5-0401）的看法於是出現（黃厚銘，2005），在投稿過程中的

「受挫與氣憤」（私 J3-0321），讓教師感受到衝擊。 

二、回應 

        面對上述衝擊，助理教授會因是否受到升等限期的影響，而有不同的回應

方式，以下說明之。 

（一）有升等限期者：新自由主義規範下的教師 

        表現性和表現的壓力，對於尚未拿到終身聘的學術工作者而言，別具特殊

與備受 強調的意味（Ball, 2000, p.5）。 

        上述的引文，用以描述助理教授層級對於目前學術評鑑制度的認知，特別

貼切。對多數受訪者而言，面對各校自訂的限期升等條款，主要在六至八年間，

若「不升等就不續聘」（私 J-0329），一如 Ball（2000）所描述那些尚未拿到終

身聘的大學教師一般，處境相同。觀諸助理教授層級的受訪對象，相較於副教

授與教授層級，具有相當強的一致性，以「遊戲規則」（公 J6-0408）來指稱學

術評鑑制度對他們的意義。 

1.內化新自由主義的語言 

        當受訪者在評價目前重視 SSCI的學術評鑑制度時，新自由主義所蘊含的市

場、客觀標準、管理、個人化、競爭的語彙（Ball, 2003, 2012），是相當普遍的。 

        就是現在我們在一個非常市場化的情況下，一個開放競爭的時候我們需要

一個指標性的東西讓我們去看到說，讓大家去看到說他的一個，不管是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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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或者排序的展現，或者一個績效的展現（私 J1-0207）。 

        你要講說它不合理…如果你夠優秀，你就可以輕鬆跨越那個標準。講得白

一點，你可以先去跨越，再去跟人家說，你看他也沒很難阿…（公 J5-0329） 

受訪者在明確意識到實施重視 SSCI的學術評鑑制度之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時，

也提及「之前缺乏一套所謂客觀的學術評鑑標準時代下，自然有人會提出較為

公平的制度」（公 J3-0308），同時，也因為大家想不出「更好，或更客觀的」

（公 J2-0220）制度，雖然遭受詬病，於是目前的制度仍舊繼續推行。而標準與

管理的論述，不僅用以評價制度，也用來解釋「推促教授做研究……畢竟有些

人不推不動嘛」（公 J3-0329），換言之，受訪教師覺得被迫一定要產出的同時，

也支持必須透過強調研究的學術評鑑制度來進行管理，那些「沒有要求就不一

定」（公 J5-0329）產出的教師，的確需要被規範，並且也提供了一個標準，因

而間接合法化管理主義的正當性（B. Davies, 2003），視「那些」沒有符合評鑑

制度產出學術成果的教師為「他者」，在談論符合現行學術評鑑制度規範下的教

師主體時，同時否定「他者」的主體位置（Eveline, 2005; Morley, 2003）。 

        再者，這樣的價值論述也透過「整個學界的氣氛」（公 J1-0131）與面對其

他同儕，自己「不想太弱」（公 J3-0329）的競爭規則，內化為教師對自己的期

許，也將壓力界定為自己給的，擔心「自己的研究有沒有進度」（公 J2-0220）。 

    （外人有給你發表 SSCI的要求？）就規定上的要求是沒有，可是這是一

種文化上，因為別人都在做…自我的要求會希望自己可以做到這方面。

（私 J1-0207） 

由此觀之，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對於教師自己「該做什麼」以及「該怎麼想」

的監控，似乎已深入主體的心中，讓教師成為藉由隨時自我審核以維持其表現

性與生產力的個體單位（Ball, 2012; Shore & Wright, 1999）。 

2. SSCI作為競逐的資本 

       受訪教師多表達「既然跳進來之後，就沒有辦法，要照這個遊戲規則去玩」

（公 J2-0220），更何況「現在的生態是僧多粥少」（公 J5-0329）。所謂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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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 Bourdieu（1984） 所說場域裡的運作邏輯，面對升等壓力的教師，SSCI猶

如制度性的文化資本，藉由取得被「承認」的點數，換得更高的地位，發表在

SSCI 的文章，即是教師在實際安身立命的場域裡，求取「生存」的資本。因為

績效考核機制、升等、國科會計畫等，都是決定個人在學術場域中的空間地位。

於是，即便「服務單位是沒有要求你一定要發表 SSCI，但你要升等、你在院要

有地位，這是必要的一條路」（公 J3-0308）。 

……有寫 SSCI，就是會有不錯的聲望，或被對待。我曾經跟一個比較資深

的老師談到，我請他跟我分享一些經驗。他就說沒有 I 就沒有尊嚴，他的

感受，對，阿實際上，在有些非常重視的學校，你就是要有 I，你很多（文

章）是沒有用的，你就是要有 I。（公 J5-0329） 

事實上，競爭法則與資源累積的道理，教師們或透過「前輩告知」（公 J5-0329），

皆相當程度的了然於心。 

        因為這直接影響到個人的生存吧。以消極的生存來說，他影響這個升等跟

評鑑嘛，以更積極的生存來說，就是說你發表 I 多一點的話，你在國科會

上的影響力就比較大，你比較容易拿到計畫，也比較容易當審查者。或者

你本身在這種期刊上，也會是比較重要的委員吧，所以這個都是環環相扣

的阿。所以學術界，這種東西本來就是權力跟資源的競技場阿。那 I 就是

一種資源跟權利的一種很重要的利器吧。（私 J2-0319） 

為學術研究的理由聽來光明，但在 Bourdieu（1971, p.121）看來，教師使用的

研究方法、理論、概念等看似促進科學進步的貢獻，其實都是很「政治」的策

略，都是行動主體用來換取學術地位認可的利器。面對升等壓力的教師，SSCI

猶如制度性的文化資本，藉由取得被「承認」的點數，換得更高的地位，或副

教授，或教授。又或者如受訪對象描述某些私立學校裡的部分教師，因為「很

沒有穩定感」，「有生存的危機」，那些教師於是採取「日以繼夜不斷的寫」，為

的是「只要有 I的文章，你很快就可以走」（私 J3-0321），轉往工作保障比較穩

定的公立或其他私立學校。所以行動主體或動用可用資本，或採取策略，累積

掌握取得地位、資源與否的「學術權力」，或學術社群聲望的「科研權力」

（Bourideu, 1988），以維護或提升行動主體在場域中的地位（Bourideu,197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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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遊戲玩好就是 

        整體說來，採用此回應方式的助理教授多為男性，因為他們面對限期升等

的壓力，直接承受學術評鑑的壓力最是強烈，在求生都來不及的情況下，又居

於「學術層級結構」的底層，加入抵抗或改變的行動對他們來說，在這個當下

並不具重要的實質意義，還不如「先把我的 I生出來」（公 J3-0329）。甚且，他

們認為自己不具有改變上面「那個層級」（公 J2-0220）的能力，也認為周圍的

人對於現況只能「II 叫」（私 J2-0319），一方面嘴上抱怨，但抱怨完了以後「還

是要按照這個遊戲規則」，所以參與反對獨尊的連署等抗議的行動，效用在他們

看來不是太大，猶如「狗吠火車」（公 J1-0131）。所以採取此回應方式的教師，

認為「就是要符合它的標準…我在寫的時候就想說寫完就先丟 SSCI，先丟丟看」

（公 J5-0329），一方面教師不斷接收到「SSCI 在整個市場上的重視度」，不論

是在績效獎勵或者升等辦法， 「制度會影響到你的這個選擇」（私 J1-0207）。 

        雖然語帶無奈的「被迫」接受這樣標準，對於已經有投上經驗的助理教授，

雖然覺得自己卑微，「作為小小的個體，當然你心裡面會覺得這個制度很不公平，

但是就還是努力的克服它」，變成「習慣」，儘管中間過程也經歷「很多次被退」，

只是就結果而言，「發現寫 SSCI 又沒有很難，你就去玩這些遊戲，把他玩好就

好了，就認真寫了，寫完不就得了」（公 J1-0321）。由此看來，對助理教授來說，

目前只能進場玩遊戲，當務之急還是先累積自己的科研資本，換取象徵資本，

待來日跨過升等門檻，目前的學術評鑑制度約束力之大，改變談何容易。 

4.在限期升等時間內，研究慢慢來，教學才重要 

        上述的回應及情景，似乎意味著教師對於現行的學術評鑑制度只能毫無反

抗的接受與順服，惟是否真如此，則須進一步分析教師如何對於自身的生涯規

劃與目前的學術環境賦予意義。依據訪談資料的分析，或如 Archer（2008a, 

2008b）研究中所發現，教師在順服遊戲規則的回應中，仍可能對於目前學術場

域內的運作邏輯，亦即強調 SSCI學術成果產出的規範，進行協商或微幅抗拒，

從中採取保護自己的策略。         

         面對現行制度的規範，有些女性教師在必須順應這個制度的情況下，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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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教學的優先重要性，藉著繞過研究的立即性，來表達她們必須遵守遊戲規

則的無奈。雖然不甚認同，卻又「自覺無法改變，起碼目前是沒辦法的」（公

J4-0323）。 

        我沒有連署，因為覺得狗吠火車沒有用。而且我是條不能再小的幼犬，只

能等夠大、夠強壯了，再來噢嗚幾聲，看看能不能照顧後面的小小狗，讓

他們在比較舒服的環境長大（公 J4-0323） 

她們採取的回應方式，不若前一回應方式者「認真」投入在量產論文的遊戲規

則裡，而是放慢腳步，實現教育學門作為師培者的意義，訴諸「有原則的個人

計畫」（principled personal projects）（Archer, 2008, p. 278），以教育的責任期許

自己，「第一個環節一定就是把教學顧好」（公 J2-0220）。 

我會覺得自己肩負教育未來老師的責任，對於教學自然而然更用心，雖然

偶爾因為無暇或說無力研究啦、發表啦，而覺得有些焦慮，但我還是認為

自己必須認清自己的責任，所以會把教學擺前面。再來才是研究，然後，

時間差不多就想辦法升等（公 J4-0323）。 

一邊降低升等速度的期望，向服務單位裡的其他教授看齊，「他們沒有很急著去

升等，或者現實狀況裡面沒辦法很快升等，所以我只給自己低標，就是跟他們

一樣順利的八年內升等就好」（公 J2-0220）。至於升等之後，「我要玩甚麼又是

另一回事」（公 J4-0323），聽來甚有反抗的意味。採取此般策略的教師，如同

Clegg（2008, p.340）研究中的大學教師，雖瞭解大學教育的價值已然受到市場

與企業的入侵，仍不願全然與之妥協。因此在限期升等的年限內，還是先堅守

他們認為有意義之事，看重自己作為師培者的身分，升等的要求，等時間「差

不多到了」再說（公 J4-0323）。 

5.指責玩弄制度的投機行為 

       在追求量化生產與績效表現的學術評鑑制度下，有些教師指出因為「上有

政策下有對策」，目前已經浮現有些令人不快的教師「生存之法」，讓遵守規定

的教師覺得這些「亂象」實在「不公平」（公 J3-0308）。例如「掛名集點熱」

（公 J4-0323）造成「大家一起『合作』的情況變得普遍」（公 J3-0308）。在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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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篇數的量化思維下，「挑容易上的期刊」（公 J3-0308）也是投機的方法之一，

對於制度變相鼓勵投機、欺騙的行為，學者們也多有提及（黃政傑，2011；

Byun, Jon, & Kim, 2013）。此外，對於「研究方向與方法」（公 J3-0308）的考量

也受到影響，受訪教師反映在現行制度下會降低教師從事具「挑戰、真的有意

義的」研究的意願，特別是「年輕學者一開始有升等壓力的框架下」，為了怕

「做不出來」或者得花費「很長時間」才能做出研究成果，不如「找比較容易

執行或比較容易看到成果」的來做（公 J1-0131）。這樣的影響，不單是個人層

面是教師行為，在整體的學術發展層面，實則影響「國家競爭力」（公 J1-0131），

對於提昇我國在全球學術界的實質地位，並未有同等效果（Byun & Kim, 2011）。 

（二） 無升等限期者：指責制度剝奪教師的時間 

       相較於上述將研究進度歸因於自我要求的教師，不受限期升等規範的教師

則是指責現今大學教師的學術勞動負擔之重，以及證據本位（P. Davies, 2004）

的評鑑與升等政策，「難道不相信一個老師可以做多少事情嗎」（公 J6-0408）？

這些教師無不反應目前教師們「loading 都很重」（私 J5-0401），「工作時數真的

都超過」（公 J6-0408），在他們看來，「這個制度讓大家都忙著生產這些文章…

國立大學老師就是忙著寫，私立大學老師就是忙招生」（私 J3-0321），導致大家

各忙各的，趕著應付工作。不需面對限期升等的助理教授，所採取的回應方式

分述如下。 

1.保持距離/抽離 

         在「沒有人會跟自己的職涯過不去」（公 J2-0220）的情況下，也只有不受

限期升等規範的教師，才有選擇採取保持距離/抽離的立場。雖然選擇保持距離

不受影響，但是教師試圖對抗外力的掙扎並非平順容易，例如私 J2 教師藉由反

思讓自己不要受學術評鑑制度反映的價值所影響。 

你要說這種壓迫對我個人而言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壓力，如果沒有這種反思

的話當然會阿，我就會覺得沒有這些 I我就是一個很不上道，研究很不好

的學者嘛…可是因為我之前有看很多這種對這個反思的東西…（私 J2-0319） 

換言之，對學術評鑑制度的反思批評的確提供教師抵抗現行制度的材料，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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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備自己不若自律規訓的主體（徐進鈺，2011）來評價自身，只是儘管「不會

希望我會為了這種東西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可是這個東西還是一個無形的壓

力…」（私 J2-0319）。換言之，社群共享的規範或集體意識，依舊難以輕易放下。 

        在升等上有得選擇要或不要的教師，「抵抗」（公 J6-0408）的策略之一，多

半採取「做我想做的事情」（私 J3-0321），一方面與升等這件事保持距離，因為

非必要，「佔不了我人生的全部」，質疑「升上教授後又是什麼意義」（公 J6-

0408），一方面評價這些投稿期刊的過程「很無聊」，甚且覺得受到「輕蔑」（私

J3-0321）。學術評鑑制度造成的影響讓他們覺得無法真正享受做為學者的樂趣，

不論是寫書、做研究，或者教學，加上有些私立學校面臨「少子化危機」，教師

自己都不確定能夠「在這個體制待到何時」，因此也不認為要「花那個力氣去做

那些無聊的事」（私 J3-0321），於是改以保持距離/抽離的方式來面對。 

        這樣的策略，可以解讀為異化，但也可能是抗拒的行動，如私 J3 教師同時

投入在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對於高等教育評鑑政策的抗議行動，希望「學界本身

還是要發出一些聲音」（私 J3-0321）。對於大學教師社群應該要發聲的想法，也

見於國內學者的呼籲（黃源河，2013）。 

2.做好行政職 

        長時間擔任行政職的私 J5 教師，一方面因為「一直在做行政」，在教師評

鑑時因為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四部分「比例可以調」，加上校方並沒有要求，

因此並沒有論文發表的壓力。只有學校要求「每年都要送的國科會計畫」，讓他

覺得「每年都遭殃」，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就「把去年的拿出來改幾個字

送上去」，如此便能符合要求。對他來說，「支援好多學位學程」的課程還有

「推廣部」承接海外的課程（私 J5-0401），就夠他忙。同時，從其言談中不斷

透露教育部透過經費管控大學，讓行政單位無時承受著壓力。 

        綜上所述，觀諸助理教授層級採行的回應方式，主要受升等限期與否的影

響而有不同，惟此同時，也可看出性別，以及任職學校類型的影響。如男性教

師所採策略多偏重學術產出價值，相比之下，女性教師在回應上則多從強調教

學的價值出發。而同樣偏重學術產出，公立大學教師的目的是為往上升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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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下，某些私立大學教師的目的是為轉換他校以換得穩定的生存。又如，同

樣採取抽離的回應，相較於公立大學的教師質疑升等的意義，身處於某些私立

大學的教師，更因為擔心少子化衝擊下任職單位可能關閉，於是做好隨時離開

的準備。 

貳、副教授：I不出來就算了 

一、衝擊 

        副教授層級面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主要衝擊，在於受到契約性績效表現

的約束，他們雖然沒有限期升等條款的顧慮，相較於助理教授，比較可以不那

麼理會這套學術評鑑制度。然而，這套制度卻非說擺脫就能擺脫，身處競爭場

域中的副教授，始終受其影響。因此在競爭過程中，他們較容易懷疑制度的不

公正性，懷疑大家可能做了無意義的事，因而將箭頭指向既得利益團體。 

（一）受契約性績效表現的約束 

        面對發表 SSCI文章的學術評鑑規定時，副教授似乎有較多的協商空間。但

是即便是他人眼中「在這套制度下活得很好」（公 J1-0321），相對擁有較多研究

資源，相對的獲益者來說，事實上也感到挫折與掙扎（B. Davies, Gottsche, & 

Bansel, 2006）。在某位獲彈性薪資補助及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計畫的受訪對象

言談中，即可看出教師一邊反思與拒絕 SSCI 所意味的「自我殖民」，一邊卻受

辦法規定而覺得綁手綁腳： 

        因為我現在有一個成果，那時候我參加一個研討會，它跟我邀請去發表在

他們辦的期刊，那這樣有發表我就滿意了，可是我後來查一查它不是 SSCI

的期刊…可是我若是給它了我就沒有東西可以投 SSCI…主流的東西在我們

這些非主流的國家裡看起來好珍貴喔，我們好俗氣喔，可是我眼下著就要

再生出一篇 SSCI，不然我會被砍經費，我真的很討厭這件事情…（公 A6

益-0322） 

學術工作者在發表上的判斷，從學術知識的傳播轉向經費的考量，投向市場的

呼召（陳伯璋，2012），一如新自由主義邏輯中的經濟與市場目的，於是經濟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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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控制個體的選擇（Davies & Peterson, 2005, p.95）。甚且，新自由主義的控制，

還雜揉了個人能動性的說辭（Ball, 2012），在肩負個人績效表現的同時，尚認

為自己具有「選擇」的立場，在 SSCI 與 TSSCI 之間「寧願貢獻本土」（公 A6

益-0322），或者「有空我就投投 I，沒空我就不投」（公 A2-0205），「I不出來就

算了」（公 A4-0325）。然而，這些選擇本身即侷限在評鑑辦法所側重的期刊類

別，相較於需要長時間才能產出的專書，仍舊為較有「效率」、可換經費獎勵、

具實質「經濟」目的的範疇。換言之，也就是透過此選擇、能動性的技術，反

讓新自由主義思維的宰制難以讓人覺察，個體於是身處其中的限制而不抵抗，

反認為這是自由意志的展現，使得目前的學術評鑑制度對於學術生產力的要求，

得以順利推行。 

（二）不信任審查制度的公正性 

       各校在教師評鑑與升等辦法規定上或有不同，相較於助理教授層級念茲在

茲「還是要發表 SSCI」（私 J1-0207）的認知，副教授層級同樣面對校方發表的

要求時，或因為居於教師職級結構的中層，比上不足，比下還有餘，對於規定

於是站在比較淡然的立場，在言談中容易流露「好像也就覺得還好」（公 A2-

0205）的態度。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感受學術評鑑制度在升等要求之外的競爭

壓力。教師對於競爭的描繪相當深刻，或為廣設大學後，面臨少子女化而出現

「退場機制中…把老師縮編」（私 A1-0326）的危機，或是申請國科會計畫過程

中面對比較「次數」、「獲得的金額」等「過度競爭」的感受（私 A1-0326），瀰

漫「整個學術環境很競爭...生活品質，每一個人，應該都沒有很好」（公 A7-

0325）的氛圍，讓教師們覺得「現在的大學老師就是越來越累」（公 A4-0325）。

而學術工作讓教師喘不過氣的情況也見於澳洲，或影響身體健康（Winefield et 

al, 2003），或影響對於學術工作的滿意度（Anderson, Saha, & Johnson, 2002）等，

都受到關注。 

        而競爭過程中，以 SSCI 指標「累積的點數」換算的「credit」，讓受訪者覺

得這是制度面的「信任指標」，因為當你「累積這麼多 credits 時就有 credit！」

（公 A6 益-0322）。換言之，目前重視 SSCI 的學術評鑑制度，在評價教師學術

表現之時，也意味著這是學術社群「信任的制度」（公 A6 益-0322），不僅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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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教師學術成就的專業象徵，更深層的意涵，恐怕是在審查過程中，對於專

業判斷的信任與否的改變。 

       如果你做的是實質審查的時候，其實你管他什麼 I，就算一篇不是什麼任何

I 的東西，你看了以後覺得他寫得很好，那他刊的期刊不好，這樣是關鍵

嗎？…我們太在意所謂每一次的公平…因為我們不相信別人有能力做好實

質判斷，我們希望用一個看起來似乎很客觀的東西…這樣的機制就會盡可

能去取代掉人的部分…（公 A2-0205） 

對於審查制度公平與否的懷疑，特別出現在對國科會計畫審查過程的批評。一

方面在制度設計上，「主宰生殺大權」（公 A3 益-0206）的審查人姓名是隱匿的，

又常出現讓送審者難以信服的審查評語，一方面因為 SSCI學術評鑑制度形成既

得利益團體的「山頭」（私 A4-0409），教師或者認為「他們不認識我，所以我

不會過」（私 A2-0327）。因此在競爭過程中，對於實質審查理念是否落實，有

些教師「抱持懷疑的態度」，「沒有經過調查還是不曉得」（私 A1-0326）。 

        對於競爭過程中產生的不信任， Musselin（2008）指出在強調個人主義式

競爭與學術勞動分化的環境裡，教師對於自身是否歸屬於一個彼此平等，具有

共享規範的團體，常感到懷疑。在目前鼓勵個人獨立發表、個人主持國科會專

題計畫以獲得較高點數的學術評鑑制度下，也就說明教師何以懷疑審查制度的

公正性。 

（三）既得利益團體的結構 

       普遍說來，副教授們覺得跨過升等門檻後，「不會因為這樣馬上丟飯碗」

（公 A1-0202），這個制度也會「變得比較無所謂」（私 A3 益-0327）。儘管大學

為了爭取教育部的競爭型補助經費，從而要求教師的學術產出，但是副教授層

級面對這樣的衝擊時，相較於助理教授，較能淡然處之： 

       學校需要有人寫…他已經是教授他不想寫，那當然是下面的要寫…如果你

只是副教授   你可以不寫…每個學校它的環境不太一樣…我覺得這套制度

在我們這邊好像也還好…它（學校）當然是希望說大家有是最好，可是你

不會把它當成直接就是要拿這一套來直接壓迫自己，沒必要。（公 A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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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他們的態度顯得放鬆許多，但這並不是指他們對於學術評鑑制度引起的負

面影響不加批評，如：「影響到我們大學教育的品質」（公 A3 益-0206），或產出

「更多的八股」（公 A5-0322），製造「如衛生紙般價值的東西，一旦用過就丟，

誰會去看」（公 A3 益-0206）。面對終究揮之不去，並非說擺脫就能擺脫的學術

評鑑制度，副教授層級的教師，從上述言談中透露出懷疑大家做了沒有意義的

事，因此將矛頭指向 SSCI學術評鑑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團體。在「政治鬥爭」

（私 A4-0409）過程後勝出的 SSCI指標，讓那些「容易獲得 SSCI承認的領域」

（公 A2-0325）得以進入權力核心，「擔任行政」（公 A3 益-0206）、成為「期刊

主編」，在國科會計畫審查時「拉拔他的人脈」，進而形成鞏固性的結構。面對

這樣的情形，因而出現希望「教育界的大老」（私 A2-0326），能夠「出來說句

話」（公 A3益-0206），希望能透過他們的對話，來想出解套的方法。 

二、回應 

         整體觀之，此層級的受訪對象在面對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回應時，多充滿

「灰色」（私 A1-0326）基調，「悲觀的認為不會有任何改變」（私 A2-0327）。在

他們看來，「大家」對於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反應泰半「逆來順受」（公 A7-

0325），「被壓迫者是過一天算一天…我看沒有人出聲…就一天過一天算了吧」

（公 A3 益-0206），就是「被動、消極的去應付這些事情」（私 A2-0326），雖然

「只要講到這個大家就氣結扼腕」（公 A3 益-0206），可是罵完之後關起門來似

乎還是「趕快寫」（公 A4-0325）。在這樣的氛圍下，相較於助理教授層級，副

教授層級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回應比較被動、消極，或關起門來繼續寫，

或選擇做自己愛做的事來表達心中的抗議，但也有一些人想要積極武裝自己，

以累積改變的能量，期待來日升等完成後才能明確表達自己的反對立場。 

（一）被動冷漠 

  此一層級教師在面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時的被動回應，展現在否定自己能

做出行動干預，認為面對制度時，「人是被動接受」、「被動適應」（公 A5-0322）。

即便有些教師意圖先累積 SSCI站穩地位後，再駁斥這樣的制度，則是被解讀為

這樣的過程其實是參與制度的「共犯結構」，因藉由這樣的路徑，實則「在鞏固」

這樣的制度，甚且在到達權力核心的過程中，必然得面對「甘心被殖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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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公 A6 益-0322），在這「一方面講說我被害，可是一方面又說趕快害我」

（公 A2-0205）的過程下，不認為主體有促成制度改變的可能，而也因為認為

「不會有任何的改變，所以大家才沒有想到要聯合起來」（私 A2-0327）。 

       面對制度的衝擊，副教授層級的回應也展現在對於公共對話與集體行為的

冷漠上，這樣的冷漠包含自身的選擇，及對他人作為的詮釋。 

公領域的參與或者是協助，其實在台灣長久以來的教育是很不重視的…妳

不覺得大家都是獨善其身嗎？如果今天沒有惹到我，我大部分我都不會

理…可能是這個社會長久以來的一個風氣或者是慣習或是什麼之類的，我

覺得就是這樣子。（公A1-0202） 

對於該如何促成現行制度的改善，幾乎受訪教師都有自己的想法，但是當進一

步問及何不將這些想法拋出引起更多的討論，或讓同事可以瞭解時，得到的回

答大抵是忽視，或選擇沈默以對，或反應對於公共對話「沒興趣去思考這個問

題」（公A5-0322），或者「他們不會理我…懶得去跟同儕講」（公A2-0205）。受

訪者於是認為多數教師對於這樣的討論其實是「冷漠的」，「但是這個冷漠不代

表他不懂，他其實他懂，只是他不care…」（公A1-0202）。這樣的景況，似乎與

Mills（1959）描述當時在充滿不安、冷漠的美國社會氣氛下，那些無作為

（inactionary），既不激進也不保守，對於任何政治問題都漠不關心的知識份子

多有雷同。 

（二）盡量低調  

        縱使教師們質疑 SSCI「對國內的教育影響到底在哪裡」（公 A1-0202），或

者這套學術評鑑制度「並不是一個全面性公平的東西」（私 A2-0326），強制推

行後也使得原先「研究、教學、服務這三者的一個良性循環」（公 A5-0322）產

生斷裂，對於教育實務與學術研究的發展均產生負面影響，但是當問及參與連

署或具體改善行動時，因為學術圈存在的「學術圈文化」（公 A5-0322），「卡著

升等」，「除非你已經升到教授」（私 A1-0326），部分男性教師於是認為還是

「好好讀書比較重要，不好搞政治」（公 A5-0322）。 

         教師們一方面認為相對於教授，副教授「通常也不太能去改變什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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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前萬不可在外面「大鳴大放」，通常就盡量要「低調」，要「乖乖」的（私

A1-0326）。面對連署的行動時，「最好不要太多事」，因為「有人怕連署上去那

個名單可能變黑牌」（公 A1-0202）。雖然有受訪者提及「發聲的平台」，但是考

量參與以後要承擔「驚弓之鳥」的效應，反問「那大家為什麼要發聲？」（公

A5-0322）。 

        究其原因，在於「你如果在那邊舉大旗的，對於學校的相容性就會降很低」

（私 A2-0326），因為「評鑑，教育部的掌控…評審委員的他的一些意向」（私

A1-0326）讓教師覺得難以擺脫，縱使「大家都有這個想法，都有那個傾向，可

是沒有人願意站出來」（私 A2-0326）。因此，教師們被期待在考量現行的評鑑

制度下，和校方休戚與共的生存關係，該做出怎樣合理的決定，或甚至可以說

是道德的決定，似乎也就不證自明。就此，因為政策面與制度設計導致中央機

關、大學與教師層層相繫的關係，的確發揮如 B. Davis（2003）所指新自由主

義論述中，以「經濟」上的「生存」考量為最高指導原則，阻閉任何反對聲音。 

        但此同時，不可否認的對教師來說，更多是因為國內學術圈，或者說教育

學界，雖不若葉啟政（2003）所描述的社會學界「迷你短小」，但是「很多人大

家互相認識」（A8-0326），也就同樣存在人際政治的考量（黃厚銘，2005：38），

以及因之衍生在審查過程中保持客觀中立態度的可能（葉啟政，2003），從而在

顧及未來升等路上順遂與否，為了避免被標記為「黑馬、黑人」（公 J6-0408）

的「他者」，於是選擇不出聲的策略。是故在此脈絡下，大學教師選擇噤聲的舉

動，並不只是新自由主義之故。 

（三）消極的應付 

       採取此策略的副教授，類似於助理教授層級內，以「回到教學」（私 A3 益-

0327）作為自己的目標。但是採取類似策略時，兩個層級的教師所抱持的心態

卻是不同。助理教授始終受到限期升等的規定，轉向教學同時以「放慢速度」

提升等為目標，幫助自己抵抗現行制度的壓力。而副教授的心態，則是一種

「也沒有想要做什麼」的「無言的抗議」（私 A3益-0327）。 

        像我知道很多副教授應該跟我一樣，沒有八年條款的威脅就可以安然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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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位子上…我算是既得利益者，我已經升等了，我就安然的坐在我的

位子上，然後也不想要改變什麼，而且我不想要再過下一關，升等對我來

說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我就一直要寫 paper，一直寫一直寫…我現在選

擇不想寫…是一種無言的抗議…老師你的工作就是教書（私 A3益-0327） 

進一步追問該教師為何感到無言，她提及當時為了符合「獨立代表作」的「不

成文規定」，「投了不曉得多少家後」，「一次又一次的灰心」，可是當時「為了要

升等只好再面對」，而這樣的過程對她來說是「非常非常的挫折」，一方面「自

己也會給自己壓力」，雖然她才剛到學校第二年，但是因為投稿到被接受的時間

要「一年兩年之後才上」，加上限期升等的壓力，覺得「八年很快就到了」（私

A3 益-0327）。在此壓力與挫折的過程後，如今她認為該回到老師教學的職責，

至少「教學與研究要並重」，「不然你就去中央研究院作研究」（私 A3 益-0327）。 

      「消極性抵抗的政策」也出現在教師「被動、消極地應付」學校交代提供評

鑑所需資料時。一位「兩棲」的教師說明自己在「行政」與「教師」兩個身分

上的來回穿梭時，看到「制度面…怎麼調整，然後身為教師的身分時…是怎麼

來應付」（私 A2-0326）。目前猶如企業文化（Clark, 1998）強調可量化的績效評

鑑方式，許多無法量化的教育價值因之受到忽略，教師雖感不滿，但校務評鑑

的結果依然牽涉到學校經費，或爭取頂尖大學、教學卓越此象徵大學地位、聲

望的標誌，面對少子化危機的局勢下，教師也泰半「共體時艱」的幫忙配合

（私 A2-0326）。 

（四）累積改變的能量 

        採取此策略的副教授，在本研究中主要為女性教師，因為認為「要叫出書

寫 SSCI的校友出來反 SSCI最有力」（公 A6 益-0322），對於目前重視 SSCI 的

風氣若要能改變，就必須自身有很多 SSCI文章，但願意站出來公開指出這樣的

評鑑辦法是錯誤的，並放棄 SSCI帶來的利益，如此方有可能造成改變。因此，

對於自己想要站出來說話，就得先讓自己具有這樣的資格。 

…趕快讓自己有很多 I，之後就可以開始對準目標，攻擊說你不應該這樣子，

你不應該那樣子，而且當你有很多 I 的時候，或許你就會有機會在一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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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上，那你就可以去改變一些事了…但並不代表我不會去寫它，因為這是

我今天在這一個職位上謀生應該要做的事情（公 A3益-0206） 

之所以一定要先累積 I 的原因，則是在於社群內存在「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

（公 A6 益-0322）的說法，這樣的說法，於教授層級也會再次出現。於是，若

站出來說話的人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就會「落入那些有 SSCI 期刊的人的口實」

（公 A3 益-0206）。SSCI 在這時猶如「入場費」（admission fee）（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07），想要名正言順的踏上批評位置者，必須先具備。若想要

挑戰現有 SSCI 的象徵支配關係結構，就得採取多寫 I 的策略。只是，採行這樣

的路徑至權力核心，是否反而是參與其中的同時即鞏固該辦法，並再次合理化

這套制度的正當性？換句話說，這樣的策略其實是買入 SSCI期刊此優勢團體所

賦予 SSCI 的象徵權力，誤認並承認「有 SSCI 才能站出來說話」這件事的正當

性，在實踐的同時繼而又維持場域內社會關係的不平等（Bourdieu, 1990, p.123）。 

        綜上所述，觀諸副教授層級採行的回應方式，在被動、冷漠的主調下，同

樣可看出性別，及任職學校的影響。如，有些男性教師偏採盡量低調的回應，

先盡分內的工作，或做研究，或為行政；有些女性教師則訴諸教學的重要，消

極應付評鑑制度的要求，或意圖武裝自己，累積日後改變的能量。而同樣採取

盡量低調的回應，公立大學的男性教師多考量個人日後升等路途的順利，相較

之下，任職於某些私立大學者，更必須承擔學校受評鑑結果影響的經費與聲望，

兩者雖採同樣回應，但關注點卻有所不同。 

參、教授：未來該改變了 

一、衝擊 

        面臨 SSCI學術評鑑制度，教授層級者所感受之衝擊，一是學術評鑑的制度

化過程，另一是跨領域的學科權力競逐。同時，他們也憂心這些 SSCI學術評鑑

制度造成的衝擊，對於學術長遠發展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例如: 阻礙國內研究成

果的交流、不利知識傳播的實效性與價值性、造成教師對研究的負面情緒、影

響大學的教學功能。以下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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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評鑑的制度化過程 

        對於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態度，教授層級的受訪者普遍以與「過去」相較

之下，認為 SSCI造成的影響，雖然有弊，但也有利。在他們的談論中，呈現的

是學術評鑑「制度化」的過程。從過去的「自由心證」，到「科學信條的追求」

（私 F2 反-0206）。此制度化過程，受訪對象主要以「客觀化」（公 F11-0403）、

「科學化」（公 F9-0402）、「國際接軌」（公 F4-0422）、「提高研究數量」（公 F8

益-0321）的角度，談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衝擊，當然其中亦存在權力運作的

痕跡。 

       對有些受訪教師來說，SSCI 學術評鑑制度也反映學術評鑑的制度化過程中，

教育部為回應「全球化的壓力」，而採取大學「國際化」的策略（公 F1-0204）。

透過提高大學排名的方式，提昇學校的聲譽。於此同時，頂尖大學的名單其實

也「影響學校的聲譽」，因為「國外就會拿你頂大來看你是不是 top」，這些都將

影響各校在「國際化政策的推定」上，甚且，若要招收陸生，「學生來不來也是

看你是不是頂大」（私 F1-0206）。 

（二）跨領域的學科權力競逐 

        在 SSCI學術評鑑制度下，相較於助理教授與副教授層級，教授層級對於進

行跨領域比較時所出現的學科權力運作之衝擊，感受甚深。助理教授由於其學

術與行政資歷泰半不到參與跨領域競爭的獎項資格，副教授層級雖然已有部分

受訪對象具備參與競爭的資格，或參與投票過程的行政權力，但至國科會、教

育部層級之獎項，主要仍以教授資格為主。因此，進行跨領域比較時的權力衝

擊，是教授層級共同面對的。 

       不論是頂尖大學校內「開行政會議大家會把表格拿出來看一看」，「就是會

有這種氛圍」（公 F11-0403），或者「資源分配上面」來說，「頂尖的分配款，它

是用 publication 來算的……你（文學院、社科院）會感覺你是比較弱勢」（公

F9 行-0402）。以指標作為跨領域比較的基礎，也反映經濟效益成本的思維（管

中閩，2003）遠大過實質學術內涵的重視（張小虹，2003）。於是各大學內的行

政管理階層以「最簡單的方法去處理這麼複雜的問題」，「行政的粗廉主義」以



81 

 

「假象的公平」（公 F9 行-0402）來算點數、算數字，以分配獎勵資源。而此般

「假象的公平」也出現在跨領域給獎時的投票，受訪教師便提及國科會的學術

獎項，「跨領域的不懂你的東西就問你有沒有這個（SSCI）」，因為是「不同領域

都有一票，委員都有一票，所以投下來的結果，當然只有 SSCI的人才會過關。

包括國科會、教育部的學術獎，上面都要投票…」（公 F4-0222）。 

（三）SSCI學術評鑑制度對學術長遠發展的影響 

        教授層級的受訪對象對於目前的學術評鑑制度同樣也多所批評，相較於助

理教授與副教授層級指出當下出現的負面現象，普遍而言，此層級內的受訪對

象其說明的細節更凸顯 SSCI學術評鑑制度所造成的長遠衝擊。在助理教授與副

教授層級中，也存在批評長遠衝擊的受訪對象，但整體言之，助理教授與副教

授層級對於衝擊的感受，較多關注當前的現象，教授層級所感受之衝擊，多在

於長遠的影響。 

1.阻礙國內研究成果的交流  

        當制度面或鼓勵或強迫教師將文章發表至國外 SSCI期刊時，教師們驀然驚

覺在國外期刊上看到同領域的其他同儕的名字，得反過來查詢他的中文姓名及

服務單位，才能曉得這是誰。若進一步查詢這位發表人在國內的文章，卻常發

現是「沒有，因為都投到國外去了」（公 F3 益-0220），於是讓國內同領域的學

者產生「錯覺」，「不知道有人在做」（公 F8 益-0321）。甚且，因為在現行學術

評鑑制度下，國內研討會的文章發表或不採計，或分數相對較低，以往「學術

研討會的想法是讓學者之間可以做交流、對話與討論」，但現在為了點數就「直

接投稿期刊」（私 F4-0328），「功利傾向」（公 F5反-0227）影響之下，風氣也受

到影響。 

2.不利知識傳播的時效性與價值性 

        當社群成員普遍以國外期刊為優先考量時，有教師擔心「投不上才留下來」

的可能，當國內各「領域內還沒列進 TSSCI 但不錯的期刊」，普遍存在「缺稿」

的現象（公 F10 行-0402）、「剩下研究生在投稿，老師投稿率沒有那麼高」（公

F3 益-0220）時，受訪教師擔心長久下來勢必「降低國內研究的累積能量與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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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度」（公 F3 益-0320）。再則，相較於其他層級教師對於 TSSCI「強勢刊物」

（私 J3-0321）或 SSCI「繁文縟節」（公 A3 益-0206）造成投稿後等待、修改時

間過長的缺點，教授層級受訪者更在意知識傳播的「時效性與價值性」（公

F12-0410）。國內學術研究成果若往 TSSCI去，通常要過一年半載才能與學術社

群分享；若往國外去，除了刊登時間，還要再「翻譯回來」（公 F12-0410），對

於過內學界的長久發展，並非好事。 

3.造成教師對研究的負面情緒 

        有些受訪教師提及，SSCI 的「逼迫」（公 F9 行-0402）造成研究者的負面

情緒，不論是新進人員面臨新上手的教學任務的同時，還要「滿腦子很擔心每

一年都要 review…review都跟他的 paper有關…他的小孩又小，上面又有父母要

照顧」（私 F4-0328），或者因為目前制度是以跟其他同儕進行「相對標準的比

較…覺得不公平」，包括升等與給獎金算點數的績效考評，擔心讓「研究者對研

究帶有負面的情緒」（公 F9 行-0402），在學術社群人力的未來發展上，令人擔

憂。 

4.影響大學的教學功能 

       SSCI 學術評鑑制度造成的主要衝擊之一，即在於重研究輕教學對於大學教

學功能的傷害（陳伯璋，2012；彭森明，2012）。受訪教師提及在這套制度下，

影響教師「教學沒有以前那麼認真」（公 F5 反-0227），但是「教學是每個老師

最重要的天賦」之責（私 F2 反-0206）。目前的學術評鑑制度一方面透過獎金的

方式作為鼓勵教師往研究一途的拉力，長久下來，「高教的老師不願意再承諾要

好好教書這件事」，那麼如何「期待下一代會變得更好」？這才真的是臺灣高等

教育最大的損失（私 F2反-0206）。 

二、回應 

        面對上述衝擊，教授級教師或採信新管理主義作為回應，或期望促成公共

討論，或參與社會改變可能性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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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信新管理主義 

        採取此策略的教師，主要藉由行政主管的職權，或主動或被動的要求院裡

或系所單位的同儕，共同實踐現行學術評鑑制度對於研究產出的要求。在他們

看來，不論是在教師升等、教師評鑑，或申請國科會的舉動上，「永遠都在被檢

核」，維持「自身的競爭力」，都是「理所當然」之事（公 F11-0403）。 透過管

理主義式的語言，以及競爭思維的強調，擔任行政主管的教師為面對「世界排

名」的壓力，進而認為採用「客觀」的 SSCI 作為標準，這很「正常」（公 F11-

0403）。 

        管理主義在擔任行政主管的教師用為言說詞彙，並進而落實於其行政管理

實務的現象，也見於英國相關研究中，分析任職行政主管的學術人，如何在自

己未察覺的情況下，受新管理主義（new managerialism）意識型態影響，合理

化自己對於研究產出的重視（Deem & Brehony, 2005; Lucas, 2006; Trowler, 

1998）。又或者某些受訪者相信他們這麼做是為了更大的益處，透過「開會討論」

的方式取得「共識」，據以合法化訂立指標的舉措。 

         所以開會討論…大家同意的，因為有時候你訂指標，雖然你不同意你還是

得這樣 訂…因為人家外面是，人家認定這個東西阿…我們要呼應…（公

F12-0410） 

         …因為我是比較重視學術研究的人…升等的門檻訂高，系上的比如說沒有

一篇 I 的就不能拿出來…我事先有跟他們有些人溝通，溝通之後做成會議

紀錄…先去溝通凝聚共識…他們是不敢跟我埋怨，因為是經過一段長時間

取得共識…現在是一個競爭的年代，我講的東西是整體利益不是講個人，

而且我先作給他們看…競爭的時代裡面你要強化自己，不然怎麼跟別人競

爭…（公 F1-0204） 

然而若對照助理教授層級與副教授層級對於此類會議的看法，他們對於會議決

議其實未必真的同意，泰半處於被決定的狀態，或考量升等的「生殺大權」、

「要不要好過」後選擇「同意」，因而在言談中暗示「能不能看見這一個宰制」

（公 J6-0408）。是故，儘管這些教授也抨擊 SSCI單一指標的不適切與自我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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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行政管理上，因為教育部以系所評鑑控管單位的招生，並在政策上採取

競爭型的補助經費，如頂大、教卓，甚且世界大學排名的關注沸沸揚揚，加上

提供研究經費的國科會計畫申請又與文章產出密切相關，使得新管理主義的意

識型態得以在大學現場運作（Culter & Waine, 2000; Reed, 2002），教師以此合法

化自己的策略，並以此要求其他同儕。 

（二）期望促成公共討論 

        部分受訪對象對於公共討論有較多的期盼，也至少認為可以發揮效果。對

於現行學術評鑑制度引起的負面影響，希望能藉由更多的公開討論，來找出另

一套替代方案。「如果我經常在公開場合去討論它，也會產生影響」（公 F4-

0222），應該更積極的「多聚集更多老師去討論，有一個開放的空間去討論這件

事情」（公 F3 益-0220）以「形成一個論述，讓人家覺得他是可行、可信、有效」

（公 F8 益-0321）。惟此同時，受訪教師也如其他層級教師認為形成共識也不是

那麼容易，但是相對說來，他們認為目前的反思聲音的確促成較多的共識，制

度面上已有緩慢的改變，如「頂大的自評，可以設定一些自己的指標」（公

F12-0410），或者認為之前主委發表的宣言「表示他有聽到」（公 F6-0313），而

「制度也在改變…現在給審查者一個更大的權限在衡量」（公 F4-0222），雖然

成效緩慢。教師多認為若是把「標準都解除」，「肯定不會」比較好，應該「趕

快持續建立多元」（公 F4-0322），並且重視「研究對於臺灣社會有什麼貢獻」

（公 F9 行-0402）。這樣的呼籲，也見於其他國內學者（黃源河，2013），認為

應該要透過集體協商的力量，向制度設計者發出不平之鳴，以建立多贏策略。 

（三）參與社會改變可能性的行動 

        在本研究中，採取抵抗策略的受訪對象多在教授層級，包括具體行動或撰

文反思，兩者在程度上仍有差別，前者有如轉化的知識份子（Giroux, 1985, 

p.36-37），後者則是批判的知識份子（Giroux, 1985, p.37-39）。批判的知識份子

以個人身分發出批判之聲，但卻不參與政治性的實踐行動，因此對於如反對獨

尊的連署行動，受訪教師乃以「惰性」為由，說明雖然自己支持，「但是不會很

積極的去加入」（公 F6-0313）。或者肯定行動力會有「比較多實質的影響」，而

自己透過文章撰寫，「一開始可以把這樣的觀念帶出來，也許是先前的這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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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是不是一定要花許多時間來，這是實踐的問題」（公 F7-0314）。換言之，

採取批判策略的教師，雖然認同「要把這個風氣更積極去發揮影響」（公 F7-

0314），但也知悉自己在實踐上的選擇是有所保留的。 

        轉化的知識份子則進一步實際投入政治性的群體實踐行動中，透過批判與

希望的語言，型塑新的文化、其他可行的社會實踐、溝通方式，期能促成社會

改造（Giroux, 1985, p.37）。部分受訪者投入反對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的集體行動，

例如有人在過去是「吃了秤鉈鐵了心」的跟 SSCI 這套制度玩，「完全沒有反抗

的投入」在這套規則中，但是也因為「發現這基本上是一個很病態的遊戲」，因

此在成為這套制度的「受益者」，順利升等成教授後，希望自己後半段人生可以

做一些「讓這個社會比較有改變的可能性的事情」（私 F2 反-0206）。另一位受

訪者也明白是因為自己不需要再升等，並且認定自己是個「批判者」、「社會上

的反對聲音」、「一定要做這些事情」，有這樣的勇氣跟「條件」，所謂條件，即

是「如果不做研究的話」也並不會被「公立大學」趕走，頂多是「羞辱」而已

（公 F5 反-0227）。換言之，她們都清楚教師們或為生存，是很難加入這些集體

行動。 

        而在參與反對行動的過程中，他們多半感受所謂「公共的知識份子」（公

F5 反-0227）向來少數，或認為教師多半是「自利取向」，只管顧好自己的研究，

抱持知識份子「能動性很高」的想法，在參與這些反對行動前，是這樣「想像」

沒錯（私 F2 反-0206），只是實際參與反對行動後，卻發現似乎不是這麼回事。

此外，對於反對行動的訴求，當然也並非所有社群成員都同意，對於現行制度

有沒有獨尊 SSCI的爭議，有教師即指出獨尊的「訴求不是很理想」，「國科會、

教育部都說沒有獨尊…那所以你反對的沒有道理，事實上是各校自己定規則」

（私 F1-0206）。其次，對於大學教授究竟是「士」還是「工」（私 J4-0401），也

存在價值上的爭議。再則，社群裡存在「很積極做研究、成果很好的，才有立

場去講說這不合理」（公 F1-0204）的文化氛圍，這在副教授層級的策略中也呼

應之，甚且，參與反對實踐的受訪者也說到自己「不服輸」，不想被「歸類」

（公 F5 反-0227），也捲入發表的遊戲中，也可見社群所共享的文化，對個體影

響或約束之大。最後，目前較為明顯的兩個實踐行動，反對獨尊 SSCI連署，以

及高等教育產業工會，事實上兩者在對於高等教育教師勞動權的保障上，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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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觀點，工會站在反對「商品化」與「自由市場」「競爭機制」，希望回歸

「公共化」的立場，而反對獨尊 SSCI 連署則是在於採納「多元化的指標」，讓

遊戲規則比較公平，但競爭的本質不變（私 F2 反-0206）。因此，使得有些參與

工會的教師，對於反對獨尊 SSCI連署的提議持比較保留的態度。 

        綜上所述，觀諸教授層級採行的回應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方式，可或多或

少看出性別，或任職學校的影響。在此層級內，以採信新管理主義為回應方式

者主要為男性教授，而對於該如何讓未來改變，男性教授多偏向公共討論的促

成，或撰文發出批判之聲。實際投入政治性的群體實踐行動者，則多為女性教

授。面對衝擊，憂心造成教師對研究的負面情緒，以及影響大學的教學功能者，

也多為女性教授。在任職學校上，或許呈現公立大學主管強調競爭、績效與檢

核，然因為受訪對象中，任職私立大學主管者剛好都是女性，因此，他們採取

的回應方式，可能同時受到性別與學校類型的交互影響，而非單一因素。 

小結 

       本節分析各層級教師所面對之不同衝擊，以及因此採取的回應方式。助理

教授層級作為國際化績效指標的第一線衝擊者，在升等限期與否的約束下，有

升等限期者主要採取新自由主義取向的回應，無升等限期者則可轉移重心。副

教授層級的主要衝擊在於契約性績效表現的約束，在灰色為主調的回應方式下，

多採被動、冷漠、低調的消極應付，但也有部分教師想要積極武裝自己，以累

積改變的能量。教授層級主要感受學術評鑑的制度化過程，及面臨跨領域的學

科權力競逐。在憂心 SSCI學術評鑑制度對學術長遠發展所可能造成的影響下，

或採取新管理主義鞏固此制度，或期望多些公共討論，促成改變。在各層級內

的回應方式，亦存在性別與學校類型的影響。 

        其次，觀諸重要影響者與一般教師的回應中則發現，兩位中央行政主管談

的多是國際化需求，以大學文章總量提高能見度，並將責任推給大學自主，說

教育部對大學是鼓勵不是控制。這樣的說法，有些教師認為現行制度是各校自

訂，因此某種程度上也認為大學自主，但對於教育部的掌控，實際上大學教師

多有提及。而在國際化需求上，部分大學教師的回應也與中央行政主管的反映

相同。就學門召集人言之，他們對於跨領域學科權力運作的感受，與其他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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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實則相同。 

第三節 關聯因素之分析 

    本節旨在分析影響教師對於學術評鑑制度之認識與回應的關聯因素，首先是

影響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認識之關聯因素，分就制度安排蘊含的訊息，

及學術審查的潛規則說明之。其次，分析教影響教師回應方式的關聯因素，乃

在於行動者的身分位置與社會空間。 

壹、教師對於 SSCI 學術評鑑制度之認識的關聯因素 

一、制度安排所蘊含的訊息 

教師對於學術評鑑制度的主觀回應，自有其客觀成因。雖然政府主管部會

近來頻頻強調不以SSCI做為唯一指標，但各項制度安排所透露的訊息，使教師

感受到政策面的意圖與壓力。高等教育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與頂尖大學計畫的推

行，讓教師遭受「計算模式」（公F12-0410）的影響，並且「學術評鑑指標越來

越具體化…限縮到SSCI期刊…明顯的看出整個趨勢」（公F5反-0227）。而頂尖大

學的補助款，要求教師要提供「impact factor的數據」（公F9行-0402），因此讓

教師感受深刻。此外，世界大學排名系統亦是影響學術評鑑制度重視SSCI指標

的重要原因，因為世界大學排名系統採計英文期刊資料庫的發表量，而以邁入

百大為目標的頂尖大學計畫，為了達成目標，「那個I一定要衝上去」（私F1-

0206）。 

    世界大學排名系統反映的即是全球化影響下，各國高等教育的競爭模式

（Altbach & Teichler, 2001; Marginson & der Wende, 2007），儘管已有許多對於排

名是否就代表品質的省思言論（Knight, 2011），以及對於何謂「世界一流大學」

的爭議（Altbach, 2003），但以大學的學術研究能力回應國際競爭，已經是身處

世界體系半邊陲地帶的臺灣之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論述，並可在國內的大學校

務評鑑或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看見世界大學排名系統的指標與價值（顧忠華，

2004）。 

        加上臺灣「高等教育經費有限，為了搪塞口實，那就強調一種競爭性的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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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機制，國家或部裡面就強調，你必須要有一些客觀的數據、量化的東西，作

為一個採計的重要依據……大學不得不做，因為錢少了，不然怎麼辦呢？」（公

F7-0314）。如此強調績效、競爭的價值，讓企業大學（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

日益普遍（Clark, 1998; Vaira, 2004:488），充斥著表現性與準契約的順從（楊瑩，

1993：193）。換言之，政府以「客觀標準」來交換經費補助，這些有形無形的

檢核，也就由上而下要求各大學乃至系所單位回報學術產量與績效，教師的直

接感受即來自「動不動就要你填一些東西」（公 F5 反-0227）的具體化表格，令

計算篇數的數字化填表過程起「認可」作用（張茂桂，2003），否認其他形式的

學術產出，由此定義哪些研究「重要」，或才算「研究」。在追求卓越的論述下，

也因為卓越一詞的排他性，非卓越就意味著歸於失敗之列（楊瑩，2005）。透過

表格的填寫，教師感受「認可」與「排他」造成的「羞辱」作用（公 F5 反-

0227），研究重要與否的判準，在於評鑑單位提供的表格是否承認，而非對於社

會的貢獻。同時，教師評鑑檔案必須填寫的研究欄位，也不斷的提醒教師產出，

成為「壓力的來源」（公 J2-0220）。 

        時不時的評鑑，包含教育部的系所評鑑，以及各校的教師評鑑，提醒教師

學術產出的壓力，讓教師學術時間（academic time）的使用，必須是讓人看得

見的時間（visible time），具表現成效的時間（performative time）（Barnett, 

2008），於是在日常時間的作為中，認為「壓力是來自自己，我自己的研究有沒

有進度」（公 J2-0220），「不自覺地也被推到這個 track」（公 F5 反-0227），教師

於是猶如 Foucault（1979: 184）所言，像是被規訓的主體，將原先外在的具體

表格內化為監視自己的機制，以符合「常規」。甚且，在這個每個人都再熟悉不

過的監視機制下的，每個人既是被觀察的對象，也是監督別人的觀察者，監視

於是持續存在，受訪教師也說道，「不是外在約束了，是內化，是一種自我肯定

了」（公 J2-0220）。 

        申請國科會計畫也讓教師覺得「動不動就要調查你的學術產出」（公A7-

0325），申請過程中的表格設計，無不傳遞重視SSCI的訊息。教師在進行個人學

術著作資料C302表格登錄時，若著作為期刊論文，須進一步選擇「收錄資訊」

的所屬資料庫，可選資料庫依序分別為SCI、EI、SSCI、A&HCI、TSSCI、

Scopus、THCI Core、SCIE，以及其他。因為著作表格必須勾選發表的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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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當中它（國科會）就灌輸你」（公J1-0131），傳遞重視SSCI的訊息。在這

些日漸制度化的暗示下， 「現在我們在文章寫完後面都要那個括號」（公A6益-

0322），不標示反而讓人擔憂不被看見，儘管標示的結果只看到I，未必真的知

道對方的研究，猶如「鑲金牙」（公A6益-0322）的效用。 

        如此重視表現性，正是新自由主義的說詞（Giroux, 2004），同時也凸顯如

張茂桂（2003）所描述的，以SSCI為正字標記風潮的學術膚淺症。包含各校的

獎補助辦法，「每間學校有沒有把SSCI放在上面已經是個標記了，就表示這間學

校最好的期刊就是這幾個資料庫」（公J1-0131），且「整個學校有鼓勵大家發表

在國外的I……國內外有差別，最近TSSCI有調高一點」（私F1-0206）。經由環環

相扣的制度運作，加上物質性獎勵，也難怪「影響力持續到現在……整個學界

的氣氛就覺得SSCI很厲害」（公J1-0131）。 

在追求高效率論文發表與研究績效的壓力與驅力下，凸顯的乃是新自由主

義所強調的效率、績效、表現性，與市場價值（Torres, 2009: 25-26），不斷藉由

有形與無形的檢核來要求教師，重複提醒教師該重視的研究績效。因此，當這

些信號不斷被提示也具體化落實在表格數據上，即便文字辦法並未獨尊之，或

者已移除，但是風行草偃，內化的規則需要時間才能抹去。這些外控的制度設

計，在日常生活的不斷實踐中，內化成為行動者的自我監控，進一步以此要求

並隨時檢視自己，成就學術生產的績效。 

然而，重視績效對於學術文化的影響已討論多時（Altbach, 1980），Giroux

（2004）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邏輯不僅影響社群的團結，也造成不安、犬儒

主義，以及政治態度上的退縮。Dworkin（2013, forthcoming）在其長期的追蹤

研究中即發現，美國長久以來對績效的強調，已經造成如Bryk和Schneider所言

的契約式信任（contract trust），讓教師深感疲乏，不僅對於學校感到無力，也

不認為規定、辦法有其功能性，更懷疑他人與自己是否抱持同樣的價值觀。這

樣的情況也見於Musselin（2008）之說明學術工作日漸個別化（individuation）

與區分化（division）的過程，新進教師在強調研究競爭的環境裡，不再認為自

己屬於一個地位相當、共享規範的團體。於是如O’Meara（2012: 205）的研究

發現，在教師討論學術評鑑政策的言談中，泰半充斥著對於目前政策辦法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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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指責，於此同時，卻也缺乏想像力及肯定自身的能動性，於是不認為自己可

以在不同層級或周遭同事間產生影響。 

二、學術審查的潛規則：外審委員的那一把尺 

        以同儕審查為專業基礎的學術圈裡，審查過程及其結果在認可與獎勵層面

甚是關鍵，包含升等、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以及其他獎補助上。在目前重視

SSCI 指標的學術評鑑方式下，送審人是如何覺知審查過程，並據此實踐怎樣的

送審準備？而同儕審查的執行者，他們或為副教授，或教授層級，同樣都是學

術場域裡的大學教師，他們又是如何實作與看待審查過程？此處以升等審查為

例，說明為何儘管各校在升等辦法中，對於 SSCI 或 TSSCI 的要求並不相同，

有些學校並未明訂「必須」要有這些資料庫的文章，才可提升等，但教師們卻

有相同的認知，採取相同的策略，主要就是因為「學術氣候」中的「潛規則」，

審查委員的「那一把尺，在關鍵的時刻還是會出現」（公 F7-0314）。 

（一）送審人 

        升等「就看你送審是送到誰的手裡」（私 J3-0321），外審委員「心裡的那一

把尺」（公 F8 益-0321） 是所有送審人揣測審查過程時，最關鍵的部分。即使

「系上沒規定」，但「這算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沒有 I 的你就不敢提」，因

為「這算是一個共識，不成文，大家都會沒有 SSCI也不敢提」（A3益-0327）。

學校辦法已經明文規定升等時是否該具備 I 等級的文章，或者該有幾篇，但送

審人只認定「委員最大」（公 J3-0308），揣摩審查人心中的遊戲規則而做出送審

行動。在詢問服務單位對於他們的升等要求是否一定要有 SSCI 時，「是沒有要

有幾篇 I」（私 J2-0319），「當然在辦法上不會告訴你說怎麼樣」（公 F8益-0321），

是最常出現的答案，那既然服務單位沒有這樣規定，這個「沒有 SSCI也不敢提」

的「不成文」「共識」，又是為了什麼？ 

        外審的話，那些委員也會有一個，心裡面就是一把尺就是，你如果沒有

SSCI…那個分數就打折了，所以所有想要提升等的人，大概都要有一篇

SSCI。（公 F8益-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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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是因為外審委員心裡面的那把尺，就是SSCI。也因此，即便送審

者知道「每個學校它的環境不太一樣」，該校要求的資料庫並未獨尊SSCI或

TSSCI，尚包含其他資料庫，「可是…外審的教授他是怎麼看待，這又另外一回

事」，為求安心，「你當然會覺得越多I越好」（公A4-0325）。所以系所「並沒有

要求我們一定要寫SSCI，但是我們自己覺得說如果有SSCI應該會比較方便一點」

（公A4-0325）。 

        進一步加上相對比較的同儕競爭，為了怕「大家都這樣」，故送審時，除了

怕自己「太弱」（公J3-0308），另外也是考量審查者的比較基準，所以升等在送

審人心中，其實「也是要跟其他老師競爭」，教師因為害怕「你都沒有I，或者

是說只有一篇I，他（審查委員）有可能就會讓你不過了」（私A1-0326）。 

        難道沒有不是用I的文章卻升等成功的例子嗎？事實上，這樣的例子雖然聽

講的少，但還是有的，對於這樣的例子，教師們將之解釋為「相當幸運」，「這

些都是運氣問題」（私J3-0321）。換言之，該次之所以可以通過，是因為「送對

委員了。所以我們講說送對委員就是好運的意思阿，只是我沒有講好運兩個

字。」（公J3-0308）。於是，當送審者的升等結果沒有通過時，他們傾向於解釋

為因為沒有I的文章；但是當沒有I的文章卻通過升等時，就認定是「好運」送

到不在意I文章的審查者手上。那麼，有沒有可能多些這樣的例子，讓送審者排

除「非I不可」的想法？當研究者將訪談審查人所得的普遍共識，亦即實質內容

審查而非看SSCI，告知受訪者，受訪者仍舊覺得「我不敢！」（公J3-0308）。這

樣的現象，也就出現如某位審查者感受到「大部分老師們都會覺得是用SSCI

（提升等），就是心中莫名的…但是我們卻沒有規定你一定要有SSCI，有沒有覺

得很弔詭」（私F4-0328）。 

（二）審查人 

審查委員看待升等時，考量的是「專業性」，「研究的貢獻」（公 F9 行-

0402），並「沒有說一定 SSCI」（公 F10行-0402）。只是審查人也承認，SSCI意

味的「審查機制，對於審查人來講他會比較放心一點，因為，至少登在上面的

文章它都已經前面有兩個到三個審查過了」（公 F10 行-0402）。審查人雖然提及

自己的系所「沒有訂下來說新進老師」要 SSCI才能升等的規定，但是在言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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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透露「升等送外面我們就沒辦法」，也必須一起「跟這個整個環境玩學術遊戲」

（私 F4-0328）。擔任審查工作時，審查人多宣稱自己會實際的審查文章內容，

但是面對其他外審委員，卻又「沒有把握外審，跟你同領域的人，你沒有 I 可

以升等。可以嗎？」（公 A6 益-0322）。審查人談到自己過去的升等經驗時，或

認為因為其他「審查者他也是這樣上來…會希望說有這樣的標準，這個氛圍」，

可是「有一些他不會獨尊喔，他會實質看你的文章」，但是你怎麼敢冒險說「寫

得很好，但不是在 SSCI」，怕的就是要是碰上真的獨尊 SSCI的審查者，自己不

就「悶到了」（公 F8益-0321）。 

在象徵互動論觀點下，社會真實是根基於行動者之間的日常互動，依據對

於社會現象的主觀詮釋，做出對應的行動，並在彼此互為主體的理解上，使社

會行動成為可能（Garfinkel, 1964; Goffman, 1967）。重視SSCI文章的「學術氛

圍」，做為大家都知道卻不明說的潛規則，猶如規範（norm）（Merton, 1973），

驅使教師為求升等順利，無不奉行遵守，不敢違背。於是，SSCI文章作為規範，

無論是被迫認同與否，都透過他人不斷的檢視，如打聽同儕或前輩，以及相互

制約，如彼此競爭的送審者，進而將「沒有SSCI別送審」潛規則，加以定型表

徵化（葉啟政，2004：399）。因此，即便審查者自己進行的是實質審，即便系

所的升等規定並沒有要求非SSCI不可，送審人在學術審查的潛規則下，「相信」

審查的過程就是越多越好的SSCI文章，並以此期待其他送審人也必如此行動，

為了避免自己在競爭上落於人後，於是做出非得以SSCI文章才能送審的回應。

此社會真實進一步也成為外在制約，然而這樣的外在制約，不僅是結構的，更

是在行動者彼此互動中落實而成，並非起於某些學校的制度原意，如不以SSCI

為升等必要條件之校，也非起於審查人之意，因為他們是以實質審進行，而是

存於象徵的實在，學術審查的潛規則。因此，不論學校類型，以及規定SSCI與

否，教師面對SSCI學術評鑑制度時，均做出同樣的回應。 

貳、教師對於SSCI學術評鑑制度之回應的關聯因素：行動者的身分位置與

社會空間 

觀諸教師之所以面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時，承受不同的衝擊，採取不同的

反應，主要在於行動者的身分位置，及其所處社會空間中可動用的資本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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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1988）分析學術場域的階層化，描繪身處場域中不同社會空間的行

動者，如何運用手邊的資本來累積更多的資本，以競逐更有利的社會位置。而

行動者之間，在採取不同策略爭取資源的同時，也就出現競爭與爾虞我詐的心

態（Meek, 1997; Swarzt, 1997）。 

        在助理教授層級，因為「也不可能因為它有這個（SSCI 發表要求）我就不

要應徵這一間，現在的生態是僧多粥少」，大抵抱著「既然跳進來之後，就沒有

辦法，要照這個遊戲規則去玩」（公 J2-0220）的想法。面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

要求學術論文產出的衝擊，剛進場玩學術遊戲的助理教授手邊資本有限，能變

的把戲不多，或說沒有。其所思所想都繞著場域內的運作邏輯打轉（Bourdieu, 

1984），心思所繫非 I不可，不管如何換得 SSCI文章便是。此時，或該說 SSCI

作為教師在實際安身立命的場域裡，求取「生存」的資本更為貼切。因為績效

考核機制、升等、國科會計畫等，都是決定個人在學術場域中的空間地位。 

        …有 I容易申請到國科會，申請到國科會你有資源去生產 I…是一個良性循

環…因為它的指標有點連動（公 J5-0329） 

面對升等壓力的教師，「一定要投 SSCI的 journal」，「不然就浪費掉」（私 A3 益

-0327）， SSCI 猶如制度性的文化資本，藉由取得被「承認」的點數，換得場域

內更高的地位。加上各大學的績效獎金，又可轉為經濟資本。助理教授在掌握

場域的「操作型定義」（Bourdieu & Wacquant, 1992）後，為求升等的生存心態

14（habitus），加上剛開始累積科研權力（Bourdieu, 1988），進場後照著遊戲規

則玩也就是必然的回應。 

         Burawoy（2012）描述特定制度設計下所產生的社會關係，讓參與這套社

會關係的行動主體，不察其主觀經驗與社會真實的落差，於是產生迷思。這個

觀點或可用來分析助理教授面對現行學術評鑑制度時，對於其他同儕所作之投

機行為的指責。在目前強調量化績效、相對標準的 SSCI學術評鑑制度設計下，

教師抱怨玩弄制度的取巧者所造成的「亂象」實在「不公平」（公 J3-0308），不

論是「掛名集點熱」（公 J4-0323）、「找比較容易執行」的主題（公 J1-0321）、

                                                      
14

 habitus在本研究中，主要以習性稱之，但在此處以「生存心態」稱之比較貼切。 



94 

 

「挑比較容易上的期刊」（公 J3-0308），都是教師指責的對象。於是，原本對於

制度的衝突，反而轉嫁到其他參與者身上。這些抱怨，為的是要遊戲規則的

「公平」，最終仍是以符合規則訂立者，不論是系所，或是學校，對於教師的論

文產出要求。於是，學術評鑑制度誘使參與者加入趕工遊戲中，透過重新分配

衝突的過程，教師指責破壞遊戲規則的那些人，為的是要讓自己可以公平的趕

工，而非徹底顛覆制度。於是，在每日實作中，教師不僅「甘願」趕工，也製

造志願性順服（Burawoy, 1979）。對助理教授看來，SSCI 做為資本，似乎多數

保飯碗，少數爭秀異。 

        副教授手上，有一點兒智識資本，科研權力也累積了一些（Bourdieu, 

1988），他們面對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衝擊，並不若助理教授承受限期升等，

可能「馬上丟飯碗」（公 A1-0202）的壓力，因此多採取「沒有想要做什麼」

（私 A3 益-0327）的消極回應，不若 Burawoy（1979）筆下那群趕工的工人。

對副教授來說，主要面臨契約式的計畫補助交換。 

        你通過這個，每一年要產生一篇 SSCI，我那是三年期的，如果沒有產生三

篇 SSCI，你隔年經費要砍半…但我今年 2013 還沒有，我到現在都還沒有

投，那今年會有嗎…我明年可能就沒有專任助理，因為經費會砍半…為什

麼要死抓著 SSCI不放。我下次不要再申請這種有條件式的…我真的很討厭

這件事情…（公 A6益-0322） 

在 Bourdieu（1988）看來，大學教師雖然是有別於社會階級類屬的學術人，他

們的權力與優勢地位，主要來自其所擁有的文化資本與象徵資本，也就是知識；

只是，文化資本雖有相對自主性，但依舊位於經濟資本之下，加上大學教師之

社會位置，實難擺脫經濟和政治權力掌有者的支配。於是乎大學教師的處境日

漸趨向科層體制企業中的受薪階級，無法完全掌握其知識生產工具。Bourdieu

（1984, p.152）一方面認為這樣的處境當能促成更多的反動，但一方面卻又覺

得這樣的轉變會讓學術生產者屈從於經濟和政治力。在這樣的趨勢下，研究者

的動機與類型逐漸受到市場與科層考量所決定，甚至在產出的作品中，出現

「大量生產的標準化規範」（Bourdieu, 1988:123-125），使得受薪知識份子面對

權力結構時的意識與政治作為，總是在「加入」或「反抗」中猶豫，於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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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講說我被害，可是一方面又說趕快害我」（公 A2-0205），眼見其他教師透

過累積 SSCI 日後好「有機會在一些位置上，那你就可以去改變一些事」（公

A3 益-0206），卻又認為這樣的路徑是加入「共犯結構」（公 A6 益-0322），

Bourdieu 的看法用以解釋副教授層級較為被動、消極、低調的灰色回應方式，

似是相當貼切。 

        同樣面對目前學術評鑑制度對於學術產出的績效要求，教授層級因為入行

時間較長所累積的社會資本、科研權力，或智識地位，而佔據相對於其他兩級

教師更高的空間位置（Bourdieu, 1988），揮灑起來相對容易。例如，憂心 SSCI

學術評鑑制度對學術長遠發展可能造成負面影響的受訪教授之中，有人期望促

成公共討論，有人則實際參與社會行動，嘗試挑戰或改變飽受詬病的 SSCI學術

評鑑制度。相較於助理教授自認「狗吠火車」（公 J1-0131），及副教授自認「人

微言輕，我不過就是一個大學老師」（公 A1-0202），教授們則是認為「如果我

經常在公開場合去討論它（SSCI學術評鑑制度），也會產生影響」（公 F4-0422）。

在 Bourdieu（1988）看來，學術聲望乃是學術社群裡最有價值的商品，「教授」

的位階不僅被賦予較高的象徵地位，在大學場域裡可轉換的文化資本或經濟資

本更是有力，自然說起話來較能發生影響，所以其他層級教師期望「教育界的

大老」（私 A2-0326）能夠「出來說句話」（公 A3 益-0206），反映的即是教授層

級的聲望高，權力夠。是故，當副教授還在累積改變的能量，寄望日後「有機

會在一些位置上」（公 A3 益-0206）做出抗衡制度的行動時，有些教授認定自己

定要表達「社會上的反對聲音」，這樣的立場，恐怕不單單依靠的是自己有「不

做研究」也不會丟飯碗的「條件」（公 F5反-0227）。 

  不過，教授們不盡然都會支持或從事上述嘗試改變的行動，有些擔任行政

主管，握有控管人事組織的「學術權力」的教授，不論是自己本身「比較重視

學術研究」（公 F1-0204），還是「開會討論…大家同意」（公 F12-0410）而訂立

各校各系升等辦法中之 SSCI規定，據以操控底下副教授、助理教授的「生殺大

權」（公 A3 益-0206），呈現的即是教授層級握有界定知識生產合法形式的話事

權，副教授與助理教授層級儘管不滿，也只能發發「你的抱怨還無法納入會議

紀錄」（公 A4-0325）、「規則都是訂給後面的人玩」（公 J3-0329）這樣的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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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 Bourdieu（1988: xvii-xviii）所言，學術場域中的空間位置，決定大學

教師面對政治性和學術性議題的立場，而非政治立場決定其在學術場域中的態

度。說甚麼都是為學術研究的理由，聽來光明，但在 Bourdieu（1971, p.121）

看來，其實都是很「政治」的策略，都是行動主體用來換取學術地位認可的利

器。上述那些擔任主管的教授，藉由其學術權力，要求底下的副教授和助理教

授或為「維持自身的競爭力」（公 F11-0403），或為「整體利益」（公 F1-0204），

在新管理主義（Culter & Waine, 2002; Reed, 2002）的意識型態輔助下，合法化

並承認 SSCI作為評鑑指標的象徵權力（Bourdieu1977）。   

        相形比較之下，助理教授的學術生涯才剛起步，社會位置較低，可以兌換

經濟資本或文化資本的象徵權力也才剛剛開始累積，面對 SSCI時，難免誤認其

象徵權力，把官方論述的「國際競爭、國際接軌」（公 J1-0321）視為教師責任，

認為 SSCI 就是「學術就是要精進」（公 J5-0329）、「做了個了不起的事情」（公

J2-0220），以此彼此監督。「畢竟有些人不推不動」（公 J4-0323），「如果你夠優

秀，你就可以輕鬆跨越那個標準」（公 J5-0329），使一切看似依循功績主義

（Bourdieu, 1977a），也使得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正當化，將競爭的績效責任，

內化為自我監督的標準。別說汲汲營營，面對研究產出的壓力還認為「壓力是

自己給自己的」（J2-0220），於是將新自由主義的價值放在心上，隨時自我審核

以維持自己的表現性和生產力（Ball, 2012; Shore & Wright, 1999）。 

       學術場域中的空間位置，決定大學教師面對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立場，也

即是何以公立大學教師談認為維持「自身競爭力」都是「理所當然」（公 F11-

0403），認為學校的要求「走國際化的傾向非常明顯」（公 J2-0220），但看在私

立學校教師眼裡，這分明就是「少子化危機」下要「大學退場」、「教師縮編」

（私 A1-0326）的舉措。不過也有的私立學校教師認為少子化危機「有些學校

會碰到，有些學校不會碰到」（私 J5-0401），相較於某些私立學校教師認為這是

「最大的危機」（私 J3-0321），究其原因，就是在於行動者所處的社會空間位置，

所屬大學之序階所具有的象徵資本不同，學校資源提供的經濟資本也不同，身

處其中的教師於是立場不同，回應的行動自然跟著有異（Bourdieu,1988）。 

        是故，在 Bourdieu 看來，行動主體動用可用資本，採取策略，累積掌握取



97 

 

得地位、資源與否的學術權力，或是學術社群聲望的科研權力（Bourideu, 

1988），都是為了維護或提升行動主體在場域中的地位（Bourideu,1977a），目的

若不是想要建立、鞏固現有象徵支配的關係結構，就是想要挑戰、反轉之

（Bourdieu, 1971, p.121）。面對 SSCI 學術評鑑制度重研究輕教學的衝擊，肯定

教學價值的教師，助理教授層級因為所處社會空間可用的資本量偏低，在「自

覺無法改變，起碼目前是沒辦法的」（公 J4-0323）情況下，儘管認為要先「把

教學顧好」（公 J2-0220），把戲怎麼變還是得在升等期限內達成標準。不若同層

級但位於「無升等限期」空間的同儕，可以「做我想做的事」（私 J3-0321）「花

時間在教學」（公 J6-0408）。儘管如此，抵抗 SSCI 學術評鑑制度衝擊的行動，

則是要到教授層級才可實現。 

只是，想要挑戰、反轉這個制度的教師，換得更有力的社會位置後，仍不

能自外於遊戲規則。此時爭取 SSCI是為了杜眾人悠悠之口，免得「我們講，人

家會說你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所以你不在其位……反對什麼」（公 A6 益-

0322），說到底要的還是那個象徵地位。批判獨尊 SSCI 現象的教師，因「不服

輸」要證明「我也可以寫期刊」，但是「我更愛的是我的書」（公 F5 反-0227）

的同時，也買入這個遊戲規則。 SSCI 猶如「入場費」（Bourdieu & Wacquant, 

1992: 107），想要名正言順的踏上批評位置者，必須先具備。如此一來還是落入

「路徑是在鞏固它…讓研究往這邊的人都容易出現在這裡…」（公 A6 益-0322）

的景況，維持既有制度運作（Bourdieu, 1990, p.123）。 

小結 

       本節分析不同層級的大學教師，面對 SSCI 學術評鑑制度時，何以存在共同

的認識與瞭解，以及各層級教師何以面對不同衝擊而採取不同的回應方式。影

響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產生共同認識與瞭解之關聯因素，包含制度安排

所蘊含的訊息，及學術審查的潛規則。因為制度設計的安排，不斷地藉由有形

與無形的檢核來要求教師，從高等教育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到頂尖大學計畫的推

行，以及國科會專題計畫申請過程的學術著作表格填寫，都蘊含新自由主義的

意識型態，外控的制度設計在日常生活的不斷實踐中，進而內化成為行動者的

自我監控，教師因而以此要求並隨時檢視自己，成就學術生產的績效。學術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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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潛規則，在於教師如何認定外審委員的那一把尺。由於學術氣候依舊重視

SSCI 指標，猶如規範，做為大家都知道但卻不明說的潛規則，驅使教師為求升

等順利，不論學校類型，以及有否規定 SSCI指標，無不奉行遵守，不敢違背。

影響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產生不同回應方式的關聯因素，乃在於行動者

的身分位置與社會空間。身處場域中不同社會空間的行動者，為了維護或提升

自身在場域中的地位，會運用手邊可用的資本、資源、權力或策略，鞏固現有

象徵支配的關係結構，或挑戰之、反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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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依據研究目的與發現，本章提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分就研究結要、研

究結論，及研究建議三節說明之。 

第一節 研究結要 

         茲依據本研究的研究目的與待答問題，將研究發現摘要敘述如下：  

壹、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 

        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可分就形成過程、運作

管道、優點與缺失，以及未來改進四層面說明之。    

一、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形成過程：充滿學科權力運作痕跡 

        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形成過程，教師均感受到自然科學權力運作的衝

擊及其中的權力運作痕跡，教育學門因為學科文化不同於理工科學，卻必須面

對同樣的學術評鑑標準，罔顧學科不同的知識生產方式，使得教育學門平添困

擾。 

二、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運作管道：存在資源越多越好的循環邏輯 

        對於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運作管道，教師均理解 SSCI 學術評鑑制度存在

資源越多越好的運作邏輯，特別是教師共同面對的升等與國科會計畫審查，均

與 SSCI文章發表的累積密切相關。 

三、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優點與缺失 

（一）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優點：具相對客觀公平性 

        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正面衝擊，教師認為在於現行制度具有的相對客

觀公平性，主要能彌補過去評鑑制度因人治色彩與缺乏客觀標準，加上學術社

群規模小，審查過程難以做到絕對客觀公正所可能造成的不公。 



100 

 

（二）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缺失：造成迷思、投機行為與教學價值日受忽視 

        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負面衝擊，教師則認為在於制度本身具有的迷思、

造成的投機行為，以及對於教育學門所重視之教學價值有所忽視。 

四、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未來改進之道 

        在未來改進上，教師們認為若能透過公開的討論凝聚共識，找出客觀與多

元的指標，透過領域專業的判斷，並落實專業的同儕審查，或可改善 SSCI制度

在未來的運作。 

貳、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 學術評鑑制度的回應 

        SSCI 學術評鑑制度對於不同職級與立場之教育學門大學教師所產生的衝擊，

及教師對此衝擊的回應，分就助理教授、副教授，與教授三層級說明之。 

一、助理教授 

        SSCI 學術評鑑制度對於助理教授主要的衝擊，在於他們是站在第一線，直

接面對國際化的績效指標。他們的回應，可就是否受限於限期升等條款來區分。

有升等限期者多半照著遊戲規則玩，無升等限期者則採轉移重心的回應方式，

如指責制度剝奪教師的時間等。 

二、副教授 

        副教授層級雖然沒有限期升等的顧慮， 但 SSCI 學術評鑑制度這種契約性

績效表現的約束，卻非說擺脫就能擺脫，因此他們較容易懷疑制度的不公正性，

懷疑大家可能做了無意義的事，是以他們要不傾向以消極的方式來應付，就是

想要積極武裝自己，以累積改變的能量。 

三、教授 

        教授層級面臨 SSCI學術評鑑制度所感受之衝擊，一是學術評鑑的制度化過

程，另一是跨領域的學科權力競逐，因而憂心對於學術長遠發展所可能造成的

影響。至於他們的回應方式，有的採行新管理主義的作為，有的則期望促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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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討論，或參與促成改變的活動。 

參、影響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 學術評鑑制度之認識與回應的關聯

因素 

        影響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認識之關聯因素，包含制度安排所蘊含的

訊息，及學術審查的潛規則，影響教師回應方式的關聯因素，乃在於行動者的

身分位置與社會空間。 

第二節 研究結論 

壹、對教育學門來說，SSCI 學術評鑑制度是由上而下、由外而內建立起

來的，因專業屬性不合，抗拒在所難免。 

        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之一，即在於這套制度是由上而下、由

外而內建立起來的，充滿權力運作痕跡，既非教師自發自願，復因專業屬性不

盡相合，抗拒因此在所難免。所謂由上而下，指的是國科會、教育部之相關政

策與措施，開其先河，大學校院之相關政策與措施，接踵落實；原先的目的不

見得在發揚教育的根本價值：發揮教育愛，帶好每個孩子，而只是監督教師有

無發表論文，特別是論文數量的監督，重研究而輕教學，重形式而輕實質。所

謂由外而內，指的是理工領域的思維及論文生產模式主導全局，強制人文社會

學科東施效顰，勉力配合。無怪乎這套制度在教育領域實施後，受益者的專長

也多半與理工領域有關，例如科學教育、資訊教育、教育科技等，忽略人文學

科或社會科學領域之專業屬性，造成其他佔絕大多數的教育學門教師進退維谷，

壓力、挫折、乃至於羞辱感與日俱增。面對這套全盤移植自理工領域，且幾乎

全面滲透至教育學門各角落的學術評鑑制度，教師為了生存，自是有所不服從，

有所抵抗。 

貳、受訪教師所提之改進建議，實即針對 SSCI 學術評鑑制度之不符教育

專業屬性而發，期以回歸教育的根本價值。 

        教育學門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改進建議，包括透過公開的討論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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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共識，建立多元客觀的指標，回歸領域專業，落實同儕審查。廣義言之，這

些建議都在回應現行學術評鑑制度由外而內採行理工計量模式所造成的負面衝

擊，希望消弭由此衍生的研究迷思、投機行為，從而重塑教學的功能以及教育

的最終價值：教人成人的價值。大學教師的任務，不只是研究而已，尚須善盡

教學與社會責任；同時，研究的目的，亦非走向待價而沽的學術資本主義，而

是根扎本土，實事求是地反映社會脈動，精益求精地提煉學理內涵，以充分支

援當地中小學校，乃至高等學府的日常教育實踐，引導莘莘學子安身立命，繼

往開來。 

參、本研究最有別於往常研究的發現，在於不同職級的教師對於 SSCI 學

術評鑑制度所造成的衝擊，各有不同的關懷面向與回應方式。 

        相關文獻的探討結果，不論是 SSCI學術評鑑制度造成的衝擊，如重研究而

輕教學的單一卓越模式、學術資本主義強調績效表現、狹義的國際化影響人文

社會科學發展、變調的學術價值等，或是教師採取之回應策略，如共謀、妥協、

轉移重心抵抗等，本研究也都有大概相同的發現。 

        本研究與既有研究最大的不同（也或許是最主要的貢獻），在於發現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此三個職級的教師，由於各職級所享之資源不同，所遭遇的

限制不一，致使他們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關懷不同，所感受的衝擊也不一，

回應方式因而各有春秋。例如，有升等限期條款限制的助理教授，為升等便須

寫論文，要寫論文便須直接面對 SSCI指標的規範與衝擊，所以不得不照遊戲規

則玩。副教授職級者，即使已擺脫限期升等的壓力，好像可以自在一些，但

SSCI 指標依舊常相左右，揮之不去，讓他們覺得老是受到契約性績效表現的約

束，心不甘情不願，所以傾向以冷漠、消極的方式回應。至於教授層級者，已

升至學術職級的最高位階，居高臨下，視野較寬，眼光較遠，當看到現行 SSCI

學術評鑑制度下跨領域的學術權力競逐現象，不免關心學術長遠發展所可能受

到之影響，因此期望促成公共討論、參與社會改變的行動。 

        對於這些發現，Bourdieu 的場域、資本與社會空間理論，可以提供相當充

分的解釋。如 Bourdieu 所言，行動者的身分位置，及其所處社會空間中可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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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本多寡，決定其立場與策略，亦決定其面對象徵權力時採取的回應。身分

位置高者可配合自己的目標，達成資本累積，地位提昇；身分位置低者誤認象

徵權力，成為新自由主義規範的主體。另外，Burawoy 的志願性服從理論，以

及時興的新自由主義觀點，也都具有輔助解釋的作用。詳見本研究相關章節，

此不再贅。 

肆、有關性別、服務學校別、受益與否的差異，雖未獲得系統性的發現，

但本研究對制度場域裡的關聯因素，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 

        本研究發現，制度場域裡影響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之認識的關聯因

素，主要有二：其一，在於制度安排所蘊含的訊息。因現行高等教育相關政策

多蘊含新自由主義所強調之效率、績效、表現性，與市場之價值，透過準契約

的競爭經費補助控制，及制度設計上或隱或顯對教師學術產出的檢核與提醒，

外控的制度設計在日常生活的不斷實踐中，內化成為行動者的自我監控，教師

因而以此要求並隨時檢視自己，成就學術生產的績效。其二，在於學術審查的

潛規則。受制度傳遞的訊息影響，目前的學術氣候仍然重視 SSCI指標，猶如不

得違背之規範，眾人皆知卻不明說。即便審查者自己進行的是實質審，即便系

所的升等規定並沒有要求非具備 SSCI成果不可，送審人面對學術審查的潛規則，

只得做出非 SSCI文章不可的升等送審回應，讓此人為建構的社會真實進一步成

為外在制約。因此，不論學校類型，以及規定 SSCI與否，教師面對各式學術評

鑑時，均做出同樣的回應。 

第三節 研究建議 

         依據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建議如下。 

壹、對於相關主管機關之政策建議 

        依據本研究結論，可知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在未來運作的改進上，

希望能透過公開的討論凝聚共識，找出客觀與多元的指標，回歸領域專業的判

斷。因此建議相關主管機關，可規劃公聽會，多方推動可公共參與發聲的平台，

讓大學教師能夠協商討論，共同找出客觀與多元的指標。其次，回歸領域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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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由各領域確認領域內的重要期刊，並廣納各國優良學術期刊，以超越英

語霸權。 

        由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形成，教師均感受到自然科學或理工學科權力運

作的衝擊，除上述所提找出客觀與多元的指標外，在國科會、教育部層級之獎

項，建議回歸各領域之專業判斷，尊重專業同儕審查意見，避免跨領域投票所

製造的公平假象。 

        最後，SSCI 學術評鑑制度與教育部競爭型經費補助結合之後，教師多感受

教育部越來越多的管控，無法發揮大學自主，而強調論文績效表現，也間接破

壞教學價值。建議教育部落實大學自主，鼓勵各大學在獎勵辦法與相關規定上，

同等重視教學的表現，重振大學的教育功能。 

貳、對於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發現，教師面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之衝擊與回應，似存在性別因素

的關聯，女性教師可能訴諸教學價值以抵抗現行學術評鑑制度，從放慢升等速

度，到意圖累積能量，乃至落實反對行動。男性教師則傾向訴諸研究價值，採

取順服或盡量低調、鞏固制度的方式。因本研究最初並未針對性別因素進行設

計，在訪談題項的安排上未作深入探究，故建議後續研究，可針對性別提出完

善研究計畫，俾瞭解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大學教師對於（SSCI）相關學術評鑑制

度之本身及其衝擊的認識，並探討不同性別人員所採取的回應方式，有何異同。 

        其次，本研究亦發現公、私立學校之大學教師，面對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

衝擊時，亦可能存在不同的關注面向。頂尖大學教師，比較認同國際化競爭的

論述；公立一般大學教師，則較認為累積學術論文可提昇學校地位與聲望，有

助招收更多學生，回應少子化的趨勢；私立大學教師，卻擔憂此一制度是以促

成大學退場、教師縮編為目的。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公、私立學校類型為設

計藍圖，瞭解公、私立大學教師對於（SSCI）相關學術評鑑制度的認識與回應

有何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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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本研究原擬探討 SSCI學術評鑑制度的受益者與反對者，在認知、態

度與作為上，呈現何種重大差異。但訪談對象取樣的結果，卻出現同意接受訪

談的受益者與反對者，不巧多為女性，以致不易釐清兩者的分野。後續的研究，

或許可在這方面再加努力。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透過訪談，瞭解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之認識與回應，就

不同層級教師，本研究發現各異的回應類型。囿於時間限制，本研究未能輔以

觀察法，瞭解教師在大學場域中的實際作為，是否更為多樣，或更為細緻。建

議後續研究者，或許可以選取個案，輔以觀察法，以獲取大學教師更多樣、更

豐富之日常學術勞動作為的資料，以供分析。 

        其次，囿於人力與時間限制，本研究訪談對象主要為教育系（所）教師，

研究發現可能無法直接推論其他學門的情形。建議後續研究者，或採問卷調查

法，俾便在短時間內大範圍的瞭解不同領域與學門之教師，是否存有本研究發

現之認識與回應類型，從而比對其中的異同。 

三、研究主題 

        本研究旨在瞭解教育學門大學教師對於 SSCI學術評鑑制度之認識與回應，

發現現行 SSCI學術評鑑制度，其理工思維與計量取向，實際上違背教育領域之

專業與教育價值，受訪教師因此希望透過多元客觀的指標，回歸領域專業。建

議後續研究者，可探討適合不同領域的學術評鑑制度，尤其是文史哲學科、社

會科學、藝能領域（美術、音樂及體育運動等），從而促進具有多元卓越精神之

學術評鑑制度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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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逐字稿分析範例 

 

A2益-0327/ 

時間：6pm，地點：系教室 

 

研：老師那就是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下妳對於教育學門實施，或者是推行SSCI的這個學術評鑑

制度的看法。 

訪：看法喔，其實老實說我是反對，因為在國外，就我對國外的，比如說升等制度的了解的

話，他們是教學、研究、服務三個並重，也就是說他們在整理他們的那個files的時候，它

是三個的佐證資料都必須要放進去的，可是如果以台灣來講就是，我們完全只著重在你的

研究方面，然後又只著重在有沒有SSCI的paper，可是國外其實只要是有peer review的

journal都可以，然後台灣這個我覺得是矯枉過正，就是，其實你在國外有peer review的

journal，就已經有一個審查制度了，不一定要到I的這樣子的程度，所以這個的看法我覺得

是......要求太多了，對。 

研：那，就是像這個要求，就是在您服務的單位是，就是對於這方面的要求是怎麼樣呢？有要

求嗎？ 

訪：妳說，就是要定期發表嗎？還是？ 

研：對，就是譬如說老師的評鑑，或者是升等，就是學校裡面有什麼樣的規定是跟這個有關的？ 

訪：教學評，教師的評鑑的話是比較不會放在這一塊，就教師的評鑑的話就是教學、研究、服

務三個都要，可是在於你升等的時候，一般來說就是學校裡面的審查是，當然是先看是基

本教學、研究、服務三個都有達到，比如說最低門檻，都有過了之後，然後當然再來就是，

如果送外審的時候，你就幾乎完全都要有這樣的SSCI的paper，尤其是，像升等的話代表

作，當然一定要是有I這個程度的，不然根本沒有，份量根本不夠，就是就外面的審查人

來講，他會認為你的份量是不夠。 

研：所以，那就是在您服務的所上或系上有規定就是I才能提嗎？ 

訪：當然也有人會想要用寫書的方式，可是就是見仁見智，因為也有人會認為寫書的時候，因

為沒有審查，你就是寫好以後就出版，沒有一個審查機制，所以當然也有人認為寫書是不

公正的，就是沒有一個reviewer，但是，然後以我的領域來講，在我們，我的領域來說幾

乎都是要用I的paper來升等。 

研：所以這樣子是，就是，我想了解是說是，就是系上就規定就是你有I的才能提，還是說沒

規定？ 

訪：系上沒規定，但是如果你沒有I的你就不敢提。 

研：不敢提是因為什麼？  

訪：這算是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因為當你在送你的升等的東西的時候，你一定會先請教一些升

等過的前輩，說我這樣的東西夠不夠，然後，如果你沒有I的話他就會覺得你可能比較沒

有機會。它其實沒有，沒有一個辦法，它只有規定比如說參考作一篇，然後你再附參考資

料跟那個，參考著作跟參考資料這樣子，然後，它沒有明文規定說一定要I，但是就是，

大家都會互相詢問之下就發現，你沒有I你還是先不要提比較好。 

研：沒有I先不要提，這個是，我問一下，就是在您服務的單位是三級三審嗎？ 

訪：對。 

註解 [L1]: 教師評鑑無 

註解 [L2]: 升等 

註解 [L3]: 外審審查、SSCI 代表份量 

【潛規則】 

註解 [L4]: 寫書不「公正」 

【公平】 

註解 [L5]: 學科領域特性 

註解 [L6]: 制度【沒有】規定 

【潛規則】 

註解 [L7]: 訊息傳遞 

註解 [L8]: SSCI 代表份量、資格 

註解 [L9]: SSCI 代表機會 

註解 [L10]: 制度【沒有】規定 

【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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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那外審的話是在哪一個層級會送呢？ 

訪：校級，先系再來院再來校，校，三審之後，校審過了之後就送外審。當然你可能在系就已

經被打下來，就會覺得你這個機會不大，要不要再重新考慮這樣子。我目前是沒有聽過有

人敢沒有I就送審的，所以。 

研：這個是最近幾年的事嗎？還是說一直以來？ 

訪：其實我一進去就已經有老師跟我講了，他就跟我說妳，升等最重要的就是寫paper，而且

妳一定要投SSCI的journal，不是，沒有SSCI就不要投，妳就浪費掉。 

研：TSSCI可不可以？ 

訪：我請教過的人是跟我說台灣的很......比較，怎麼說，可能，比較，就是它會看你的背景，

比如說你可能不是哪一個學校它就不想收，對。 

研：所以反而SSCI還… 

訪：對，聽過很多建議都說國外的比較公正，而且國內的可能reviewer就會有一些奇怪的要求，

比如說我就有同事他寫因數分析，然後拿去投稿，然後投TSSCI，我不知道哪一個期刊，

然後人家要求他要因數分析的row data，就是原始資料要他提供，對，那就是一個很奇怪

的要求，所以，很多都是，比如說比我資深的老師的一些建議，都會跟我說投國外的，第

一個比較公正，第二個就是比較容易被錄取，國內的TSSCI它錄取率好像更低，對。 

研：那所以大家都知道說就是沒有SSCI就不能提，就算系上沒有，系上的規定不是這樣。 

訪：對，這算是一個共識，不成文，大家都會，沒有SSCI也不敢提，當然那時候我升等的時

候也沒有人跟我說一定要I的，但是，在他們看過我的東西，我那時候就有I的，他們看過

我之後跟我說這樣夠了可以提，我才敢提。 

研：所以就會，之前就會先問，也是問系上的同事嗎？還是說是校外的？ 

訪：問系上的。就是他們的經驗，可能你升等剛過的老師，對，然後也會拿他的那個升等的那

一本那個送審的資料來看，參考一下，對。我的代表作是，然後參考著作有的是有的不是，

對，參考資料就都不是。 

研：所以這樣子，就是您當初送上去的時候是安心的，因為您剛剛提到說其實沒有I就是不敢

送。 

訪：至少在有I的時候我覺得安心，但是當然還是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是就整個心就懸在

那裡這樣子。 

研：所以老師您有審過別人的升等嗎？ 

訪：我有收到過審查資料，但是因為那個我要審的對象居然是我在美國念研究所的同學，所以

我就寄回去說我要迴避這樣子，對。我是沒有去打聽有沒有人拿沒有SSCI的paper升等的，

那，如果我升等的時候我被別人這樣要求，我在審別人升等的東西的時候我也可能去看他

有沒有SSCI的paper，我覺得這是一個一個傳承下來的吧，我在猜，可是，這是在，可是

可能，當然我教書，教學沒有幾年，我不知道在我之前升等的人，就是在台灣還沒有，不

知道有SSCI這個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沒有這樣子的要求，所以我不知道用這個要求來升等

的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對。國外的升等，一般來說我們都是跟美國看齊嘛對不對，然後美

國的升等就要求就是教學、研究、服務並重，可是在台灣就被扭曲了，就美國的研究這一

方面也不用有SSCI的paper，他只要是有peer review的就可以了，可是台灣就變成，變相變

成一定要有SSCI的，沒有I就不行，然後完全忽略你在教學跟服務是多麼的努力，對。 

註解 [L11]: 制度【沒有】規定 

打聽、【潛規則】、有 I 才能送審 

註解 [L12]: SSCI 代表認可、獨佔、 

資源浪費 

註解 [L13]: 臺灣期刊看【背景】 

註解 [L14]: 【公正】 

註解 [L15]: 國內審查委員的要求 

註解 [L16]: 對審查過程、審查委員

的質疑 

註解 [L17]: 訊息傳遞 

註解 [L18]: 【公正】【容易錄取】 

TSSCI 難錄取 

註解 [L19]: 共識 

【潛規則】 

SSCI 等於份量 

註解 [L20]: 訊息傳遞 

註解 [L21]: 有 I 才安心 

註解 [L22]: 【潛規則】 

審查方式。訊息傳遞。 

註解 [L23]: 推測評鑑制度的形成過

程 

註解 [L24]: 認為是誤用 

註解 [L25]: 重研究，單一卓越。 

忽視教育價值，大學教師的多元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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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同儕審核範例 

【A1-0202】 

討論日期：20130307 地點：813 主題：編碼與詮釋 

逐字稿 分析 同儕意見 

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還難回答的，為什

麼，因為，其實因為過去以來，SSCI這

個東西其實對，特別是對我們這種人文

社會科學的部分其實是比較陌生，為什

麼說比較陌生，因為其實......或許是學術

界長久以來的那一種氣氛或者是做法，

就是說其實我們也很少說是投國外的期

刊，對，那當然國內的 TSSCI制度也是

近大概幾年才陸續建立的，所以，等於

說，應該說過去以來台灣的學術界，特

別是人文社會科學的部分可能比較沒有

一個，所謂的一個比較公認的一種指標

來評比大家的表現，那，或許理工那邊

早就有了，早就有了，但是，我覺得可

能是因為這樣子，所以慢慢的他們把理

工的那一套制度把它帶進來，雖然我們

都知道 SSCI它是一個所謂的資料庫的

概念，但是其實，似乎，就是說似乎好

像在大家沒有更好的一種標準拿出來之

前，好像它就慢慢的變成是一個大家仰

賴的一個方式，那當然，當然我覺得本

來或許一開始的出發點是善意的，或者

說希望是一個正向積極的，可是現在演

變到最後會變成，它好像是一個緊箍

咒，好像你的東西如果不在 SSCI或者

不在 TSSCI裡面，好像感覺你的東西就

不夠水準，但是其實我們也都知道，特

別是 SSCI它其實種類很複雜，而且很

多根本是介紹性的，根本並不具很嚴謹

的學術研究味道的期刊，所以其實我覺

得這部份就變成，導致很多人對於用這

個東西來當指標感到不可思議，那所以

我覺得，不過當然我覺得，這個部分我

覺得其實，或許在某些技術面的執行上

它是可以再調整，但是不可否認的是

說，今天台灣的大學，因為大學越來越

多，如果說過去如果大學很少，這樣的

 
 
教師之道 SSCI 不是從人文社會科

學開始，也凸顯人文社會科學過

去的發表並未以國外為主要對

象。 

 
TSSCI 晚近建置化 

 
凸顯人文社會科學過去缺乏公認

的指標進行評比。 

SSCI 形成過程從理工科帶入人社

會科學。 

 
 
大家都知道 SSCI 是資料庫 

 
因為一直以來沒有更好的標準，

也就「慢慢變成」仰賴方式。

Q：「慢慢變成」的過程如何？ 

 
 
 
像緊箍咒 

 
 
 
SSCI 具有認可排他作用，意味水

準。但「其實我們也都之道」，

SSCI 期刊有好有壞。 

教師間之道 SSCI 期刊有好有壞，

但依舊把它拿來做指標，受訪對

象覺得不可思議的同時，但前述

提及因為沒有其他更好的標準。 

 
 
 
 
 

 
 
以學習西方的科學

理性思維 

 
 
 
 
 
贊同 

 
凸顯前面的科學理

性的那一點? 

 
 
 
 
 
 
 
 
 
 
 
對，不論其他的表

現，只要求老師投

到 I 的期刊 

 
 
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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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好像很急於要求提升品質，跟所

謂的這種競爭績效的感覺就比較不是那

麼明顯，可是因為這幾年大學增加了太

多了，所以變成是說大學之間的競爭，

就變成是一個很明顯的壓力，再加上因

為國際化，因為現在台灣要跟國際競

爭，所以那個國際的評比也讓國內的一

些龍頭大學壓力非常的大，因為它必須

要跟其他國外的大學競爭，所以我覺得

就是因為這樣的一種，可能因為數量變

多，你要從裡面區分出好跟壞，然後再

加上這種競爭的氛圍，讓 SSCI它也，

好像很順理成章的成為一種，區隔大家

研究表現的一個方式，對，那我覺得，

就我剛剛講的，其實我自己會覺得，我

覺得這一個方式它其實沒有很壞，但是

我覺得說，其實它可能只是多元評量老

師的表現之一的方式，就變成，因為你

現在，很明顯的如果你今天如果沒有 I

的話，你連申請國科會的專案或許都有

困難，因為國科會的專案裡面，特別是

在副教授、教授這一塊，他的研究計畫

跟過去研究表現的分數幾乎是各半的，

所以你的研究計畫寫得再好，不代表那

一年你會上國科會計畫，為什麼？因為

你的另外一半的分數是研究的分數，所

以，你那個研究的分數如果沒有好，你

研究計畫寫得再好都沒有用，你是上不

了，而且，這個所謂研究表現得好，事

實上在過去我們認識一些老師，他們也

都有審查國科會的案子，他說就是看 I

阿，你的研究如果沒有 I，我不會覺得

你的研究品質有多好，就是這樣子，所

以其實，某種程度上它是綁住了你申請

國科會計畫的機會，等於說你研究計畫

當年寫得再讚都沒有用，你的過去五年

的研究如果沒有做好，你還是不會上，

因為分數是各半，分數是各半，並不是

以那一篇研究計畫決勝負，不是的，是

以你過去的研究表現搞不好占了更大的

份量，所以，這就變成是一個環環相扣

的結果，所以我 

SSCI 的合理性，在於大學廣設

後，為提昇品質、競爭績效、國

際化、國際評比，主要做大學間

的區分，回應國際競爭。 

 
 
 
 
市場間的區隔，對象不只國內還

包括全球，反應 SSCI 與主流論述

的串結，國際化論述、新自由主

義論述。 

 
競爭氛圍，SSCI 用作篩選具正當

性。 

 
 
SSCI 指標沒有很壞，但要多元評

量 

 
教師受到的衝擊： 

I 作為申請國科會專業的必備條

件，特別是副教授、教授 

 
 
 
 
研究分數比重影響教師覺知 

 
過去審查委員心中對 I 的象徵意

義重視 

 
I 意味研究品質， 

申請計畫的機會 

 
必須維持每年的的研究產出。 

 
制度設計上透露對過去研究表現

的重視，並且要 I 文章。若過去

沒有累積發表著作，在申請國科

會機會上失利， 

 
環環相扣的結果 

Q：還有其他環節？ 

國際競爭與大學辦

學品質有關? 

 
 
 
 
 
 
贊同 

 
 
 
 
緊箍咒? 

 
 
 
 
 
 
 
 
 
 
 
 
 
 
 
回應前面提到的 

 
 
 
 
贊同 

 
 
 
 
 
緊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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